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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C
赵 一 凡《 中 国 与 美 国 》 专 栏

编者按：继 2020 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党的二十大报告又提出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的战略任务。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无疑是世界史上的大事件，但它仍须我们的讲述和解读。
为此，编辑部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赵一凡研究员赐稿，解说中国现代化的故事。自 2018
年起，赵老师开始撰写《中国与美国》，前后已有两稿。全书分八章，合计 30 万字，每章分成 5 讲，
目标是以课堂讲稿的形式，写一本国民普及教材。4 年来，赵老师已在解放军南京国关的公众号《美
国学与美国研究》上，陆续发表了第一章到第六章的 30 讲修订稿。剩下的七八两章，合计 10 讲，
其中本期刊文为第七章第一讲，其余各讲也将在本刊接续发表，敬请大家关注。

英国现代化奇迹

 ☉ 赵一凡

内容提要：英国爆发第一次工业革命，率先建立现代国家，随之成为统治世界的日不落帝国。这
一切都是怎样发生的？敦请大家关注。

关键词：工业革命  西方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I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366（2023）01-0001-011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DOI: 10.19967/j.cnki.flc.2023.01.001

Title: The Miracle of British Modernization

Abstract: British saw the first Industrial Revolution, set up the first Modern State, and thus became the 
British Empire on what the sun never set. How could all these happened on that little Island? Please read 
and think.

Keywords: Industrial Revolution, Modernization in the West

Author: Zhao Yifan,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Foreign Literatur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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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中国的现代化故事

读书向导：霍布斯鲍姆、沃勒斯坦

作者按：1995 年夏，我回哈佛看老师。丹向我推荐《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

此书作者莉亚（Liah Greenfeld），原为苏联犹太儿童。她随父母移居以色列，成了社会学博士。

丹说莉亚 1982 年赴美进修，你也刚入哈佛。如今她成功比较了英美德法俄五大国的现代化，

就差中国了。Boy，你对此有何打算？

面对激将法，我傲然回答：首先，中国现代化与五大国皆不同。再者，中国今后也会

继续不同。丹大喜。

本书第七章，名曰《中国的现代化故事》。其中包含 2 个心愿：一是要完成我对老师

许下的诺言，开讲中国现代化；二是要拿中国与英美两强作比较，说说何谓“中国式现代

化”。

讲述中国现代化，首先要搞清楚英美两强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是如何捷足先登的。

这方面，我看重英美学界的权威性研究，据此圈定了 2 位左派大家，即英国的霍布斯鲍姆

（Eric Hobsbawm），美国的沃勒斯坦（Immanuel M. Wallerstein）。

借助霍老师的《工业与帝国》，我在第一讲讨论英国现代化基本特征；第二讲则援引

沃老师的《现代世界体系》，揭示美国现代化的一系列创新与灾变。为何没有中国向导呢？

这是因为 1840 年以降，欧美国家欺压中国，造成一段百年屈辱史。所谓中国现代化，

也处于仓促应变的被动局面。哈佛教授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将此格局定义为“西

方冲击／中国反应”。此说在欧美学界影响之大，竟导致中国现代化叙事的长期分裂，难

以愈合。

中国现代化：由被动到主动 我在第七章遭遇的大难题，即相对于五大国，中国现代

化为何如此缓慢、不情愿？费正清《美国与中国》，陈述冲击／反应模式如下：

自 17 世纪起，明清帝国满足于“悠久文化、传统体制、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一再错

过走向世界的机会”。老费又说“中国人的思想变得衰老、迟钝，乃至僵死。西方却以震

撼世界的技术发明，完成了自身现代化”。中国只能借助外部力量，蹒跚而行。［1］

1968 年，老费的弟子柯文（Paul A. Cohen），率领新左派学生造反，进而发表《在中

国发现历史》。在柯文看来，老费的冲击／反应论，列文森的传统／现代论，及其帝国主

义／革命论，都暴露出欧美汉学的偏激意识，即迷信西方中心，强调二元对立。

柯文称以上三大模式，彰显欧美汉学对中国现代化的严重扭曲：它们忽略中国传统与

现代之间的历史连续性，漠视中国现代化的自主性、内生性。他强调“应从中国内部、而

非西方人的外部视角，来判定中国现代史上一系列现象的重要含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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拦腰一刀，各取一半 柯文造反有理。但他的中国中心论，相比老费冲击 /反应论，

大约晚了 40 年。这凸现老费及其弟子的代沟。就连双方的研究对象，中国自身，也在这

40 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窃以为，这是巨大分歧的根源。

赵按：老费一度误判大局，可他切中 19 世纪的中国时弊，即历史包袱重，改革风险大。

而以中国的庞大规模、古老传统、循环惯性，这条艨艟巨舰不经过百年屈辱，也是很难

掉转船头的。与老费不同，柯文这一代汉学家，伴随新中国长大。他们目睹中国脱胎换骨，

并在朝鲜、越南战场上，2 次挫败强敌。鉴于这一划时代巨变，我有意将费科二人各打

五十板，以便提出自己的新看法。

中国现代化：前后分期 简单说，老费冲击／反应论，大致适用于 1840—1940 年。

我将它定义为中国现代化的“被动期”，或曰“近代化阶段”。柯文提出的中国中心论，

则可覆盖 1940 后的中共主导期，又称“自主现代化”。为何是 1940 年？

窃以为 1940 年，毛泽东开始在中共党内稳定发挥领导作用。其重要标识，是他在延

安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同年，八路军发起百团大战，中国抗战也进入了最艰苦的相持

阶段。

赵按：老费晚年，修正己见。他说中国人民“依据他们承袭下来的境况、制度与价

值观，以自己的方式来对待现代化。在此基础上，中国革命已在一种新的中国文化综合

体中，交织了中外因素。但千万不要下结论说，他们变得像我们了”。［3］

说起英国现代化，英国人当仁不让。哪怕是在西方文明起源、民族国家形成、资本主义发

生学方面，英国也是挖掘最深、涉猎最广的执牛耳者。上述优势，彰显英国左翼史学传统：它

自带火种，历久弥新。这一传统的代表人物，正是左派史学元老、英国科学院院士霍布斯鲍姆。

马克思的英国遗产

霍布斯鲍姆 1917 年生于埃及：老爸是俄国犹太人，妈妈来自奥地利中产家庭。2 岁时，

他随家迁往维也纳。不料父母双亡，小霍和妹妹成了孤儿，便由叔父带去柏林，挣扎求生。

饥寒交迫的他，从小就与工人为伍，面对纳粹褐衫队、党卫军，这个 14 岁娃娃，竟在中学参

加了德共！他说从此“我成了一个终身的共产党员。而我那一代人，是把十月革命当作世界

的希望”。［4］

1933 年希特勒上台，小霍逃去英国，读完高中，考入剑桥历史系。1940 年他投笔从戎，

直至 1946 年退伍。于是重返剑桥，拿下博士学位。1947 年他当上历史系讲师。此时有大批退

伍老兵，英共党员，在伦敦组建“英共史学家小组”，小霍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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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恩：英国文化批判 1848 年马克思流亡伦敦，即以英国政治经济为对象，辛苦写出《资

本论》。他在伦敦生活大半辈子，却一直厌恶英国。他认为“英国资产阶级有一种伪君子风格”，

并留下一句英国国骂：Drat the British (该死的不列颠人）。［5］

据恩格斯分析：德国人唯心，故能弘扬普世理想。法国人唯物，所以强调国家利益。英

国人一味崇拜私有财产，“这导致冷酷的处事准则、虚伪的政治文化。英国也因此成了世界的

统治者”。［6］

马恩给英国留下宝贵遗产。小霍入剑桥，发现左翼师生人头攒动，人数上千。于是他加

入英共，当选学生党支部委员。他回忆当年思想变化，称希特勒上台前，牛桥师生目睹经济危机、

工人失业，开始集体向左转。1933 年后，他们抱团对抗法西斯。［7］

英共史学家小组 小组成员多来自牛桥两校，其中有希尔顿（Rodney Hilton）、汤普森（E. P. 

Thompson）、威廉斯（Remond Williams）和希尔（Christopher Hill）。作为“英国马克思主义

史学的孵化器”，小组设置一个十年研讨班。大家定期聚会，补习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老霍说，

“我们都有十年研讨班的印记”。［8］

重写英国历史 两次世界大战，让英国左派明白，资本主义恶贯满盈。小组主席希尔顿称：

我们开启左翼书写，目标是“将英国人民的真正历史，归还给人民”。1946 年多布（Maurice 

Herbert Dobb）写出《资本主义发展研究》；1955 年希尔出版《1640 年英国革命》；1963 年汤

普森推出《英国工人阶级形成》。另有一位加拿大青年麦克弗森（Crawford B. Macpherson），

1932 年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博。小麦并未参加史学小组，可他深受感召。1962 年，他发表《占

有性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从霍布斯到洛克》。

赵按：第五章 4 讲讨论《英美占有性文明》。这方面，老麦的突出贡献，是解剖英国新教

伦理，指其塑造现代社会，扭转人类发展方向。其中要害，是将人定义为私人财产的占有者，

又将人生目标，设定为最大限度地攫取财富。而英国政治学鼻祖，霍布斯与洛克，正是导致

病变的理论代表。［9］

老霍一生无悔

小麦不善交往，小霍却是剑桥红人，长期维持一个国际朋友圈。在他看来，剑桥左派尽

是些寄宿学校毕业的贵族公子，伦敦政经学院，才是他理想中的平民大学。麦卡锡反共高压下，

小霍生活窘困，可他不改初衷。1954年他随团访苏，不料随后的匈牙利事变，赫鲁晓夫秘密报告，

引发轩然大波。小霍身为小组主席，目睹团体分裂，战友退党。［10］

小霍始终不退党。这个军情五处的长期监控对象，竟在此后 30年里，一连写出 30多本著作，

包括他著名的年代四部曲：《革命的年代：1789—1848》、《资本的年代：1848—1875》、《帝国的

年代：1875—1914》、《极端的年代：1914—1991》。

老霍晚年得意 1982 年老霍退休，荣升伯克贝克学院院长。继而获奖不断，享誉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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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英国国宝。美国左派大家萨义德，称老霍“代表二战后史学写作的高峰”。英国新左派安

德森（Perry Anderson）表示，老霍“始终面向普罗大众，他有理性现实感，也有感性同情心”。

年轻学者朱特（Tony Judt）甚至扬言：英国学界存在“霍布斯鲍姆一代”！［11］

剑桥教授埃文斯（Richard J. Evans），2012 年发表《历史中的人生：霍布斯鲍姆传》，评

判如下：

1.小霍在剑桥，受惠于导师波斯坦（Mounia Postan）。波老师是经济史教授，精通多种语

言文化，熟知法国年鉴学派。小霍因此思路宽泛，擅长比较，充分展示马克思主义影响力。

2.老霍环游世界，与各国左派名人交往，还当过切·格瓦拉的翻译。他在《民族与民族主义》

中，痛陈民族主义危害，批评斯大林的偏见。其研究重点也从 19 世纪扩展开去，深入浅出。

3.身为共产党人，老霍目睹资本主义兴衰，又切身体验了国际共运的潮涨潮落。1956 年后，

欧洲左派大批退党。老霍选择留在党内，但远离斯大林主义，推崇欧洲共产主义。其目的是

将政治文化研究，融于经济社会，以摆脱史学专业的狭隘性。［12］

2012 年 10 月 1 日，老霍在伦敦辞世，享年 95 岁。下面我拟介绍《工业与帝国》，因为它

是讲述英国现代化的传世经典。

英国现代化的前奏

英国现代化起于何时？资本主义何以在英国最先成功？围绕此题，马克思、恩格斯、韦伯，

都有经典论述。

马克思：土地兼并 马克思指中世纪英国农户，集体劳作，共享财产，属于自然经济。

英法战争爆发后，黑死病横行，消灭三成人口，致使农奴逃亡，货币地租代替了实物地租。

领主无奈，也允许农民以现金换取土地租用权（Tenure）。至 16 世纪，英国地主和商人大举圈

地，令大批自耕农沦为流民，雇工与资本家随之出现。马克思指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

有在英国，才具有典型的形式”。

恩格斯：英国普通法 恩格斯称欧洲国家中，唯有英国人采用日耳曼法。原来罗马陷落后，

蛮族法与罗马法混用。宗教改革敦促欧洲各国，编制等级森严的拉丁文法典，统称民法（Civil 

Law）。不料 11 世纪后，英国独家推行普通法（Common Law），即参照蛮族习惯，归纳出适

合本土的法律条款，特征是援引旧案，倾向平民。［13］

韦伯：新教伦理 韦伯也以 16 世纪为转折点，可他更关注宗教，而非经济。他相信英国

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原始氏族解体，取而代之的是独立农户。15 世纪末，英国农户也开始解体。

韦伯发现，新教伦理鼓励个人信仰，破除家长权威，激发一种“将财产从传统伦理中解脱出

来的心理效应，其中心表征是欲壑难填”。结果“新教哺育了近代经济人，英国从此迥异于其

他文明”。［14］

霍布斯鲍姆 1968 年发表《工业与帝国》第一版。此书直奔主题，集中剖析 18 世纪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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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业革命。至于革命前的 5 个世纪，则被他轻轻一笔带过，当成了工业革命的前奏，或是

英国现代化准备阶段。

赵按：同理，中国也有一个长达百年的预热期。

英国现代化诸条件 老霍考察现代化，并非泛泛而论，而是着眼于工业化奇迹，及其发

育条件。先看自然环境：英国与欧陆隔海相望，若即若离。24 万平方公里国土，相当于中国

广西。18 世纪英国人口 4000 万，仅为大清朝的十分之一。老霍指 1750 年前，英国与欧陆国

家相差无几，但在国家法律、土地制度、工商环境、雇佣劳动等方面，它已具备了转型条件，

即从农耕国家，迈入工商社会。［15］

两场革命，君主立宪 1566 年尼德兰革命爆发，马克思称之为第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英

国清教徒受鼓舞，开始对抗国王。1640 年苏格兰起义，查理一世急需军费，议会坚决抵制，

并处死国王宠臣。国王发动内战，战败被俘，上了断头台，史称清教徒革命。 

英国革命要比法国大革命早了 140 年。可它优柔寡断，形同钝刀子割肉。查理二世死后，

其弟登基，恶习不改。英国议会遂于 1688 年发动政变，宣布废除国王，恭迎其女回国执政，

美其名曰君主立宪。说白了，就是议会当家主事，君主统而不治。

英式保守主义 这场资产阶级革命，又称光荣革命。老霍说它近乎完美，但风险极大：

万一局面失控，就会像法国那样血流漂杵。所幸英国上层油滑，包容双方利益，即一面巩固

清教意识形态统治，一面又利益均沾，建立起一套缓冲制度。

老霍称这种英式保守主义，并不对抗改革，反而“静悄悄地快速吸收新事物、新观念”。

由于珍惜财产、惧怕动乱，英国权贵擅长谈判妥协，刻意规避冲突，由此产生一批“平庸改革者”：

他们修修补补，小步快跑，偷着发大财，其乐无穷。［16］

赵按：英国人小步快跑，似可少犯颠覆性错误。对照中国戊戌变法：光绪帝幼稚冲动，

保守派冥顽不化。

伏尔泰看英国 1726 年伏尔泰被驱逐出境。他身无分文，逃去伦敦，住在土豪家里，读

洛克《政府论》。此时正值工业革命前夜。伏尔泰目睹英国城乡欣欣向荣，自愧法国不如。他

拜会诗人蒲柏，小说家斯威夫特，科学家牛顿，继而大发感慨：英国政府腐败，却能减免税赋，

鼓励工商，改善民众生活。

再说了，鄙人不过写诗一首，影射王室，就被投入巴士底狱！英国作家却在政府挂职、

领取养老金。回巴黎后，伏尔泰发表《英国书简》。此书被查禁，作者逃去乡下。法国文坛为

之骚动。孟德斯鸠、卢梭、爱尔维修，纷纷跑去英国，考察君主立宪。［17］

英国政权，偷梁换柱 英国从传统农耕转向工商社会，离不开一个灵活多变的新政权。

具体分析如下。

1.光荣革命后，英国出现一个“土地贵族的寡头政权”。掌权者是大地主、工商巨头。他

们彼此联姻，利益交换。其中的显赫家族有罗素、威廉斯、卡文迪什。他们在议会呼风唤雨。

老霍坦言：“英国的政治权利，取决于土地财产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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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国宫廷中，国王专制，贵族荒淫。反观英国的达官显贵：清教暴发户盘踞下院，上院

也被资产阶级化的老贵族所霸占。土地使用权的高度集中，令地主与企业家结为一体。英国

法律也鼓励社会财富，大量投向工业生产、海外贸易。

3.英国人口迅速增长，乡镇企业遍地开花。这既增加了利润与税收，也促进交通物流的发

达，形成以伦敦为中心的统一市场。社会相对自由，民众忙着挣钱，革命愿望也就逐渐消解了。

4.老霍称英国人是旧瓶装新酒的高手。他们编造各种伪传统、伪习俗，以便让一个资本统

治的国家，维持封建正统性。

简单说，1750 年的英国，家境殷实，发财心切，活脱脱一个“店小二民族”。即便在英国

农村，也“不存在欧洲大陆意义上的小农阶层。人们都在为了市场销售而努力生产”。［18］

从店小二，到全球霸主

欧美现代化牛皮哄哄，内容冗杂。各路专家从民族国家、民选政府、依法治国，一直讲

到工商经济、科技发明、多元社会。老霍身为史学家，深知现代史难写。于是他放飞无人机，

好让读者从高处俯瞰，英国工业革命是如何催生一个现代国家的？

首先是工业革命造就了旷世奇迹，其次是它让英国变成“世上唯一的工厂、唯一进出口

大国、唯一全球帝国，因此也是世界唯一的海军强权，唯一拥有世界政策的国家。这种垄断地位，

多半得益于它的先驱身份：既然没对手，英国便是开天辟地的主人”。

我们已知英国国土狭小，人口有限。它之所以一骑绝尘，确立现代国家框架，是因为它

带头完成了工业革命，并将英国推向全球霸主地位。如此成就，竟无任何国家，可以望其项背！

工业革命，来自何方 世人都说工业革命始于瓦特。其实瓦特之前，已有好几种蒸汽机。

作为原动力机械，它们能将热能转换成动能。老霍暗示，科技发明只是工具，关键要看怎么用。

英国人眼中的蒸汽机，更像是赌场上的骰子，能赚大钱！

早年英国煤矿，井下冒水严重。矿主不惜下血本，试以火力提水、排水，以节省人工与畜力。

伯明翰煤矿的技师瓦特，针对蒸汽机的缺陷，陆续改造了活塞、齿轮、连杆、节气阀，使之

适应工业化生产。他的突破启发众人：老板们一哄而上，先将蒸汽机抬进了纺织厂，进而驱

动了火车、轮船、升降机。

老霍提醒大家：彼时的科技水平低下，远不足以引领大工业。而工人捣毁机器，老板仇

视发明，更是家常便饭。但不断涌现的土法创新、低技术发明，却让人们充满自信。为啥？ 

因为它代表一种新生产体制、新生活节奏，新的历史阶段。

工业革命与海外市场 人们普遍以为，钢铁、煤炭、蒸汽机是工业革命的加速器。但工

业革命的动能，更多来自市场的需求端、供给侧。既然店小二遍布全国，人人都想发财，就

会造成工业产品积压，乃至于降价血拼。面对窘境，政府咋办？

英国人历来重商，其重商传统源自北欧的海盗文化（Vikings Culture）。1588 年，英国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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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成了海洋霸主。工业革命降临，英国故技重施，“一则夺取他国出口

市场，二是通过战争与殖民，摧毁敌对国家的竞争力”。而政府的关注重点，无非是：1.国内市场；

2.对外出口；3.政府扶持。［19］

三大条件，独门利器 英国经济学之父斯密（Adam Smith），1776 年发表《国富论》。他

在革命大风口上，谆谆教导英国人：若想创造财富，一个国家“需要和平环境、公平税收、

健全司法”。［20］于是英国人开始展示其独门利器。

老霍挑剔斯密三大条件。他称“英国政府的一切政策，都是为了开辟国内外市场。而英

国所有的战争，也都瞄准了商业盈利”。［21］当时的世界体系，可谓一山不容二虎。英国因其

弱小平庸，从未有过独霸世界的野心。但随着革命点火、加速、轰鸣向前，它开始挥舞刀剑，

露出一个老海盗的凶狠嘴脸。

国家干预，垄断市场 试以英国棉纺织业为例。恩格斯一度踏勘曼彻斯特，写下《英国

工人阶级状况》。老霍对此补充道：曼城在 30 年里扩大 10 倍，居民从 1.7 万增至 18 万。城里

厂房林立，煤烟滚滚。而它主营的棉花加工，正是工业革命的命门！

世人皆知，英国人习惯穿兽皮，17 世纪改用棉麻混纺的粗布。英国与荷兰的东印度公司，

发现印度盛产棉花，便在当地织布，争抢欧洲市场。英国厂商气急败坏，一再向政府施压。

1770 年政府下令封杀棉花进口。从此，英国羊毛商垄断了国内市场。

英国商人随之出海，贩卖黑奴，并在西印度群岛设立棉花种植园，为本国提供原料。至

1770 年，英国棉织品产量爆增 10 多倍，其中九成销往远东和非洲。1790 年后，美国南方的

奴隶种植园，开始供应优质原棉。老霍对此哭笑不得：北美种植园成了兰开夏纺织厂的经济

附庸，“最现代的生产中心，拓展了最原始的剥削形式”。［22］

英国经济，放任自流？ 英国技术先进，无情碾压对手。但这种压倒性优势，既有英国

海军的加持，也离不开殖民地的市场垄断。有人拍马屁，说英国经济是放任自流的典范。老

霍反驳：唯有工业强国，才敢放任自流。经济学家“忽略政府因素”，闭口不谈帝国设计。其

实英国现代化，“不仅依靠发达经济，它还需要一个愿意为了英国制造商的利益、不惜发动战

争的政府”。［23］

老霍又指第一次工业革命，既无高精尖技术，也没有啥子顶层设计。店小二的逐利本能，

指向“廉价与简单”。他们的利益诉求，直接影响议会。于是政府顺水推舟，沿用旧制度，应

付新问题，同时管控风险，增加税赋，充盈国库。老霍承认，资本主义确能自我调节，可它

更需要政府的呵护与调节，例如劳工法、福利法、济贫法。所以不可以偏概全，粉饰自由主

义经济。［24］

外部因素决定一切 老霍尖锐提问：店小二生意不大，风险自担。他们深知国内市场弱小，

增长缓慢。究竟是何因素，激发其投资热情、强化其扩张欲望？是“庞大的外部需求”。老霍说，

“唯有海外贸易，能给他们带来新原料、新市场、新的盈利空间”。

老霍下判断：“英国工业经济，是从我们与欠发达世界的商业交往中成长起来的。庞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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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流、收支流、投资流、移民流，锻造了帝国的国际支配能力。回过头来看，海外贸

易与殖民战争，才是英国经济腾飞的点火器。”［25］

赵按：老霍的研究，师承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加拿大的麦克弗森教授，也在《占

有性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中，强烈呼应老霍。他指英国人的占有性欲望，“蕴含市场资本主

义的全套表征”，从重商体制、海外殖民，炮舰政策，再到股份制、公司法、专利权、完善的

财产保护。这套私有化制度，催生一群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资产者。他们对于合股、投资，

就像信奉上帝那样狂热。［26］

大英帝国的挽歌

假如说土地兼并与新教伦理，为英国打下现代国家的基础。那么 1780 年后的英国，则仰

仗“亦商亦战的海上力量”，开辟了至关重要的海外市场。18 世纪末，英国成为世界工厂。等

到维多利亚女王登基，英国已从工业强国，升格为大英帝国。

老霍相信，工业革命无疑是人类史上的划时代事件。可它不只是生产方式的简单升级，

而是“人类生活方式的根本性改变”。［27］年轻人往往搞不懂，工业革命与英国称霸，二者是何

关联？老霍揭示其中必然性，即工业革命改变了英国自身面貌，提升其世界地位。在此基础上，

英国得以称霸百年，大幅改写国际地缘政治。

从暴力征服，到巧取豪夺 英国迅猛崛起，变成一个不同以往的新帝国。老霍说它包括

了内外三层：1.有形帝国，又称“日不落帝国”；2.半有形帝国，或受其控制的海外殖民地；3.无

形帝国，即由庞大资本、先进技术支撑的英国霸权。

新帝国新在何处？老霍盘点英国的军事、外交与法律，指其与旧帝国大相径庭。譬如早

年英军入侵外国，杀人越货，暴虐成性。进入北美殖民地，他们讲究策略，小施恩惠。印度

人闹独立，但凡非暴力，都算是合法。轮到苏格兰脱英，干脆全民公决了。［28］

由此可见，新帝国由硬变软，软硬兼施。巧取豪夺之余，它也展示绅士风范。这方面英

国不乏前车之鉴：西班牙疯狂掠夺，功亏一篑。荷兰人偏重商业，却被英国组合拳击败。何

谓组合拳？麦克弗森说，英国人的占有性世界观，“塑造并渗透进一切社会关系”。英国人把

它当成了绅士美德，美国人则把这种癖好，升级为一种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这就是组合型

的“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

新帝国与现代化 英国作为世界工厂，拉动全球经济。它“生产了约占世界总量三分之

二的煤、一半的铁、七分之五的钢、一半的棉布、四成的金属器件”。基于它的国际垄断地位，

英国顺理成章，也成为其他国家的领头羊+示范者+裁判长。

老霍反复强调，工业革命确立一种不可逆的现代化趋势，中国人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其中关键，即工商经济全面取代了农耕传统，彻底革新了政治、法律与社会制度。罗马帝国能发

动工业革命？波斯帝国会批准君主立宪？绝无可能。然而英国告别传统，开辟创新之路，发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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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新帝国统治术：它有坚船利炮，却不反对利益均沾。比较北欧海盗，这也算是一种人类进步。

帝国竞争，英国落败 大英帝国一度成了欧洲各国的典范。它们纷纷模仿其海外扩张模

式，即从殖民地攫取原材料，又向全球销售产品。工业革命的动力，因而源源不绝。谁能想到，

大英帝国亲身示范的结果，居然是强国林立，混战一场。

作为工业革命的第一拨研究生，德国、美国与日本迅速崛起，各领风骚。1880 年英国陷

入经济危机，焦头烂额，风光不再。老霍说它“只剩下一条出路，即走帝国争霸之路”。列强

之间恶性竞争，你死我活，结果便有两次世界大战。

英国的最大麻烦，在于它迷恋传统，因循守旧。一战前后，它将长期积累的资本，大量

投资海外，从此吃上了金融饭。玩金融的好处，是不劳而获、坐收红利。害处是创新乏力，

不求进取。老霍笑称：成也工业革命，败也工业革命。全人类都没料到，第二次工业革命，

竟将店小二扔下神坛，变作一个破落户。

美国何以成功？老霍说它靠的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即不再依赖钢铁、煤炭、蒸汽机，转而

玩起了电气、石油与化工，包括自动化与原子弹。这就需要科学家、企业家与银行家通力合作，

同时重视制度创新，诸如公司化、标准化、福特制与托拉斯。另外，美国在国内反垄断，厉行

进步改革；在海外摈弃殖民陋习，鼓吹门户开放。这说明它在硬软实力方面，大大超越了英国。［29］

工业革命的冷酷逻辑 老霍这一生，目睹了工业化锦标赛的全过程。第一次工业革命，

造就了大英帝国。第二次工业革命，导致群雄并起，帝国混战，德国与日本误入歧途，惨遭灭国。

最终登上领奖台的，竟是英国往日的小弟，美利坚合众国。从弱冠少年，到白发老翁，老霍

反复琢磨，得出 3 个结论。

1.无论什么国家，一旦从稳定的农业社会，进人工业革命轨道，它都必须遵循不断创新的

工业革命逻辑，奋勇向前。若是停顿下来，坐吃山空，新的工业革命就会将其淘汰。一句话，“对

于工业化国家，开弓没有回头箭，因为工业化将持续往前推进”。

2.英国一时还死不了，但它只能走上一条漫长而痛苦的下坡路。凯恩斯的政府调节，撒切

尔的市场化改革，都无法治愈“英国病”。老霍诊断说，“英国正在成为一个不竞争的寄生经济体，

纯粹依靠过去的财富积累、依靠对手的进步过日子”。

3.病根何在？在老霍看来，“资本家对利润的追逐与聚敛，主导了整个经济，甚至是全部

生活”。而众多个人追逐私利的结果，不但能左右政府，而且驱使大英帝国，长期推行唯利是

图的国策。所以说，帝国衰败的挽歌，深埋在英国文化的土壤中。［30］

 第七章第一讲修订版，2022 年 12 月 20 日于合肥

注释［Notes］

［1］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第132-34页；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4th 
edition, Harvard UP, 1976。费正清、邓嗣禹：《冲击与回应：从历史文献看近代中国》，陈少卿译。北京：民主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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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译是“人或 /和机器通过对、增、减、移、换、分、合七大策略用乙符转化甲符文化信

息以求信息量极似的智能活动和符际活动”（黄忠廉、袁湘生 108-18）。为讨论方便，本文将

“符号”限定为语言文字符号，将甲乙两种符号及其文本分别简化为原语与译语、原作与译作。

在钱锺书的“化境说”中，“化”作为名词，是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和最高标准；“化”作为动

词，指在两种语言文字的转变过程中，“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

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此类译作才算入于“化境”（《七缀集》 77）。钱氏明确提出两种求“化”

方式——欧化和汉化，认为求“化”是为了避“讹”，实现原作对译作的“投胎转世”（77）。

全译行为之轴是转化，转化之魂是“化”（余承法、黄忠廉 89-93）。该“化”源自文字学之“𠤎”，

内涵于哲学之“化”的“量变”“渐变”，相当于美学之“化”的“物化”“化生”，即为钱氏

挪移为译学之“化”的“去痕存味”。

一、转化：全译之轴

从全译的上述新定义可知，转化是全译之轴：转移原作语义，保留或更换其语形，化解

语际的一义多形 /言矛盾，追求译作与原作的信息量极似。

（一）转移原作语义

转移原作语义，指将原作的信息内容移植到译语，保留或变换其语言形式，将原作化生

为译语受众理解和习惯接受的译作。

任何作品都是语形和语义的有机统一体，某些文本或话语在特定场合还有语用。语形是

外显形式，包括书面文字和口头话语，体现为语素、词、短语、小句、复句、句群和语篇等

语言单位。语义是隐含在内的关系或内容，包括义素、词义、短语义、小句义、复句义、句

群义和语篇义。语用指语形蕴含或体现的特定价值，包括修辞值、语境值和文化值。一般而言，

全译的理解、转化和表达三个阶段都涉及语形、语义、语用，其中语形与语义的关系是主体，

语形与语用的关系为次体（黄忠廉 187）。如果原作的语用不突出，或者视为零，语形、语义

与语用之间的三角关系可简化为语形与语义的线段关系。为简化起见，本文论及的全译转化

主要考虑语形与语义的矛盾，即一义多形 /言矛盾。在全译的语言单位中，小句是中枢单位，

向下由词和短语构成，向上构成复句和句群，而复句和句群的语义重心是词义和（小）句义。

因此，全译转移的语义主要是句义及其包含的词义和短语义。如：

例（1）“命运共同体”强调整体思维，推崇共生共荣的关系，追求持久和平和

共同繁荣。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emphasizes the virtue of holistic 
thinking, cosmopolitan ideals, and the pursuit of lasting peace and shared prosperity.（韩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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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蔡力坚 译）

例（1)，译文与原文的句义及其构成的词义和短语义几乎形成一一对应，略有出入。“强

调”“推崇”为近义词，二者可择其一。译文增添了virtue，表明“整体思维”是一种“美德”，

将“共生共荣的关系”减译为cosmopolitan ideals，将“追求……”视为“强调”的宾语，用

一个谓语动词emphasizes连接整个译句。译文整体上采用对的手段，适当运用增、减手段，忠

实、完整地转移原文的词义、短语义和单句义，实现表达的简洁和通畅。

（二）化解形义矛盾

原作和译作分属不同的语言文字符号系统，源于不同的思维模式，反映不同的文化背景，

必然存在符际和符内的一义多形 /言矛盾，简称为形义矛盾。符际形义矛盾是主要矛盾，符内

形义矛盾是次要矛盾：二者相互区别，前者居支配地位，起主导和决定作用，后者处于从属

地位，发挥次要作用；同时，二者又相互联系、互为前提，前一矛盾的解决规定后一矛盾的

走向，后一矛盾的解决影响前一矛盾的解决路径。全译行为实际上是一个识别、分析、协调

和化解形义矛盾的循环往复过程。

1. 形义矛盾的识别和分析

首先，形义矛盾表现在语内的一义多形：一种语形可以表达多种语义，一种语义可借助

不同语形。受众基于已有的知识背景，通过特定的上下文，对听读的信息作出理解和判断，

并通过一定的手段调节形义矛盾。如：在“爸爸和妈妈的朋友在看电影”中，联合短语“爸

爸和妈妈的朋友”是歧义短语，形成结构上的形义矛盾，需要通过调整层次关系加以化解：（1）

［（爸爸）和（妈妈）］的朋友；（2）［（爸爸）和（妈妈的朋友）］。

其次，形义矛盾表现为语际的一义多言，即同一语义在不用语言中有不同的语形，因语

言亲疏而体现不同的对应程度。印欧语系内部相同语族的不同语言之间的对应程度最高，如

英德之间；不同语族的语言之间的对应程度次之，如英俄之间；印欧语系与汉藏语系之间的

对应程度最低，如英汉之间。如：

例（2）英语：poor   as   a   church mouse
    德语：arm  wie  eine  Kirchenmaus
    俄语：Беден как     церковная мышь
    汉译： 穷      如            教堂     老鼠

例（2），英语和德语的习惯几乎是逐词对应，区别在于church mouse是短语，而

Kirchenmaus是复合名词。俄语跟英、德习语几乎如出一辙，只是没有与之对应的不定冠词。

英德、英俄、英汉之间的对应程度依次递减。这几个习语可直译为汉语的“穷得像教堂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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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鼠”，可简化为“穷如教堂老鼠”，也可意译为“一贫如洗”，还可引申为“穷得叮当响”“穷

困潦倒”。“穷如教堂老鼠”是属于典型的直译，保留了西方文化中的宗教元素，已逐渐为中

国人理解和接受。这些不同的汉译表达，既是处理语际的一义多言矛盾，也是处理语内的一

义多形矛盾。

2. 形义矛盾的协调和化解

形义矛盾的协调和化解基于识别和分析：识别是分析的前提，分析是协调的基础，化解

是协调的结果。只有抓住全译中的主要矛盾，才可能找到解决矛盾的道器。道器结合才能推

动译作与原作的矛盾化解与形义和谐。全译力求实现译作与原作的信息量极似，确保量的守恒、

质的保全。在准确、完整转移原作语义的前提下，如能兼顾语形，且为译语受众理解和接受，

形义矛盾即可化解，分为两种情况：

一是，原语在译语中有对应或相似的语形，二者形成某种耦合的理想状态。例（3）中，“百”

并非实指，而是强调“多”，相当于英语的all。“川”对应 rivers，“归”对应 flow（与 rivers保

持人称和数的一致），“海”对应 the sea（the与 sea属于“标配”）。

例（3）百川归海。

All rivers flow to the sea.

二是，原语语形在译语中尚无对应，即使勉强对应，在译介之初可能不被译语受众理解

或接受。随着时间推移，使用者增多，新奇的表达方式可能由个体扩展到群体，由限时限地

过渡到多时多地，最终成为译语中的常见部分。外来词、成语和谚语的互译就属于此类。如：

例（4）Juda’s kiss. 犹大之吻。（比喻“可耻的背叛和变节”）
例（5）好好学习，天天向上。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现已出现在美国的

童书中）

二、“化”：全译转化之魂

转化是全译之轴，转移原作语义，化解译语之形与原作之义的矛盾，落脚在“化”上。“化”

不仅是全译转化之魂，更体现为全译的本质，有其特定的内涵和丰富的外延。

（一）“化”的内涵

“化”的内涵指其反映全译行为的本质属性，与文字学、哲学、美学和钱氏“化境说”中的“化”

一脉通连、彼此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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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化”的文字学原解

“化”起源于商周时代的甲骨文，记载于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兴壶、中子化盘、齐国的刀货

等文物上的铭文中。在《尚书》、《左传》、《孟子》、《荀子》等先秦古籍中，“化”大多单独成词，

后来与其他汉字组合成“教化”“变化”“化育”“化气”等双音节词，并引申出系列含义。许

慎认为“𠤎”“化”是两个同声同切不同义的汉字：“𠤎，变也。从到人。凡𠤎之属皆从𠤎。”“化，

教行也。从𠤎从人。”（168）段玉裁的注疏基本上沿用了许慎对“化”的释义：“凡变𠤎当作𠤎，

教化当作化，许氏之字指也。今变𠤎字尽作化，化行而𠤎废矣。”（384）徐灏则认为“𠤎”的

本义为“化生”：“周官柞氏曰：‘若欲其化也。’《乐记》曰：‘和故百物皆化。’郑注：‘化犹生也，

引申为造化、教化之称。’”（148）徐灏对“化”的笺注更加周详，将其本义解释为“（化）生”，

并引申出自然界的“造化”和人类的“教化”等含义。

2.“化”的哲学通解

“化”是中国古代哲学典籍中的高频词和核心术语。哲学家最初分别探究“变”“化”，后

来进行整体考察，再论述二者作为对偶范畴的区别与联系，逐渐将它们与质变和量变的内涵

相接近，最终确立为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上一对重要的中介范畴（张立文 423）。

《论语》中有“变”无“化”，《道德经》中有“化”无“变”，唯有《孟子》并列“变”“化”，

稍加区分：“变”即“改变”，“化”即“教化”。《周易·易传·系辞上》以明晰语言论述二者

的关系：“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荀子·正名》明确区分了“变”“化”的内涵：

“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有化而无别，谓之一实。”《庄子·德充符》指出“变”“化”

的程度差异：“死生亦大矣，而不得与之变；［……］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

换言之，“变”是大变，蕴含质变之意，“化”是小变，包含量变之意。这种区分为后世提出质变、

量变奠定了基础。

张载概括了“变”“化”的本质特征：“变，言其著；化，言其渐。”（70）朱熹将变化与动

静、有无范畴相联系，既指出变、化互相区别和对待：“‘变化’相对说，则变是长，化是消。”

又阐明二者互相联系和转化：“变者，化之渐；化者，变之成。”（黎靖德 1694）王夫之借用“体

用”范畴，进一步规定变、化的关系：“变者，化之体；化之体，神也。”（66）他还将变化范

畴与形质范畴联系起来，注意到事物从渐化到骤变的运动过程中存在部分质变和根本性质变。

在中国哲学的发展演进中，“变”“化”源于辞书释义，经过人们的日常观察和思辨，逐

渐与质变、量变的内涵相接近，成为联系道器、有无、动静的中介范畴。“化”作为一种形变

实存的运动，是一种细微、缓慢、不易察觉的量变形式和状态，是事物自有而无、自动而静

的运动过程和结果（余承法、庄义辉 98）。

3.“化”的美学专解

中国历代文人提出诗歌、小说、绘画、书法中的“化工说”“化境论”，如李贽的“化工”“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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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许学夷的“化境”概念、胡应麟的“化境”审美境界、金圣叹的“三境说”等，都强

调创作主体如何经过艺术锤炼，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化”作为文艺创作的最高境界，涵盖

四个要素：主体修炼时具备的德、才、学、识等创作素养；主体排除外部干扰时的虚静创作

心态；主客之间物我相融、浑然一体的创作状态；作品达到的“天人合一”境界。

4.“化”的译学新解

钱锺书博通古今、学贯中西，从许慎关于翻译的一段训诂出发，将文艺之“化”与美学之“境

界”“不隔”联姻，将“化”移植为译学范畴，揭示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境界。综观文字学、哲学、

美学之“化”和钱氏挪移的“化”，可知译学之“化”的内涵包括以下五点。

（1）“化”是变易与不易、得失兼备的量变过程

全译存在变易与不易的成分，包含得与失的元素，正所谓“此‘本’不‘失’，便不成翻译”

（《管锥编》 1236）。变易原作语形，不易其语义，原作语形虽经迁移，但实质内容不发生突变。“化”

是一种“得意忘言 /形”的量变过程，是译作对原作的“状变”而“实无别”（钱氏也曾借用《荀

子》对“化”的这种界定），流失原作的形式外壳，即“形体变化”（473），消除译作与原作

的形义矛盾，保存原作的风味或“精魂”，即“转世轮回”（473）。

（2）“化”包含理想之“化”与实际之“讹”

一般认为，“化”“讹”是彼此不容的对立范畴。这实际上是对钱氏“化境说”的一大误解，

因为他明确指出“讹”“化”是一脉通连、虚涵数意。“吪”“讹”包含“动”之义，这与“化”

的“变化”义有关，“化”与“吪”“讹”相同，引申为“错误”。对原作的创造性叛逆可能导

致“讹”，但这是译者的“明知故犯”，是另一境界之“化”。因此，“化”“讹”形式上背出分训，

意义上相反相成，对立统一于具体的全译实践。

（3）“化”是求信与造美的有机统一

钱锺书曾阐明信、达、雅之间的辩证关系：“译事之信，当包达、雅，达正以尽信，而雅

非为饰达。依义旨以传，而能如风格以出，斯之谓信。”（1101）他在界定“化”时指出：“译

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绝不会读起来像翻译出的东

西。”（《七缀集》 77）“化”既是译作内容求信的应有之义，也是形式造美的必然要求，既解决

语际语内的形义矛盾，又解决信美之间的二律背反，是对原作语义保真、风格求似和译作语

形求美的结晶。因此，“化”是对“信达雅”的突破和发展，是原作在译语中求真与造美的再现。

（4）“化”兼有“师法造化”和“笔补造化”

西方造艺主张“模写自然”和“润饰自然”，但钱锺书认为“二说若反而实相成，貌异而

心则同”（《谈艺录》 60-61）。造艺之“师法造化”是“以模写自然为主”，但“作者必加一番

简择取舍之功”（60-61）。译艺之“师法造化”，要求译者以积极态度明确身份定位，能动地忠

实于原作及其作者，需要具备相当的社会阅历、敏锐的洞察力、充分的鉴赏力、取舍的功力、

精湛的语言表达。钱氏“笔补造化”的翻译美学思想，既指译作超过原作的可能性，也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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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的创造性，译者借助神来之笔对原作进行美化，得精去粗，得意忘言。

基于上述分析，可将“化”定义为：“译者为消除语际内容与形式之间的‘一意多言’式

矛盾，得原文之意、存原文之味、成译文之形的双语转换过程和结果。”（余承法 43）全译之“化”

与文字学之“化”的基本含义吻合，与哲学之“化”的内涵一致，与文艺美学之“化”的追

求相同，这是由全译的性质决定的。

（二）“化”的外延

“化”的外延指译者在处理形义矛盾时采取的应对方案和灵活运用的对、增、减、移、换、

分、合七种手段。译者结合宏观文化背景、中观语言环境和微观语言单位，运用可操作、能

验证的具体方法，将每种方法细化为若干技巧，形成完备的全译实践方法论体系。

1. 对

对，指译者为减少语际的形义矛盾，尽可能将原作与译语的语形对应，实现译作与原作

的语用趋同、语义相等，并符合译语规范。“对”（为免歧义加引号，本小节之后皆同）是最

常见的求“化”手段，译者听读原作时，最本能的反应是在大脑中搜寻与原作相应的译语单位，

并逐一对等替换。语形对应是前提，语义相等是基础，语用趋同是核心。通常采取从小到大

的语言单位对应，即从词、短语到小句、复句，再到句群和语篇，形成逐层对应，难度依次

增加，频率相应减小。如：

例（6）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子《道德经》）

译文A：True words are not fine-sounding; fine-sounding words are not true.（威利 译）

译文B：True words are not high-sounding; high-sounding words are not true.（居延

安 译）

译文C：Faithful words are not beautiful; beautiful words are not faithful.（赵彦春 译）

例（6)原文是并列的文言复句，言简意赅地阐述信与美的对立关系。无论是汉学家威利

（Arthur Waley）的译文A，还是旅美 30 年的华人学者居延安的译文B，或是知名翻译家赵彦

春的译文C，都在词、短语、小句、复句层面采用“对”的手段，除了增加系动词are之外，

其他的字词完全对应，结构对仗，首尾回环，均为求“对”入“化”的佳译。

2. 增

增，指译者为化解语际的形义矛盾，根据句法结构、语义传达和语用再现的需要，在译

语中增添少量必要的语言单位。汉语的助词和量词在英语中缺失，英语的冠词在汉语中无对应，

全译时需要视具体情况加以补位。原语中习惯省略的语言单位、表达丰富含义的精炼形式等，

也需要根据具体语境加以补充，才能确保译语成型成活。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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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7）三从四德

three obediences—to father before marriage, to husband after marriage, to son after 
husband’s death; four virtues—morality, proper speech, modest manner and diligent work

例（7）的“三从四德”是中国封建礼教压迫、束缚女子的道德标准之一，稍有文化的汉

语使用者大多明白其具体内涵。若简单对译为 three obediences and four virtues，英美受众可能

不明其意，必须增添“从”和“德”的具体内容，才能成功实现跨文化交际。

3. 减

减，指译者为化解语际的形义矛盾，在译语中删减原作的部分语言单位，以便在转移原作

语义的同时，确保译作言简意赅。减与增的运用理据相同，语言对方向相反。汉译英时增添的

语形，英译汉时需要删减；反之亦然。即使是英汉双语都有的介词和连词，也可视具体情况在

译语中省去。原语的某些典故可能出现约定俗成的必要冗余，全译中可视具体情况加以删减。

如“东床”源自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后来指代女婿，汉语中有“东床快婿”的同义表达。

英译时不必保留“东床”（the eastern bed）的形式和意象，只需译成 son-in-law即可。

4. 移

移，指译者为了化解语际的形义矛盾，在译语中移动原作语言单位的位置，确保译作语

义地道和顺畅的表达。英汉句子中主谓宾的位置次序总体相同，但定状补的位置差异较大。

汉语中作定语的词和短语大多前置，英语中作定语的短语和从句往往后置，互译时需要根据

译语习惯进行移位。如：

例（8）电视中的暴力和暴力犯罪的关系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olence on television and crimes of violence

例（8）中的中心词是“关系”，两个修饰语“电视中的暴力”“暴力犯罪”本身都是偏正

式名词短语，需要根据英语表达习惯后置两种定语。

5. 换

换，指译者为化解语际的形义矛盾，在译语中改换原作的表达方式，以便准确、流畅地

表达原作语义。每种语言都有独特的组词成句和布局谋篇的方式，全译时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

而需要根据译语的表达习惯和规范进行变换，包括词类、句类、语气之间的互换，以及动静、

正反、语态之间的互换。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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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9）His ten-year-old daughter is completely stage-struck.
原译：他十岁的女儿是一个十足的演员迷。（《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

试译：他十岁的女儿非常痴迷当演员。

例（9）中的复合形容词“stage-struck”意为“渴望当演员的”。原译将其换为名词“演员迷”，

试译换为动词短语“痴迷当演员”，异曲同工地传达了原文含义，且符合汉语的地道表达。

6. 分

分，指译者为化解语际的形义矛盾，在译语中分离原作的句式结构，以凸显其语义，确

保译作结构清晰、表达地道。英语多结构嵌套的长龙复句，但主次分明，逻辑语义清晰。汉

译时通常需要根据汉语流水小句的特点，加以切分。如：

例（10）It’s miraculous how much weight you’ve lost! 

你体重降了这么多，这是出乎意料！（《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

例（10）原文中的 it为形式主语，how much引导的主语从句为真正主语，这是一个紧凑

型主从复合句，采取“评（表态）+述（事实）”的结构顺序。汉译时采取先述（事实）后评（表

态）的顺序，且将述与评分开，不仅切分了复合句，还移动了位置。

7. 合

合，指译者为了化解语际的形义矛盾，在译语中合并原作的句式结构，以整体表达原作

语义。合与分的运用理据相同，语言对方向相反，英译汉时多切分，汉译英时多合并。如：

例（11）同志们住在一起，说说笑笑，十分开心。（《现代汉语词典（汉英双语）》）

The comrades felt happy living under the same roof and talking and laughing together. 

例（11）原文是包含三个并列谓语的单句，遵循常见的“三步法”排列，即前提（住在

一起）——动作（说说笑笑）——结果（十分开心）。英译时，先叙述结果，再说明前提、分

析原因，将结果作为谓语动词，前提和动作变换为 -ing分词，移至句末，将原文的三个并列谓

语合为一个谓语短语及其两个状语短语。本例除了采取合并，还运用了移与换的手段。

终上所述，“化”贯穿于全译的整个过程：在原语理解阶段，译者需要融化原作，完整准

确地理解其语形、语义和语用；在语际转化阶段，译者需要采用灵活的求“化”手段或方法，

化解语际的一义多言 /形矛盾；在译语表达阶段，译者需要基于理解原作来巧妙化生译作。全

译之轴是转化，转化之魂是“化”，“化”的内涵与文字学、哲学、美学、钱氏“化境说”之“化”

一脉通连、彼此呼应，外延上包括对、增、减、移、换、分、合七种手段，体现为相应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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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技巧。译者单独或组合运用这些求“化”手段，追求译作与原作的信息量极似，达到译

作出神入化的境界即“化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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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文献作为一种应用文体，在语形、语序和句长等方面具有汉语语法和句法结构的标志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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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与合的对立统一，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客观过程。在日常生活中，正确认识事物发展过

程中分与合的必然趋势，有利于掌握事物发展规律，提高统筹与应对能力。在语言转换过程中，

正确认识语言表述中的分合机制，有利于更好地掌握语言规律，提高语言运用与翻译转换能力。

分合机制提倡以思辨与综合的眼光把握语言转换规律，对原文句法结构进行合理拆分与恰当

合并，在指导翻译实践中具有重要价值。

一、分合机制的理论依据

机制指各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和运行方式，是事物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作用形成的统

一整体。分与合两种思维方式，可构成一对思维机制。“分”是认识事物发展必要的一环，通

过“分”，事物将被观察得更仔细。“合”不是简单的合并相加或排列组合，而是用综合的眼光、

统筹的方法，按照事物发展规律重新组合。通过“合”，事物将被理解得更透彻。在分合机制中，

分与合呈对立统一关系，两者并行不悖、相辅相成。

分译，是译者应原文语用再现、语义传达和译语表达之需，将原文单位（多为复杂长句）

进行拆分和重组的一种全译方法。合译，指译者根据原文语用再现、语义传达和译文语形之需，

将原文某些单位合并为一个译语单位的全译方法。在汉英翻译中，分译与合译的选用有中西

方传统哲学与思维模式、语法与句法结构差异的理据。

中西方传统哲学的主要差别在于不同的宇宙观。中国传统哲学重“气”，主张“一多不分”、

万物相系，以求看到全局，打造“旁通系统”；西方哲学重“原子”，主张透过二分法把完整

的世界一分为二，或上界与下界对立，或内界与外界对立。在民族思维模式方面，东方倾向

于追求结局开放的宇宙秩序和综合感悟式的价值评判；西方则推崇形式逻辑和因果关系，善

用理性演绎法去认识伦理学乃至几乎所有问题。中国传统哲学的“过程性”思维模式，衍生

了中国人万物相系的日常行为准则和倾向于动态（使用动词为主）的行为方式，以及注重过

程性语言的语言规则；西方传统哲学的“实体性”思维模式，衍生了西方人主客二分、单线

单向的日常行为准则和倾向于静态（使用名词为主）的行为方式，以及注重实体性语言的语

言规则。

中西方语言的主要差别在于不同的语法和句法结构。从语序差异来看，汉语重意合，句

子结构较为灵活，无严格的形态变化，信息安排重心在后；英语重形合，语句严格按逻辑原

则排列，信息安排重心在前。就主谓关系而言，汉语突出主题、轻形式关联，主谓非构句必

要成分；英语突出主谓结构，受多重语法关系制约。从句长差异来看，汉语句子为竹竿型结构，

多流水小句，最佳平均长度为 7~12 个汉字，偶见长句；英语句子呈葡萄型结构，一般较长，

可达几十、上百甚至更多单词。连淑能系统比较过英汉两种语言，认为在英语和汉语之间至

少存在十种对应范畴，即：综合语与分析语、聚集与流散、形合与意合、繁复与简短、物称

与人称、被动与主动、静态与动态、抽象与具体、间接与直接、替换与重复（1-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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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中西方传统哲学与民族思维模式的不同，还有双语在语序、主谓关系和句长等方面

的差异，汉英互译时不可一味保留原文的形式与结构，而应基于理解，按照译语的文化传统、

民族思维特色和语法、句法结构，拆分或合并原文的词、短语、小句和复句，以确保译文准确、

地道、自然。

二、分合译法的操作过程

分译与合译的操作理据相似，语言方向与操作程序相反：分译旨在化整为零，将原作中

数量较少、紧密结合的较小单位逐一切分为译语中数量较多、更加分散的较大单位，可以避

免译句冗长繁复，缓解受众理解长句式的压力；合译旨在聚零为整，将原作中众多零散的较

小单位逐渐融合为紧凑的较大译语单位，可以避免译句重复拖沓松散，确保译文重点突出，

表意连贯。

分译遵循“分形不断义不损值”的操作原则，译作分离原文语形，但保证语义不中断，

语用价值不受损，同时译文符合译语的表达习惯和规范，实现求真、求美的目的（余承法，《全

译求化机制论》 226）。分译的操作过程大致分为八个步骤：（1）把握全句的总体轮廓和脉络；

（2）区分全句的主干和枝干，即区分复合句中主句与从句以及小句成分；（3）根据关键结合

标记，如复句的连接词、关联词、标点符号，以及小句的主干与枝干、修饰成分和被修饰成分，

将整句拆分为相对独立的词、短语、小句甚至复句；（4）将拆分的语言单位如词、短语、小句、

复句转换为思维中对应的简单概念、复合概念、简单判断、复合判断、推理；（5）将这些概

念、判断或推理外化为译语的词、短语、小句、复句和句群；（6）根据原文语义层次和关系

调整译语单位的顺序和结构；（7）按照译语表达规范和习惯组织成文；（8）比读译文和原文，

校对和润饰。其中，前三项为原文理解阶段，中间两项为语际转化阶段，后三项为译语表达

阶段。

合译采取聚零为整的手段，将较大的原文单位融合、压缩为较小的译语单位，从而将短小、

零散的原文结构整合为繁长、紧凑的译文句子，使译文表意严谨集中，形式简洁洗练，地道

规范。因此，合译的操作原则是“合形不漏义不变值”（243）。合译的操作过程包括三个阶段

和七个步骤。（1）原文理解阶段，包括三个步骤：把握全句的总体轮廓和脉络；弄清小句成

分之间的深层语义关系、复句的层次及其分句之间的逻辑关系（尤其是无标记的汉语多重复

句）；基于对原文深层结构的理解和重新分析，将形式分散、结构松散的语言单位进行语内的

初步压缩和整合。（2）语际转化阶段，包括两个步骤：将整合之后的语言单位如词、短语、小句、

复句转换为思维单位中对应的简单概念、复合概念、简单判断、复合判断；这些概念和判断

外化为词、短语、小句和复句等译语单位。（3）译文表达阶段，包括两个步骤：按照译语表

达规范和习惯重新调整译文的顺序和结构；比读译文和原文，从语值的有效性、语义的完整性、

语法的正确性着手审视和校改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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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合译法在汉语政治文献英译实践中的具体应用

政治文献指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所发布的有关国家、社会与经济发展大政方

针的文件（郭影平 52）。因此，政治文献翻译是传播一个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政治立场的重要媒

介（于丽 67），准确、清晰地翻译政治文献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汉语政治文献既包括中国

党政领导人的重要言论，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也涵盖关乎国家大政方针的政策文件，如

国务院每年发布的中国政府工作报告和代表中国政府立场的各类白皮书。作为以阐发政治观

点为核心的应用文本，政治文献与科技文章、新闻报道、广告说明书等应用型文本不同，其

突出特征是口吻严肃、语气坚定、行文简洁，其撰写宗旨在于解析思想、阐发观点，达到政

治宣传的目的（王小萍 109）。

通过文本分析，笔者发现汉语政治文献具有多成语、多复杂长句、多无主句、多竹节型

句法结构、语形重复等文本特点。在汉语政治文献英译实践中，需注重汉英语言在句法结构

和语篇连贯方面的差异性，关注译语读者的文化背景认知，合理使用分译与合译，提高译文

的可读性，以准确向译语读者传递中国政府的政策立场，为中国的发展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本文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国政府工作报告和《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关

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光辉篇章》白皮书

等汉语政治文献用例为研究对象，对分译与合译的具体运用进行分析，以求为中国政治话语“走

出去”提供启示。

（一）汉语成语、小句和复句的分译

根据具体操作的语言单位，分译可分为词分译、短语分译、小句分译和复句分译四种类

型（余承法，《全译方法论》 286）。汉语政治文献翻译中，小句需要分译的词和短语常以成语，

尤其是紧缩复句型成语的形式出现。汉语成语的特点是形式简洁而内涵精辟，多为四字结构，

包括主谓式、动宾式、连动式、兼语式、联合式等类型。

汉语成语分译，指将汉语成语视作一个短语、小句甚至复句，从原句中分离出来，在译

文中扩充为简单句、复合句甚至句群。如：

例(1) 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国际社会没有退缩，各国人民勇敢前行，

守望相助、风雨同舟，展现了人间大爱，汇聚起同疫情斗争的磅礴之力。［习近平，《习

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 415］

译 文：Confronted by the ravages of Covid-19,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not 

flinched, and the people of all countries have risen to the challenge. Around the world, people 

have pulled together as one, helping each other as best we can. With love and compassion, 

we have forged extraordinary synergy in the battle against Covid-19. (Xi, Ⅳ 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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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原文是 2020 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三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致辞

的一部分，强调在全球疫情肆虐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应团结一致，通力合作。原文两个四字格“守

望相助、风雨同舟”，不仅共同构成表动作的短语结构，同时也是形式简洁而内涵精辟的汉语成

语。译者为实现语用趋同的交际效果，弥合文化差异，将两个四字格扩展为小句people have 

pulled together as one, helping each other as best we can，并将其从句中拆出，形成相对独立的小

句，英文表达更为流畅，表义更为准确。若将汉语成语强行译成英文四字结构，一是不符合

英文的表述特点，二是不符合英语读者尤其是英美等国人民的思维方式。

汉语复句分译，指将汉语复句中的某些分句分离出来，译成相对独立的单句或扩展为复句，

从而将汉语复句切分为英语句群。汉语政治文献的复句主要包括以下三种情况：复句包含总—

分—（总）结构；复句包含举例小句；复句句末包含表判断的陈述小句。

第一，复句包含总—分—（总）结构时，需要将表示总结、概括的小句从中分译。分译

是从读者角度出发，以读者理解为前提的全译方法。汉译英时，根据意思层次将长句划分为

若干短句，再译为相应的英语句子，更易于读者理解。如：

例(2) ①稳是大局，②要着力稳增长、保就业、防风险，③守住金融安全、民

生保障、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底线，④确保经济社会大局稳定。（例中序号为笔者添加，

下同。）

译文：Stability is of overriding importance. We should ensure stable growth, maintain 

employment, and prevent risks. To ensure overall economic and social stability, we must 

not allow the red line to be crossed concerning financial security, people’s well-being 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中国日报网，《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 web）

例(2)原文选自《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由四个小句构成，小句①是对后文内容的总括，

英译时可以单独成句。小句②包含排比句式，内容上较为紧凑，也应该单独成句，并增添主语。

小句③和④结构上是并列，逻辑—语义上是条件与结果，为表达完整意思，可合并译成一个

复句。循此，汉语长句分译成三个英语句子，更便于目标语读者理解汉语原意。

第二，复句包含举例小句时，为了便于区分，通常需要分译。如：

例(3) ①我们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保证人民平等参与、

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②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

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③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朝着共同

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 41］

译 文：We should always bear the people’s aspirations in mind and be respon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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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ir expectations, ensure their equal rights to participate in governance and develop 

themselves, and uphold social fairness and justice. We should make steady progress in 

ensuring that all the people enjoy the rights to education, employment, medical and old-age 

care, and housing; and we should continue to fulfill, uphold and develop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all the people. All these efforts will enable our people to share fully and fairly 

the benefits of development and move steadily towards shared prosperity on the basis of 

continue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Xi, I  43）

例(3)原文是多重并列复句，分句主要由动宾短语构成，分句之间形成并列关系，强调

政府应该为实现人民福祉而实施的相应举措。译者在②处拆分原文，①和②分成两个以“We 

should....”开头的单句，列举政府应当采取的行动，同时将③拆分，借助All these efforts总结上文，

承上启下，表明上文是政府应该付出的efforts，③后半句进一步展望efforts的目的与意义。译

者将原文长句译成三个英语句子，使原文的逻辑关系更加明显，译文表意更清晰。

第三，复句句末包含表判断的小句且对其前述内容进行评价和概括时，判断小句若不适

合英译为复句的从句，则可分译为独立的小句。如：

例(4) 中美两国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制度不同，存在经贸摩擦是正常的，关键

是如何增进互信、促进合作、管控分歧。

译文：China and the US are at different stages of development. They have different 

economic systems. Therefore, some level of trade friction is only natural. The key however 

lies in how to enhance mutual trust, promote cooperation, and manage differences. （中国

日报网，《关于中美》 web）

例(4)原文选自《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是典型的汉语意合长句，

通过语义之间的逻辑关系，将数个分词短语、小句组合成长句。译者基于理解，将原文合拢

后重新拆分，用 they指代上文中的China and the US，用 therefore表明上下文的因果关系，表

达更符合译语习惯。

原文长句包含多个短句时，译者采取分译方式，增添代词指代原文主语，并增加连接词，

最终实现语义的完整连贯。如：

例(5) ①全党同志一定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②永远把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③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译 文：In our Party, each and every one of us must always breathe the same breath 

as the people, share the same future, and stay truly connected to them. The aspiration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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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ople to live a better life must always be the focus of our efforts. We must keep on 

striving with endless energy toward the great goal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中国日报网，

《2020 年政府工作报告》 web）

例(5)原文选自《2020 年政府工作报告》，为包含三个分句的并列复句，旨在号召全党人

民共同努力实现目标。小句①②③主语相同，内容完整，分别代表原文复句的一层含义。译

者采取化整为零的手段，将每个分句译成独立小句，原本冗长复杂的句子变成了言简意赅、

表意明晰的句群，增强了译文的可读性和层次感。

（二）汉语短语、小句、复句和句群的合译

根据具体操作的语言单位，可分为短语合译、小句合译、复句合译和句群合译四种类型，

较大语言单位的合译以较小语言单位的合译为前提和基础（余承法，《全译方法论》 311）。短

语合译，指将原作短语整合为译语的词，或者将原语中几个同义、近义短语压缩为一个译语

短语。如：

例(6) 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党中央号召你们，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

践行党的宗旨，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努力为党和人

民争取更大光荣！［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 15］

译 文：The Central Committee calls on every one of you to stay true to our Party’s 

original aspiration and founding mission and stand firm in your ideals and convictions. 

Acting on the aims of the Party, you should always maintain close ties with the people, 

empathize and work with them, stand with them through good times and testing times, and 

continue working tirelessly to realize their aspirations for a better life and to bring still 

greater glory to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Xi, IV 17)

例(6)原文中的两个四字格“风雨同舟、同甘共苦”共同构成表愿望的短语结构。其中“风

雨同舟”字面意思为“共乘一艘船与风雨搏斗”，可引申理解为“共同经历患难”，与下文“同

甘共苦”语义重复。译者将两个四字格成语合并，压缩为 stand with them through good times 

and testing times，既显简洁又符合英语规范。

小句合译，指将原文小句整合为译文短语或词，包括小句部分合译和小句整体合译。小

句部分合译，指将小句中某个词或短语的语义压缩为一个词，再与其他成分重组，从而形成

简练译句。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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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7) 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一卷）》 46］

译文：Work is the source of wealth and happiness. （Xi, I 49）

例(7)原文为并列复句。译者采用合译，将原文两个并列小句中“系动词+定语+表语”

部分提取共用的系动词 is与表语 source，并将原文定语的英译wealth与happiness并置，从而减

少词语复用，精简译文结构，使意义更加显豁。

小句整体合译，指将原文小句整体融合为一个译语短语甚至单词。汉语句法结构属于竹

节型，结构短小，句式简单，语义关系清晰，多流水句；英语句法结构属于葡萄型，一环套一环，

每个限定小句都有固定的主谓结构，限定小句之间必须有连接词。因此，汉译英时，为了简

化句子结构，确保语义更为明确，常需将某些汉语小句整体融合为英语短语甚至单词。如：

例(8) ①全力以赴救治患者，②不遗漏每一个感染者，③不放弃每一位病患者。

译文：China did everything possible to treat all patients. （中国日报网，《全面建成》 

web）

例(8)原文选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光辉篇章》白皮书。原文由三

个小句构成，小句①表明中国会尽全力救治患者的决心，小句②③则是对该决心的补充说明。

②③语义相近，都表现出中国救治每位新冠患者的决心与信心，这又与①语义重合，因此译

者将三个小句合并为一句，以减少信息赘余，避免语形重复。

复句合译，指将原文复句中的分句合译为译语单词或短语，在将原语中多个重复句整合、

压缩为层次较少的译语复句甚至是单重复句的基础上，原文复句自动融合为译语单句或复句。

例(9) 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要深刻认识当前国内外疫情防控的复杂性、艰巨性、

反复性，进一步动员起来，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坚持不懈，抓细抓实各项防疫工作。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 108］

译 文：All provincial authorities, central departments, and sectors should be fully 

aware of the complexity and difficulty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the 

volatility of the epidemic at home and abroad. We should mobilize, be of one mind, stay 

confident, and respond to Covid-19 with dedicated efforts. (Xi, IV 124)

例(9)原文为包含六个分句的并列复句。在“坚持不懈，抓细抓实各项防疫工作”中，后

者“抓细抓实”是“坚持不懈”的具体体现，二者在表意上有所重合，因而译者借用with结

构将其合译为with dedicated efforts，以减少信息冗余，使译语简洁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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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群合译，指在原文小句合译为译语短语或词、原文复句合译为译语单句或短语的基础上，

将原文句群压缩、整合为译语单句或复句。如：

例(10) 中方支持通过一揽子成果方案。希望通过该方案为解决难点问题增加政

治动力，推动谈判在领导人会议前取得更大突破。

译 文：China supports the adoption of a package solution which hopefully 

will provide more political impetus to the resolution of difficult issues and greater 

breakthrough before the leaders’ meeting. （中国日报网，《关于中美》 web）

例(10)原文选自《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为共用一个主语的并列句

群。译者将原文句群合译成英语复句，未另起一句翻译“希望”所引的内容，而是通过which 

hopefully引导的定语从句整合原文“希望”的具体内容与前述“一揽子成果方案”。英译更加

连贯自然，句子呈现主从结构，更为紧凑。翻译政治文献的无主语句时，可巧借前后逻辑关系，

整合成一句话，如本例第二句所示。这不仅能妥善处理无主语句，且能提高语言质量。

在全译求化过程中，译者必须遵循以语用价值为关键和核心、语里意义为基础和前提、

语表形式为结果和外化的三位一体原则（余承法，《全译求化机制论》 56）。在全译实践方法中，

分译与合译相辅相成、对立统一。分译与合译并非任意为之，而是基于中西传统哲学与思维

方式差异，以及汉英两语句法结构的区别而得以实现。汉语政治文献翻译实践中，译者需要

明确这类文本突出的语言特征，正确认识汉英语言的形义矛盾，合理使用分合译法。分译常

见于汉语成语、小句与部分复句的英译，译者基于汉英政治文献的语法与句法差异，将语形

化整为零，分离原文部分单位并进行独立转化。合译则常见于短语、小句、复句与句群的合

译，译者因原文语用价值再现和语里意义传达之需，将原文单位进行融合、压缩，聚零为整。

分合机制在汉语政治文献翻译中的合理运用，有利于实现原意的准确传递与译语的通达晓畅，

达到语义求真、语用求美的翻译目的；有利于译语读者对原文思想的理解与接受，实现中国

政治话语真正“走出去”、有效“走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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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鲁士传统与拿破仑道路之间 
——论克莱斯特《洪堡亲王》与普鲁士军事改革

 ☉ 史敏岳  曾悦

内容提要：克莱斯特的《洪堡亲王》创作于拿破仑战争的语境之下，19 世纪初的军事变革和作
家的军事知识构成了戏剧文本建构的重要元素。通过改写 1675 年的费尔贝林战役，克莱斯特演
绎了普鲁士军事传统与拿破仑时代军事原则之间的冲突，从而以戏剧的形式表达了时代的军事文
化之变，反映了普鲁士军事改革的困境。《洪堡亲王》的文本与同时代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发展
之间的互文关系证明了克莱斯特对军事问题的关切及其人生最后几年中的文学创作与普鲁士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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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的《洪堡亲王》（Der Prinz von Homburg）完成于 1811 年前后，

是其生前最后一部剧作，留下了极大的阐释空间。二战之后，为了与 19 世纪的民族主义解读

划清界限，德国学界对《洪堡亲王》的研究几乎扬弃了一切思想史和政治角度的分析（Hackert 

53）。此后，哲学、审美以及形而上学的阐释主导着《洪堡亲王》研究，直到本世纪初才逐渐

让位于文化学的阐释方法。例如，卢盛舟指出《洪堡亲王》中的情感表达与 18 世纪电学知识

之间存在关联（154），表明了从文化和知识诗学角度解读该文本的巨大潜力。

一个显而易见却又容易忽略的事实是，该剧创作于拿破仑战争阴云笼罩欧洲时的 1810 至

1811 年，演绎的是 1675 年勃兰登堡击败瑞典的费尔贝林战役——《洪堡亲王》是一部再明显

不过的战争剧。如果将战争视为人类文化的一种特殊现象，并且注意到克莱斯特写作的 19 世

纪初正是欧洲军事思想与战争实践发生激烈变化的时代，也是普鲁士在拿破仑打击之下被迫

进行军事改革的时代，就不能忽略《洪堡亲王》与当时战争文化之间的联系，不能无视军事

在克莱斯特知识结构中的重要性，不能排除克莱斯特借文学来思考普鲁士军事改革道路的可

能性。

一、19世纪初的战争文化之变和克莱斯特的军事改革理念

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1793 年的全民动员令（levée en masse）消除了古典战争中对军人

与平民的区分，使战争从一项职业军队的事务变成了全民族的事务。拿破仑的崛起则颠覆了

18 世纪的线式战法，完善了歼灭战略和大兵团作战的散兵战术，从而使 18 世纪欧洲的军事传

统发生了断裂。克劳塞维茨（Karl Philip Gottfried von Clausewitz）从中认识到，军事问题已经

不再是理性的战争规划、战略的合目的性、明智的洞察，而是非理性：它所关乎的是一种士

气上的决定（891）。从文化学的视角看，19 世纪初战争性质与战略战术的变化反映了启蒙时

代战争文化的转折。这一变化可以追溯到 18 世纪晚期，战争艺术的哲学观念和战争的道德评

价开始偏离启蒙文化的理性主义与和平主义倾向。

一方面，对战争艺术的理解从启蒙前期的机械主义与理性主义走向了 18 世纪末的生物学

主义，脱离了近代早期霍布斯及笛卡儿以机械原则描述运动的模式和拉美特利（Julien Offroy 

De La Mettrie）在《人是机器》（L‘homme-Machine）中的“钟表隐喻”（60）。机械主义世界

观认为物体的运动遵循既定的机械法则，这种法则“既适用于生命体，也适用于无生命体，

物体的运动和秩序位于静态不变的世界之中”（Kleinschmidt 51）。正如人的身体可以被感知为

机器，军队也可以被感知为由官兵构成的战争机器，18 世纪线型操练方式的整齐划一和精确

同步完全符合机械主义的观念。随着世界中有生命的部分被描述为不同于机械世界的有机体

（Organismen），这种机械主义世界观在启蒙晚期彻底改变了，并且也反映在了军事思想上。法

国人吉贝尔（J. Guibert）的《战术通论》（Versuch über die Taktik）认为，军队的行动规则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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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与人的自然行动规则相一致（184），因此相比于静止和保持平衡，他更重视运动和制造紧张。

吉贝尔的军事建议在 1791 年法国革命军队的规章中受到重视，军队放弃了固定动作流程的训

练，而是单独练习某些动作，用个性化的独立动作替代预先计划好的复杂的动作（Kleinschmidt 

66）。由此，18 世纪军事理论家的“几何精神”（钮先钟 138）不再适用，而英国人劳易德（H. 

Lloyd）的主张，即指挥战争需要几何一般的精确性（XVIII），或普鲁士人比洛（A. H. Bülow）

的希望，即战争的科学化终将消灭战争本身（Geist des neuern Kriegssystem  2），二者也都在 18

世纪末遇到了自身的反题。

另一方面，18 世纪晚期的德意志文化精英开始质疑启蒙的和平主义，转而肯定战争的道

德价值。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指出，战争能使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变得更崇高，而长期

的和平只会助长纯粹的商业精神，使民族精神变得低贱（103）。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则将战争和教育联系起来，称赞战争对民族性格的积极影响，并称之为“塑造

和教育人类的最有益和有效的现象之一”（48）。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也肯定战争

的教化作用：“战争提高了我们的灵魂，使我们具有英雄主义的情感和行为，使我们蔑视危险

和死亡。”（226）黑格尔亦有类似论述：“战争还具有更崇高的意义，［……］持续的平静会使

湖水发生相反的结果，正如持续的甚或永久的和平会使民族堕落。”（341）

伴随着战争领域哲学观念与道德评价的转变，反思启蒙文化对军事的负面影响也成为军

事著作的重要内容。1780 年，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冯·布伦肯霍夫（L. von Brenkenhoff）批判

了军事领域内启蒙的后果，认为启蒙强调军人阶层应具备的科学知识、文化修养和艺术品味

对军事活动产生了消极影响（转引自Sikora 31）。19 至 20 世纪的军事史书写批判 18 世纪的战

争只是一种玩弄形式的训练艺术，是战争精神的“颓废”，充斥着“非决定性”，遵循着逃避

战斗实质的“洛可可”式战略，因而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战争（Mönch 75）。直到耶拿战役

100 年之后的 1906 年，普鲁士军事作家范德戈尔茨（C. von der Goltz）还指出，对普鲁士的

军事而言，“在启蒙的阳光下萌发的花朵”带来的只有灾难（509）。

世纪之交军事领域的种种现象表明，至 19 世纪初，启蒙时代那种通过科学和理性来约束

乃至消弭战争的军事文化已经式微，取而代之的是随拿破仑战争而兴起的通过动员全民族资

源和激发全民族热情来歼灭政治敌人的战争文化。在这个意义上，施米特（Carl Schmitt）称

拿破仑之前的 18 世纪欧洲战争为“古典的”战争（355）。到拿破仑时代，战争从一种“尊重

与侵略、互惠与竞争、共情与敌对之间的平衡”（Figal 23）变成了蕴含着绝对敌对关系的生死

存亡之争。

在战争文化转变的语境下，普鲁士的军事改革却表现为传统与革新之间漫长而艰难的斗

争和妥协，因为在普鲁士这样的典型军事国家，七年战争以来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II）的战

争神话根深蒂固，导致 18世纪古典战争艺术的传统极其深厚。克莱斯特之所以离开普鲁士军队，

与其积弊已深且无心改革不无关系。文学史的传统观点是，克莱斯特发现了军人生活与个人

道德之间的鸿沟，因而最终为了个人发展而放弃了军事生涯（Günzel 37）。实际上，克莱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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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离职不是因为厌恶军事本身，而是由于对腓特烈二世晚期的普鲁士军队结构和军事原则感

到绝望。在写给家庭教师马蒂尼（Ch. E. Martini）的信中，他强调了作为人和作为军官的两

种原则相互对立，无法调和：“要使这两种义务［人的义务和军官的义务］统一起来，以目前

普鲁士军队的状况，绝无可能。”（Kleist 27）在长达八年的驻军生活中，克莱斯特对 1800 年

前后的普鲁士军事体制感到不满，这种不满与其说是源于作家天性中对军事领域天然的反感，

倒不如说是来自他军人意识中对普鲁士军事改革迫切性的认识和对军事领域改革无望的愤怒。

克莱斯特 14 岁就以下士军衔加入波兹坦步兵军团第 15 号近卫队，并于第一次反法同盟

期间参加了莱茵河战役。1794 年 7 月，在特里普施塔特附近，克莱斯特所在军团与数千名法

国散兵展开了战斗，感受到了战争的变化。在波兹坦驻军期间，克莱斯特与有志于普鲁士军

事改革的军官马森巴赫（Ch. von Massenbach）来往密切，并通过他与改革派的哈登贝格亲

王建立了联系。1798 年春，克莱斯特上书刚即位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Frederick 

William III），就普鲁士军队的现实发表看法，希望引起国王的注意。但事后，他认为有充分

理由断定国王没有改革的意愿，故未将此信寄出（Günzel 38）。

1805 年 9 月 8 日，拿破仑向奥地利宣战，并于 10 月在埃尔辛根战役中大败奥军，次月即

占领维也纳，在 12 月的奥斯特里茨战役中又击败俄奥联军。克莱斯特对普鲁士在法奥战争中

迁延不决的态度非常忧虑，并从拿破仑的胜利中预见到了普鲁士的崩溃。他敏锐地指出这是

一场不同于以往的“关乎存在与毁灭的战争”，并认为冬季戍营和堡垒战的规则无法应对拿破

仑“极端的力量”，相反，应当召集国内各等级人民参战，并增加兵员数量（Kleist 351）。对

于克莱斯特而言，1805 年的战争意味着“时代似乎想造就一种新秩序，而我们在这种新秩序

中所能经历的，只有旧秩序的颠覆”（352）。克莱斯特对战争局势的判断说明他不仅认识到了

战争性质的变化，也感知到了普鲁士军事改革的方向。

1806 年普鲁士在耶拿和奥尔施泰特大败之后，王室暂迁于柯尼斯堡。同时活跃在这座东

普鲁士都城的还有后来普鲁士改革的核心人物：政治改革家包括施泰因（Heinrich Friedrich 

Karl vom und zum Stein）和哈登贝格（Karl August Fürst von Hardenberg），军事改革派如沙

恩霍斯特（Gerhard Johan David von Scharnhorst）、格奈森瑙（August Wihelm Anton Neithardt 

von Gneisenau）和克劳塞维茨。同在柯尼斯堡的克莱斯特与普鲁士改革派人物常有来往，包

括当时战争及领土委员会的主席奥尔斯瓦尔德（H. J. von Auerswald）、参事谢夫纳（J. G. 

Scheffner）、曾从事东普鲁士农民改革的施泰戈曼（F. A. von Stägemann）等（Samuel 29）。同

时，克莱斯特的密友利林施特恩（R. von Lilienstern）是普鲁士军事改革的重要人物。当时执

教柏林军事学院的沙恩霍斯特曾认为，除了克劳塞维茨之外，利林施特恩是他最出色的学生，

而这两人属于普鲁士军队中具有知识分子气质的新生代军官，也是后来普鲁士军事改革的发

起者（Schulz 71）。

由于改革派活动的特殊性，克莱斯特在柯尼斯堡的活动没有在书信中留下过多痕迹，他

在 1806 年 12 月 6 日致信其姊乌尔里克（Ulrike von Kleist）时表示：“关于他们（改革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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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些什么，我却不能写在信里，因为那些都是被禁止的。”（367）这说明，克莱斯特对改革派

主张和活动的了解远比文献中所能体现的更多。1807 至 1809 年在德累斯顿期间，他甚至直接

参与了改革派的秘密政治活动。普鲁士步兵元帅许泽（H. von Hüser）对这一时期普鲁士爱国

运动的回忆可以佐证：“法国人密切监视着邮局，因此为了与人交接和寄出信件，需要绕路去

那些监视较少的偏僻之处。我曾为此多次骑马到巴鲁特给克莱斯特寄信。这位知名诗人住在

德累斯顿，是我们志同道合的伙伴。”（转引自Sembdner 292）

19 世纪德国历史学家特赖奇克（H. von Treitschke）曾站在偏狭的民族主义立场上，将

克莱斯特的反拿破仑斗争与反对法国大革命联系起来，深刻地影响了 20 世纪的梅林（F. 

Mehring）和卢卡奇（G. Lukács）等人对克莱斯特的评价（Grathoff 37）。但事实上，克莱斯特

在观念和行动上与普鲁士改革派的“志同道合”恰好说明他不仅并非如特赖奇克所说“在内

心上始终是老派的普鲁士军官”（转引自Sembdner 171），反而在某种意义上是旧普鲁士军事制

度的叛逆者。克莱斯特之所以仇恨法国人和拿破仑，并非因为拿破仑继承了法国大革命的理念，

而是因为拿破仑对德意志的军事征服。从 1793年的第一次反法同盟战争到 1805年的法奥战争，

克莱斯特对于战争的变化有了清晰的认识：普鲁士的局面只能通过一场战争来解决，而且是

一场性质完全不同的战争。要摆脱异族的统治，救赎的道路不是简单排斥拿破仑的战争观念

和战争方式，而是改变普鲁士的军事体制。正是在 1805 年之后，克莱斯特与普鲁士改革派人

物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而战争影射和军事讨论也开始频繁地出现在他的政治活动、论战文

章和文学创作中，成为阐释其作品的一条重要线索。从《破瓮记》（Zerbrochene Krug, Der）到《赫

尔曼战役》（Die Hermannsschlacht）再到《洪堡亲王》，都与 19 世纪初战争文化的改变和克莱

斯特对普鲁士军事改革的思考有着密切的联系。

二、军事变革的文学加工：军事知识与《洪堡亲王》的文本建构

在克莱斯特的知识结构中，军事占据了重要地位，而且构成了他人生最后几年中思考的

重要问题。《洪堡亲王》演绎了可称为勃兰登堡立国之战的费尔贝林战役，剧本与普鲁士反拿

破仑战争之间的现实联系可见一斑。然而，克莱斯特却将军事史上一场凭借地形和骑兵优势

而获胜的战争改写成了一场因未按书面战略计划展开而导致歼灭计划失败的战争。选帝侯的

意图是通过各兵种的投入，彻底歼灭瑞典军队，而洪堡所代表的骑兵冲锋精神不仅无益于作

战计划的实现，反而妨害了战争大局。显然，这个作战计划不属于 17 世纪选帝侯的时代，而

属于 19 世纪拿破仑的时代。正是凭借对同时代军事发展状况的熟悉，克莱斯特才得以用军事

知识构建《洪堡亲王》中的战争。

这场战争剧始于洪堡亲王在梦幻与现实的交织之中对作战计划的无视。在口授命令的过

程中，给洪堡亲王的命令重复了三次：“在此之前，他不可吹响进攻的号角。”（574）［1］而对他



037史敏岳  曾悦  在普鲁士传统与拿破仑道路之间——论克莱斯特《洪堡亲王》与普鲁士军事改革 外国语言与文化

列阵待命的范围则更有明确的规定：在哈克维茨村的平原上，列阵于敌军右翼的对面，远离

炮火射程之外（571）。这样的划分方式来自同时代的军事理论。1805 年，比洛在《新型战争

原理》（Lehrsätze des neuen Krieges）中将炮火射程作为区分战略和战术范畴的第一定义：

一切在炮火射程之外或在敌军视野之外的战争运动都是战略性的。一切在此边

界之内的运动都是战术性的。因此，战略是关于视野范围或炮火射程之外的战争运

动的科学，而战术是关于此边界之内战争运动的科学。（Bülow, Lehrsätze des neuern 

Krieges  1）

克莱斯特对洪堡亲王列阵位置的安排反映了当时的军事知识，战略与战术范畴的区分表

明了 19 世纪初战争的变化。正如法国哲学家维利里奥（P. Virilio）所言：“像腓特烈二世那样

临机发挥，如纸上的几何图形一般规整地组织作战阵型和秩序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116）

克莱斯特用戏剧表明，19 世纪战争的发展已经明显地扩展了战场（Kriegstheater）的范围：战

争这出在腓特烈二世时代还可以被观者尽收眼底的大戏，此时已脱离了指挥者的视野。《洪堡

亲王》通过第一幕和第二幕刻画了一场战役从谋划到实施的全过程，从三个视角还原了战役：

第一个视角是理论的视角，即作战计划的视角；第二个视角是主角视角，即洪堡亲王的视角；

第三个视角是第三方视角，也即第二幕第六场默尔内（Mörner）战报中的视角。多视角的战

况书写暗示任何一方对战场形势的把握都是片面的，无以窥视战场的全貌。就此而言，18 世

纪战场的明晰性已经消失，战争正从可知走向不可知。其结果就是参战者无法再完全信任自

身的判断，而正因如此，尤其涉及战略范畴时，必须制定详细周密的计划。洪堡亲王被部署

在炮火范围之外，说明选帝侯为他的进攻行动赋予了战略意义，希望通过各部的配合，达成

歼灭敌军的战略意图。

基于军事知识，克莱斯特在《洪堡亲王》中构建了一个无法把握的现代战争空间，察觉

到拿破仑时代的指挥官已经因战场的扩大而无法按传统方式现场指挥战争。19 世纪初，军事

指令日益间接化和书面化。拿破仑本人曾通过大量书信指挥各战场，他与麾下将帅之间的书

信往来为这一变化提供了早期的佐证文献（Kittler, „Kleist und Clausewitz“ 73）。《洪堡亲王》

第一幕中由元帅口授、军官笔写的战略部署过程则在文学上反映了这种战争范式转换。只有

在战争范式转换的背景之下，才会出现洪堡亲王胜而获罪的悖论。由于战场上信息传递的不

畅，选帝侯并不知晓瑞典人行动的变化已经超出了自己的预判，因而只能按照原先的作战计划，

暂未向洪堡亲王发出指令；而洪堡亲王身处战场，看到敌军的变化，却尚未收到命令，只能

凭靠自己的临机判断，介入战争。

在军事意义上，戏剧所塑造的洪堡与选帝侯之间的矛盾灵感来自 19 世纪初战场信息交流

不畅的问题，这不仅关系到战争范式的转换，也表明了《洪堡亲王》对当时的新军事技术的关注。

早在 1790 年，法国牧师沙普（C. Chappe）就发明了一套远程传递信息的信报系统，被称为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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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电报（Kittler, „Kriegstheater“ 38）。通过在高处修建钢架，再利用改变钢架的形态来表示不

同字母和数字，达到远程传输信息的目的。拿破仑曾使用这套系统来加强当时各支军队之间

的联系，但由于担心传递的信息被敌人获取，大多时候仍通过书信来指挥战争。克莱斯特看

到这一体系的进步性，不仅在《洪堡亲王》中加以演绎，也在 1810 年 10 月的《柏林晚报》（Berliner 

Abendblätter）上以“有益的发明”为题，构想了一种以炮弹传递信息的系统（Bombenpost）。

文中介绍了当时电报的发明，称赞其快如“骑在闪电的翅膀”上，也指出其只能发送简短讯

息之不足。在谈及炮弹信息系统之时，克莱斯特称该系统将“填补空白，加快和丰富文明世

界之间的贸易交流”，而只字未提其军事用途（Kleist 593）。行文之中的戏谑意味很可能是在

讽刺炮兵出身，并在战争中运用了电报系统的拿破仑。《柏林晚报》的言论看似荒诞不经，《洪

堡亲王》却隐藏着对法国新战争技术的关切。

全面歼敌的战略计划、扩大了的战场范围、书面化的命令体系、间接的指挥方式、新突

破的军事技术，等等，这些都是在拿破仑时代逐渐开始主导战争的因素。《洪堡亲王》对费尔

贝林战役的重写融入了这些新的军事元素，使军事知识成为戏剧文本构建的重要环节，充分

表明了克莱斯特对军事变革的感知和思考，反映了他的军事问题意识。通过军事知识去建构

《洪堡亲王》的文本，去重写一场勃兰登堡的立国之战，足以说明克莱斯特在这部历史剧中对

普鲁士军事改革问题的思考是严肃的，他所关心的是在拿破仑时代的军事变革之中，若有需要，

普鲁士要如何才能像一个多世纪之前的勃兰登堡那样成功地抵御外敌。

三、戏剧冲突的军事意义：战争书写中普鲁士传统与拿破仑道路的碰撞

《洪堡亲王》处于 19 世纪初完全不同乃至相反的战争思想的交界上，因此洪堡的战场表

现和选帝侯的战略计划可以看作不同军事观念的文学化。选帝侯的计划象征着新的指挥方式

和歼灭战略，洪堡的主动进攻则体现了贵族军官的军事荣誉感和英雄主义精神。他虽然赢得

了战役，却破坏了歼敌之计，阻碍了全局性的胜利（Kittler, Die Geburt des Partisanen aus dem 

Geist der Poesie  260）。作为战争文本，《洪堡亲王》反映了 19 世纪初普鲁士面临着在军事上进

行新旧抉择的特殊局面，洪堡亲王与选帝侯的矛盾是不同军事观念之间的冲突。

剧中的洪堡亲王与普鲁士传统关系密切。1807 年军事改革开始之时，沙恩霍斯特和格奈

森瑙等人革除了以统帅之名给军队编号的旧制，改为以兵源省份、兵种、数字来编号，试图用

军队与国家之间的归属关系去替代军队与统帅之间的归属关系，强化军队的国家意识。而唯一

保留旧制的只有国王的近卫轻骑兵团（Leib-Husaren）和王后龙骑兵团（Königin-Dragoner）——

前者仍按封建军制组织，而后者则是因 1805 年失去统帅而更名（Kittler „Die Revolution“ 66）。

洪堡亲王所率骑兵团仍按旧制命名，而与他在情感上最亲近的娜塔莉公主则是龙骑兵团在名

义上的统帅，暗示了军事改革对普鲁士传统的让步。到第二幕第二场，洪堡亲王力主抗命出击，



039史敏岳  曾悦  在普鲁士传统与拿破仑道路之间——论克莱斯特《洪堡亲王》与普鲁士军事改革 外国语言与文化

宣扬为统帅而战的原则：“诸位，听我口令！谁若不随其统帅投入战斗，就毫无道德！”（Kleist 

583）这一以统帅为中心的战争观念反映的是军事改革前的状况，军队只须服从于统帅，而非

国家意识。与梦幻和编织桂冠的情节一致，上述细节都象征洪堡亲王遵循的是一种前现代的

战争观。

在元帅部署作战计划之时，处于梦游状态的亲王与紧张备战的其他军官明显分属两个世

界。在战术层面，洪堡亲王可以依靠直觉来观察判断，也能够发挥精神力量赢得战斗，但他

却无法在战略层面统观整个战争计划，也无力把握全局的部署。他在开战之前抱怨说：“口授

笔写，令我糊涂。”（Kleist 579）在拿破仑时代的书面命令体系之前不知所措，是因为他并未

意识到军事史的新时代已经来临，这与军事溃败之后普鲁士一部分军事精英的状态如出一辙。

1807 年 7 月，腓特烈·威廉三世委任军事重组委员会调查战败的原因。在这个委员会中，几

乎没有人认为现存体制需要重大的变革，包括约克元帅（Ludwig Yorck von Wartenburg）和克

奈泽贝克（Karl Friedrich von dem Knesebeck）等人在内的委员会高层也认为，战败不是因为

军事或政治体制的根本失败，而是因为领导层的无能和运势不佳（Craig 39）。

与洪堡的军事贵族作风相比，克莱斯特笔下的选帝侯却表现出深受法国影响的现代军事

特质，固守歼灭瑞典人的计划。选帝侯与洪堡在军事观念上的冲突在科特维茨为洪堡辩护那

一场戏集中表达了出来： 

蹂躏你土地的恶龙已遭驱逐，头破血流：一天之内还能有更大的作为？它是否

两周之内还精疲力竭地躺在沙地上，治愈伤口，与你又有什么关系？我们已经学会

战胜它的技艺，对于再次使用，我们饶有兴味：就让我们再次和全副武装的弗兰格

尔面对面地战斗吧，直到将其赶下波罗的海 !（Kleist 631）

科特维茨仍旧推崇战争的艺术，将战争看作允许重复的竞争，而不是决定生死存亡的斗争，

故而满足于胜负之分而不追求其绝对性。然而，选帝侯并不认可洪堡的胜利：“我不想要这种

胜利，它不过是偶然的一个子嗣；我要维护的是律法——它是王冠之母，为我生下一个胜利

的家族。”（632）在选帝侯眼中，凭借战争艺术之优越性而取得的胜利是偶然的，无法长久维持，

正如 18 世纪的战争模式一样，缺乏决定性。而他所谓的维护律法，就是坚持拿破仑时代歼灭

战略的一个隐喻。这个隐喻的本体就是：在军事上维系勃兰登堡—普鲁士国家的希望不在战

争艺术上，而在改变普鲁士对战争原则和战争本质的理解上。

早在第二幕末场，克莱斯特就已暗示了洪堡与选帝侯之间矛盾的军事意义。当洪堡的身

份象征佩剑被解下之后，他说：

我的表兄弗里德里希想当布鲁图斯，他用粉笔在亚麻布上记录，看到自己坐在

贵人席上，面前是瑞典人的旗帜，桌上是勃兰登堡的军人守则。［……］我有一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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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德意志心灵，习惯高尚和爱；如果在此刻他像老古董那样顽固地“眷顾”我，

他会使我感到难过，我为他感到惋惜 !（597）

此处指涉罗马共和国缔造者之一的布鲁图斯（L. J. Brutus）处决自己两个密谋帝制、颠覆

共和的儿子的史实。而文中的“老古董”（Antike）一词指坚守共和制度的古代遗风。

克莱斯特影射了法国画家大卫（J. David）的油画《护从搬来布鲁图斯儿子的尸体》（Les 

licteurs rapportent à Brutus les corps de ses fils）。此画创作于 1789 年，借这一历史事件讴歌法

国革命。克莱斯特为何隐秘地将选帝侯与法国大革命联系在一起？洪堡亲王自称拥有“典型

的德意志心灵”之时，他与选帝侯之间就形成了一条相对清晰的界线。按照这一逻辑，选帝

侯的坚持律法对应着随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而兴起的新战争形式，来自古代罗马传统（Antike），

而洪堡亲王则象征着普鲁士—德意志的旧战争形式。洪堡亲王之所以为选帝侯“感到惋惜”，

不仅是因为自己胜而获罪，更是因为选帝侯的做法乃是将异族的方式凌驾于本民族的传统之

上，甚至以古罗马—共和制—拿破仑的军事策略来取代日耳曼—普鲁士—德意志的军事传统。

四、在普鲁士传统与拿破仑道路之间：《洪堡亲王》的妥协与改革的折中

关于《洪堡亲王》和普鲁士军事改革之间的关系，大卫那幅讴歌法国大革命的油画传达

了关键信息：当纯粹的军事问题与民族问题联系到一起，状况就变得复杂起来。拿破仑的军

事道路作为法国大革命的遗产，与普鲁士传统格格不入，即便这一源自法国的现代战争方式

可以为普鲁士提供军事上的出路，在普鲁士亦缺乏生长的土壤，更何况其中还夹杂民族传统

和民族情绪的因素。在《洪堡亲王》和普鲁士军事改革中，军事问题必然同时是民族问题和

政治问题。这既是普鲁士军事改革派所处的特殊历史境遇，也是普鲁士军事改革始终面临的

困难。

关于拿破仑时代军事发展趋势的认识，普鲁士改革派与克莱斯特不谋而合。1792 年之

后，军事改革派代表人物沙恩霍斯特出版的《新军事期刊》（Neues Militärisches Journal）后六

卷（1792—1797）指出：第一次反法同盟战争之后，民众及其牺牲意愿是战争胜负的因素之

一，道德、社会和政治因素往往影响乃至决定战争的进程，而政治秩序和制度在有效动员一

个国家的军事潜力上发挥着关键的作用（White 15）。但这种潜力的发挥必然要诉诸政治改革，

这一点在当时的普鲁士很难实现，因此当沙恩霍斯特于 1801 年来到柏林为普鲁士军队服役时，

他的改革建议也仅仅是战术层面上的。包括把普鲁士军队重组为各兵种联合的军团、改变普

鲁士步兵的战斗队形并使之囊括炮兵和骑兵、把线式战法步兵的第三排训练成散兵，等等（28），

但尽数遭到拒绝。因为这些措施每一条都对普鲁士的传统军事体系做出了调整，似乎更深入

一些就会涉及政治体制，令保守派嗅到革命的气息。但事实上，普鲁士军事改革从来就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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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到政治层面，甚至在军事上也只是对传统体制进行修正。

沙恩霍斯特在一份备忘录中指出：“我从未写过任何不利于普鲁士军队的文章，出于信念，

我始终是普鲁士军事传统的崇拜者和赞颂者。”（214）柏林军事学会存在的 1801 至 1805 年间，

沙恩霍斯特所主导的论辩主题虽然主要围绕着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战争，但也经常讨论七年战

争。在《柏林军事学会大事记》（Denkwürdigkeiten der militärischen Gesellschaft in Berlin）中 ,

他发表了一系列关于 1757 年各战役的论文，论述内容包括布拉格战役、科林战役和罗斯巴赫

战役。在普鲁士，七年战争是一个在政治上不受怀疑的主题，沙恩霍斯特得以间接地表明自

己的改革绝非与普鲁士军事传统决裂。

对于反法同盟战争中产生的全民皆兵的军事遗产，沙恩霍斯特的态度也极为谨慎，因为

这种动员全民族资源的军事观念显然超出了他关于常备军与民兵组织相结合的构想。对于改

革派的另一重要人物格奈森瑙而言，策划民众起义的计划与削减常备军的长期计划密不可分，

可以化解民族与军队二元对立的局面，形成德意志民族的军队。而对于这样一种与法国类似

的民族军队结构，沙恩霍斯特的态度仍是开放的：他没有收回自己重视常备军的意见，也不

认为受资助的国民军队和全民战争的方案相互排斥（Sikora 181）。沙恩霍斯特的态度一方面是

出于现实考虑，因为在 1808 年夏季的情形下，要和法军进行一场有规划的持久战，无论是依

靠各省的常备军，还是通过战时后备军，都不可能实现；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仍然遵循着 18

世纪以来普鲁士的军事传统，不愿任凭民众的激愤来主导反法战争，即便是秘密起义的筹划，

也要保持国家对行动的控制。

实际情况是，即便改革派接受了拿破仑的军事理念，也无法在他们设计的普遍义务兵役

制和民兵组织方面取得直接的进展。直到 1813 年，旧普鲁士的划区征兵制仍然保有效力，而

且在建立民间力量补充机制方面，普鲁士未能采取任何措施。改革中的速成兵制度效用也并

不明显。后世所谓的该制度成功绕开了法国的限制，训练出了一支十五万人的秘密军队的说法，

自从提出以来，就成了一个爱国主义的神话。速成兵制度在 1807 年 7 月首次被沙恩霍斯特提

出之时，其目的仅仅是训练战争中的替代性力量。在 1809 年之前，它并没有被应用到整个军

队里，而且在 1811 年就被打断了，其作用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大。1813 年战争爆发之时，普鲁

士正规军队及其后备力量也只有 65,675 人（Craig 49）。

在军事改革的语境下，克莱斯特的《赫尔曼战役》和《洪堡亲王》正与沙恩霍斯特的态

度构成一反一正的映照。《赫尔曼战役》所构建的民族解放战争模式恰与沙恩霍斯特的观念相

反。赫尔曼放任狂热的民族情绪去操纵战争，付出巨大代价，在构建德意志民族的热情之时破

坏了日耳曼人的土地。克莱斯特在塑造赫尔曼的过程中又不断消解这一英雄形象，在宣扬游

击战争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同时又在不断地进行解构。正如他的《法国新闻学教程》（Lehrbuch 

der französischen Journalistik）在教导德国人如何向民众宣传的同时，也在拆解和讽刺这种政

治鼓吹的伎俩。当施米特将《赫尔曼战役》称为所有时代最伟大的游击战作品之时，也许没

有在意克莱斯特在其中描述的并非真正的游击战。按照施米特所定义的，游击队员具有一种“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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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大地的品格”（363），而赫尔曼战役的结局是条顿堡变为“废墟和灰烬”（Kleist 551）。显然，

赫尔曼不是一个游击队战士，他甚至可以为了完成战争而牺牲乡土（Horn 73）。通过这一矛盾，

克莱斯特传达了双重信息：游击战争中的非正规性和意识形态宣传是随着拿破仑战争而出现

的，要击败拿破仑，必然要采取与之相同的军事策略；然而，这么做也意味着对一切旧式战

争伦理的颠覆——对普鲁士的军事传统而言，这无异于“废墟和灰烬”。于是，克莱斯特在塑

造这样一种民族解放战争的同时，也揭示了其运行机制，从而解构了战争的崇高意义。这表明，

克莱斯特通过《赫尔曼战役》建构了一种反拿破仑的战争模式，但又不能完全认同这种模式，

因为它既可以消灭敌人，也必然毁灭自身。这种毁灭既包括物理上的毁灭（破坏乡土），也包

括伦理上的毁灭（颠覆传统）。

正是这种在普鲁士传统与拿破仑道路之间的两难境地，使得克莱斯特不得不在《洪堡亲王》

中安排了一个妥协的解决方案。洪堡亲王在剧末的内心转变表明他最终服从了选帝侯的战争

原则。当最后一次面对选帝侯时，原本惶惶不可终日而急于求生的洪堡转而表示甘愿以死来

颂扬神圣的战争律法。而在第五幕终场，选帝侯手执桂冠，交给娜塔莉，并由娜塔莉为洪堡

亲王戴上，则象征着选帝侯最终接纳了洪堡的胜利，由此构成了一种双向的妥协。克莱斯特

在《赫尔曼战役》中已经指明，普鲁士若要摆脱拿破仑的异族统治，只能吸收和容纳异族的

军事优势——现代的全民战争形式，但这种转变在消灭敌人的同时也无限扩大了战争，最终

毁灭了日耳曼尼亚。在《洪堡亲王》中，克莱斯特一以贯之，但是却从一个与游击战争相反

的角度讨论了反拿破仑战争的问题。洪堡的屈服和选帝侯的让步既说明普鲁士对军事变革的

反应是被迫的，也表达了克莱斯特对反拿破仑战争的文学想象：将普鲁士传统与拿破仑道路

相结合，从而既战胜拿破仑的强权，又保全普鲁士的传统。一场类似法国发生的彻底的军事

革命必然以普鲁士政治体制的变革为基础，而这在当时既不具备客观条件，也必将以市民革

命的形式铲除普鲁士的根基。可以说，沙恩霍斯特关于常备军与民兵结合的军事策略为《洪

堡亲王》中的妥协下了一个现实的注脚。

注释［Note］

［1］本文中《洪堡亲王》译文参考袁志英译本，见杨武能选编：《克莱斯特作品精选》。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部

分译文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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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后》（The Faerie Queene）是英国 16 世纪史诗诗人斯宾塞（Edmund Spenser）受意大

利浪漫史诗传统影响创作而成的一部岛国“浪漫史诗”（romance epic）。斯宾塞在史诗中通过

寓言、类比、暗指和编年史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地呈现了英格兰历史。史诗中浓厚的历史意识

和独特的历史书写更是集中再现了英格兰的民族性。斯宾塞在《致雷利爵士函》（“The Letter 

to Sir Walter Raleigh”）中甚至将自己与古希腊的荷马、古罗马的维吉尔、文艺复兴时期的阿

里奥斯托（Lodovico Ariosto）及塔索（Torquato Tasso）等“历史诗人”（poets historical）并置，

认为《仙后》选取亚瑟王的历史作为题材正是遵循了史诗这一传统与惯例。在学者阿舍（Laura 

Ashe）看来，“史诗的意义即在于它的历史性”，虽然浪漫传奇相较于史诗具有明显的非历史性，

但岛国浪漫传奇却是例外，它不仅具有突出的地域性和历史性特点，而且对现实、政治和道

德探索特别关注（转引自肖明翰，《诺曼征服》 116），这些特质对英格兰民族性的发展和民族

身份的建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斯宾塞在《仙后》中对历史的再现自 17 世纪以来就备受关注。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诗人德

雷顿（Michael Drayton）在史诗《多福之国》（Poly-Olbion）中模仿了斯宾塞对待历史的态度。

19 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坚称“仙国”完全是想象中的

世界，无关任何具体的时间和空间，因此也不包含任何历史和地理领域（36）。20 世纪以来，

学界再次聚焦《仙后》中的历史，并对其展开多维研究：哈珀（Carrie Anna Harper）梳理了《仙

后》中不列颠编年史的史料来源；格林劳（Edwin Greenlaw）系统地研究了斯宾塞作品中的历

史寓言；奥康奈尔（Michael O’Connell）研究了《仙后》中历史的伦理价值；范·埃斯（Bart 

Van Es）梳理并讨论了斯宾塞笔下的历史形式。特别是近年来，学界对英国的民族性关注增加，

斯宾塞作品中的民族性亦受到高度关注，然而鲜有学者对斯宾塞在《仙后》中的历史书写与

英格兰民族身份建构之间的关联展开专门的探讨。国内学者仅刘立辉讨论了《仙后》中有关

布鲁特抵达不列颠的历史叙述所揭示出的英格兰岛国性质与其岛国民族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

（142）。自维吉尔以降，民族史书写已成为一种史诗传统，在该传统中，史诗英雄的行动被置

于民族或帝国诞生之前的遥远历史过去（Fichter 1），诗人借神圣人物之口以预言未来的方式

向史诗英雄揭示民族历史，以彰显其民族的神圣起源和伟大历史命运。因此，史诗中的历史

书写对民族历史记忆传承、民族身份建构和民族认同强化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本文拟从

历史、地理和信仰三个维度对《仙后》中的历史书写展开研究，探讨史诗中的编年史、地方

志和史诗预言三类历史书写形式之于英格兰民族历史、地理文化和宗教身份建构的重要作用。

一、编年史书写与英格兰民族历史身份之建构

英国著名社会历史学家、民族主义与族裔研究专家史密斯（Anthony D. Smith）在探讨民

族认同的族裔基础时指出，在所有的族裔共同体特质中，一个关于共同祖先的神话是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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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的因素（22），而当论及共享的历史记忆时，他认为历史也可以采用神话的形式，因为历

史与神话之间的界限往往模糊难辨。因而，关于共同祖先的神话实质上也常被视为一种共享

的民族历史记忆，这鲜明地体现于英格兰的民族神话-历史叙事之中。

斯宾塞在《仙后》中的编年史书写正是其利用民族神话-历史叙事建构民族历史身份的范

例之一。史诗中的编年史书写始于第二卷第十诗章亚瑟王子和该恩骑士在阿尔玛城堡（Castle 

of Alma）中“记忆”（Eumnestes）的书房所阅读的《不列颠编年史》（Briton Moniments）与

《仙国帝王案卷》（Antiquitee of Faery Lond）。前者记载了从布鲁特（Brutus，传说中最早抵达

不列颠岛并建立统治的人）到尤瑟不列颠诸王的历史，后者叙述了从埃尔弗到奥白龙的仙国

君王历史。此外，史诗第三卷第三诗章借梅林之口以预言的方式向布里弢马特讲述了从仙国

骑士阿提戈尔到伊丽莎白一世的历史。该段叙述包含了从不列颠到撒克逊再历经诺曼和都铎

王朝更迭的历史，将从不列颠到英格兰的历史贯穿起来，建立了一种历史的连续性。第九诗

章，斯宾塞又通过帕里戴尔重述从特洛伊沦陷到布鲁特抵达不列颠重建特洛伊的历史，进一

步强化了不列颠与古代特洛伊的联结，使特洛伊的辉煌经不列颠到英格兰的历史传承延续下

来。斯宾塞的编年史书写不仅建构了从不列颠到英格兰民族的神圣起源，夯实了斯宾塞时代

都铎王朝合法统治的神话-史实基础，强化了英格兰民族的历史身份认同，而且还寄予了其对

王朝历史更替现象背后之规律的伦理反思。

斯宾塞的编年史书写融合了三类不同的民族起源神话和传奇：亚瑟王传奇、特洛伊神话

和盎格鲁-撒克逊移民神话。亚瑟王传奇是基于亚瑟王的传说创作而成的浪漫传奇，也是中世

纪各类题材的浪漫传奇中“作品最多，成就最高，流传最广，影响最大”（肖明翰，《英语文

学传统》 422）的题材。亚瑟王的传说起源于公元 5 到 6 世纪时不列颠人抵抗盎格鲁-撒克逊

人入侵的冲突与战争，亚瑟王的原型极有可能是这些冲突和战争中一个领导抵抗运动并取得

多次胜利的将领。蒙茅斯的杰弗里（Geoffrey of Monmouth）的《不列颠君王史》（Historia re 

Britanniae）被认为是亚瑟王传奇故事发展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424），该作品从不列颠

民族的立场叙述亚瑟王在率军抵抗撒克逊人侵略过程中的英勇事迹，将亚瑟王塑造为不列颠

的民族英雄。杰弗里关于亚瑟王朝的历史叙述不仅构成了该作品中最核心的部分，而且对后

代的亚瑟王传奇产生了深刻影响。斯宾塞正是借鉴了杰弗里笔下亚瑟王历史的叙述模式和民

族立场，在《仙后》中不仅重述亚瑟王朝的历史，将其作为英格兰民族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塑造了以亚瑟王为原型、象征融合后的英格兰民族英雄：高贵纯洁的美德骑士亚瑟王子。

特洛伊神话是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在《埃涅阿斯纪》（Aeneid）中根据特洛伊历史建构的民

族起源神话。特洛伊战败后，王子埃涅阿斯在神意的引领下经历艰难险阻远赴罗马，重建特

洛伊的辉煌。维吉尔借由埃涅阿斯建立罗马的历史叙述将古罗马民族的起源追溯至古老而高

贵的特洛伊民族之辉煌历史，奠定古罗马民族的高贵血统，同时也建构了特洛伊民族起源神

话。该神话的建构确立了一种宿命论的、神意决定的历史发展模式：如果一个民族的命运被

上天预先决定，而且该民族甘愿服从这种命运的安排，那么无论它曾经历多少艰难险阻，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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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必定会以一种高昂的姿态屹立起来。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位于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成

为了罗马帝国的合法继承者，而日耳曼人的不同分支在西欧所建立的王国，如英格兰和法兰

克等，为了寻求自己的独立地位纷纷选择特洛伊作为其民族的神圣起源，以证明自己从未隶

属于罗马帝国，甚至拥有与罗马人同等高贵的民族起源。于是，便有了蒙茅斯的杰弗里在《不

列颠君王史》中所建构的不列颠是由特洛伊人后代布鲁特所建立的民族起源神话。该神话通

过建立不列颠与特洛伊的渊源形塑了不列颠的高贵身份，为后世诗人建构英格兰民族身份提

供了叙事依据。15 世纪最伟大的史诗诗人莱德盖特（John Lydgate）在其史诗《特洛伊书》（Troy 

Book）中通过将古希腊特洛伊故事变形为具有英格兰民族特性之叙事，将维吉尔的“罗马即

新特洛伊”之神话改写为“伦敦即新特洛伊”之“英格兰民族神话”，为随后英国的强大和崛

起以及诗人们为之歌功颂德提供了“天赋神权”的思维模式和思维传统。斯宾塞在《仙后》

中秉承这一历史叙述传统，将不列颠建立在特洛伊的辉煌历史基础之上，并将其与亚瑟王传

奇和英格兰神圣家族之都铎王朝的沿革史相嫁接，勾勒了英格兰民族的政治-历史谱系，赋予

其统治的神圣性和合法性，为英格兰民族历史身份之建构发挥了关键作用。

不同于史诗中赋予亚瑟王传奇和特洛伊神话以正统历史地位的做法，斯宾塞却贬抑盎格

鲁-撒克逊移民神话，从不列颠的视角将盎格鲁-撒克逊人塑造为外来侵略的他者。这是因为

不列颠的历史叙事确证了早在圣奥古斯丁（坎特伯雷的第一任大主教）到不列颠传教前，不

列颠已建立了自己的基督教会，从而证明英格兰民族教会独立于罗马教会而存在的事实。虽

然盎格鲁-撒克逊移民与不列颠人最终通过战争的融合构成了日后英格兰民族的主体，但 16

世纪宗教改革的历史语境下反对罗马天主教的需要，却使斯宾塞在建构英格兰民族历史叙事

时首先选择了不列颠历史传统中的亚瑟王传奇和特洛伊神话。诗人借此建构了英格兰民族的

宗教历史叙事，强化了英格兰民族的历史和宗教认同，为英格兰民族宗教的确立奠定了历史

基础。

《仙后》中的编年史书写彰显了斯宾塞作为“历史诗人”的自觉，体现了史与诗的互动。

诗人在第二卷第十诗章和第三卷第三诗章叙述不列颠的历史前曾分别向仙后和“历史缪斯”

克莉奥发出“诗歌吁求”（poetic invocation），恳求助他一臂之力完成对不列颠伟大民族的历

史谱系歌唱。诚如荷马在史诗中吁请缪斯赐予的不仅是赋诗的灵感（形式），更是信息和知识（内

容）（陈中梅 36），斯宾塞首先吁请仙后赐予他语言、歌喉和羽翼，助他将粗鄙的诗行化作文

辞高雅的颂歌；其次则恳求“历史缪斯”克莉奥而非史诗缪斯卡莉欧碧为他提供关于不列颠

君王宗族门第的历史知识。这表明历史对于史诗不可或缺。虽然诗歌需要历史，尤其是英雄

诗歌，因为由历史所提供的真实是英雄诗歌的基础（Tasso 26），但诗毕竟不等同于史，诚如

亚里士多德所言，诗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则只记载具体事件，因此诗比历史更富哲学性，

亦更严肃（1451b.1-5）。锡德尼（Philip Sidney）在为诗辩护时更直接称，与历史呈现出的黄

铜世界相比，诗歌呈现的是一个黄金世界（85）。锡德尼意在强调诗歌所独有的寓教于乐功能，

相较于哲学的抽象说教，诗更能怡悦性情，而相比历史学家对真实的严肃追求，诗人则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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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失历史真实的基础上通过虚构达到更高、更普遍的真实，从而催人向善。

斯宾塞在编年史学家历史真实之基础上对历史叙事的改写和重构体现了诗人在道德教

育方面之于历史学家的优势。例如，史诗中的不列颠编年史在蒙茅斯的杰弗里和霍林斯赫德

（Raphael Holinshed）对不列颠历史简洁、客观叙述的基础上书写，着重呈现从布鲁特到尤瑟

时期不列颠诸王朝的兴替史，特别再现历代不同统治者在王朝进入稳固期后因不能自我克制

而使王朝陷入衰败或灭亡的现象。这一对既有史料的独特改写呼应并强化了史诗第二卷的“节

制”主题。正如该恩需要抵御阿克拉霞（Acrasia）所象征的情欲和愤怒之诱惑从而习得节制

美德，不列颠的统治者们亦需时刻保持警醒，驾驭好“灵魂的马车”（Plato 471）、克制内心的

邪恶激情，甚至必要时应如该恩一样以行动捍卫节制美德。正是在此意义上，不列颠历史在

艰难抵抗诱惑和侵略中的螺旋式演进构成了斯宾塞在民族历史层面对“节制”的定义（Rossi 

48）。节制不仅是就个人伦理品格而言，更上升至统治者在管理（govern）［1］国家时保持“中

庸之道”（golden mean）的能力，一如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所言，特殊和完美的管理

即一个人不仅能够自我管控，而且能管理好一个城邦或王国共同体（1400）。因此，可以说，

斯宾塞的不列颠民族史书写不仅从历史文化和宗教认同方面建构了英格兰的民族身份，更从

民族精神和价值取向维度树立了英格兰民族的精神道德品格，为英格兰民族共同体之形成注

入了强大精神动力。

二、地方志书写与英格兰民族地理文化身份之建构

斯宾塞在《仙后》第四卷第十一诗章采用史诗名录（epic catalogue）的方式详述了庆贺泰

晤士河（Thames）与梅德韦河（Medway）联姻的各路宾客：由尼普顿（Neptune）率领的海

神和流经不同区域的河流。这一描写属于典型的地方志书写（Chorography）。地方志书写是一

种独特的文本书写形式，旨在描写某一地区的地理和历史风貌，并广泛流行于 16 世纪末和 17

世纪初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德雷顿的《多福之国》是最典型的英国地方志书写作品。《仙

后》第四卷的地方志书写以河流联姻为主题，该主题源于英国本土（Roche 171）。16 世纪中

期英国诗人利兰（John Leland）的拉丁文作品《天鹅之歌》（Cygnea Cantio or The Swan Song）

开启了以河流为媒介的地方志书写之先河。利兰在诗中化身天鹅，沿泰晤士河顺流而下，吟

咏了其所目睹的从牛津到“新特洛伊”（Trinovantum）［2］沿途的地理风光，包括河流沿岸的城

市和城堡建筑等信息，尤其诗中刻意采用古老的不列颠名称指涉这些城市，在描绘不列颠优

美风光之同时也确证了不列颠的古老性。虽然利兰的诗歌并未直接涉及河流联姻，但它对河

流沿岸地理风光的书写无疑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英国诗人。例如，英国博学好古研究者和诗

人卡姆登（William Camden）在《不列颠志》（Britannia）中通过对河流沿岸地理风光的书写

完成其所叙述的泰姆河（Tame）和伊西斯河（Isis）的联姻。哈里森（William Harrison）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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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颠述略》（Description of Britain）中同样也将想象中河流所流经的路线作为一段“诗性航程”

（poetical voyage）来描述。

斯宾塞在 1580 年致好友哈维（Gabriel Harvey）的信中曾提出想要创作一首名为《泰晤士

婚曲》（Epithalamion Thamesis）的诗歌，并具体阐述了对该诗歌内容的设想。同时，他自信

地宣称该诗在知识性、创新度和处理难度上均首屈一指，并表示要借助霍林斯赫德的《英格兰、

苏格兰和爱尔兰编年史》（The Chronicles of England, Scotland and Ireland）中所提供的有关河

流源头和路线等信息（612）。事实上，斯宾塞在此指的是哈里森的著作，因为哈里森的《不

列颠述略》曾被收入霍林斯赫德编年史的第一部分出版，其中的六个章节详细描写了英格兰

诸河流所流经的路线和支流。而在斯宾塞尚未创作出其计划的诗歌之前，卡姆登就在《不列

颠志》中收录了一首名为《泰姆河与伊西斯河之联姻》（De Connubio Tamae et Isis）的诗歌残篇，

有学者认为该诗可能是卡姆登受斯宾塞在致哈维的信中提及的那首《泰晤士婚曲》之启发而

创作（Oruch 613）。虽然斯宾塞后来改变了创作计划，但他后来所创作的河流联姻主题诗歌实

质都从该创作计划衍生而来，而且它们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利兰、卡姆登和哈里森等人创作的

影响。

斯宾塞在《仙后》中所描绘的泰晤士河与梅德韦河的联姻为读者呈现了一幅以英格兰河

流为中心的水域地形图，并绘制出英格兰民族的地理文化版图，使英格兰人以视觉直观的方

式了解其所属的地区和国家。史诗从泰晤士河上游的泰姆河（Thame）和伊西丝河（Isis）出

发展开描述，用 24 个诗节（stanzas 24-47）列举了流经英格兰和威尔士的 44 条河流。借由对

河流水系的描绘，斯宾塞不仅勾勒了各条河流及其所流经的主要城市，更重要的是揭示出英

格兰的主要河流和城市在民族文化塑造中的历史内涵和文化意义，强化了英格兰民族的地理、

历史和文化认同感。因为地方志的书写不仅表现在地理层面，更与一个民族的历史紧密相连，

这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已成为人们对该体裁的共识。

斯宾塞不仅通过在叙述开始前向“历史缪斯”克莉奥吁求赐予灵感以表明这一地方志书

写的历史维度，而且有意将神话和历史融入叙述。史诗叙述了尼普顿率领的一众海神后，随

即转向描述历史上的强国缔造者，其中最具英格兰色彩、亦为诗人最为详细叙述的是阿尔滨

（Albion）。阿尔滨是不列颠岛屿的古称，该词源于原始印欧语系中的词根albho，意为“白色

的”。由于从欧洲大陆前往不列颠的人上岸前首先看到的景象是英格兰南部海岸上的白垩岩峭

壁，故将其命名为阿尔滨。斯宾塞在诗中将阿尔滨塑造为海神尼普顿的后嗣，他率领英武的

人民建立起不列颠，而且还曾到高卢地区挑战大力神赫拉克勒斯，虽肉身不幸被屠戮，但其

精神却永存（FQ IV. xi.15-16）。［3］在这段神话与历史相融的叙述中，斯宾塞在借用 16 世纪意

大利诗人、神话收集者卡姆斯（Natalis Comes）编著的《神话故事》（Mythologiae）和霍林斯

赫德的《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编年史》等素材与史料的基础上，根据叙事需要进行重组

和再加工，尤其是将阿尔滨与古代其他民族英雄人物并置，突出强调了其神圣族源与丰功伟绩。

作为地理名称的阿尔滨在斯宾塞笔下被拟人化为不列颠的建国英雄，这无异于从另一视角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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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书写了英格兰民族起源的布鲁特神话。因此，斯宾塞的地方志书写不仅深化了英格兰人对

其地理环境的认识，而且通过地理景观与民族历史文化的融合强化了英格兰的民族认同，并

由此成为赫尔格森（Richard Helgerson）所界定的“民族性形式”（forms of nationhood）之一（105）。

丹尼尔斯（Stephen Daniels）在阐释地理景观与民族之关系时指出，地理景观既提供了具体可

见的形态，也在抽象意义上建构了民族的地理文化身份（4-5）。正是意识到地理与民族之间的

紧密关联，以及得益于早期现代英国地理学科的迅速发展和对地理环境与人的气质和性情之

关系的深入认知，16 和 17 世纪英国的诗人和历史地理学家纷纷选择地理书写弘扬英格兰民族

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此外，英格兰民族的地理文化身份建构还与斯宾塞在史诗中对不列颠帝国的想象密不可

分。史诗书写参加联姻庆典的宾客中，除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河流外，［4］还包括遍及欧、亚、非、

美四大洲的 18 条著名河流（stanzas 20-21）以及爱尔兰境内的 18 条河流（stanzas 40-44）。斯

宾塞在史诗中对世界各大河流的描绘某种程度上暗示了他对建立不列颠世界帝国的想象。早

在都铎王朝初期，英格兰就已开始海外探险活动，亨利七世曾资助意大利商人和冒险家卡伯

特（John Cabot）于 1497 年出海探险，最终抵达北美大陆，占领了纽芬兰，从此英格兰迎来

了一个海外贸易和殖民扩张的新时代。自 1485 年至 1603 年，日益增长的海外殖民扩张活动

使英格兰的势力范围延伸至亚洲和美洲大陆，初步建立了英格兰的“海上帝国”。斯宾塞对英

国的海上殖民活动并不陌生。他的好友哈维和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都是海外殖民扩

张活动的热烈支持者，后者甚至还曾于 1595 年率队探险，发现了南美洲的圭亚那地区。尽管

斯宾塞对海外殖民活动的态度可能较为复杂，但作为英格兰第一位“帝国诗人”（Waller 2），

斯宾塞在史诗中不可避免地根据当时英国海外殖民活动的记载从文学视角想象了不列颠世界

帝国的未来。

斯宾塞对爱尔兰河流的描绘再现了其对不列颠统一之想象。一方面，他出于自己在爱尔

兰的实际生活经历对爱尔兰境内的河流，尤其是其府邸周围的河流，表现出明显的正面情感。

例如，当叙述爱尔兰众河流前来道贺时，斯宾塞称：“他们也和别人一样美名广传，邻国的联

姻自然要烘托场面，这场庆典的日子如此庄严，他们为何不能来分享喜悦。”（FQ IV. xi. 40. 2-5）

可以说，斯宾塞借由对英格兰河流和爱尔兰河流相汇聚的地理诗学想象提出了实现不列颠统

一的宏伟政治愿景。

另一方面，读者通过史诗对爱尔兰河流的描绘不难发现诗人潜意识流露出的殖民主义意

识形态。首先，斯宾塞坦言他既无法按照门第血缘（degree and hidden race）叙述这些河流的

来历，甚至连他们所经的地区（salvage cuntries they pace）也无法说明。这一措辞中的“race”

包含“种族”和“水道”双重含义，但结合后一诗行中的“salvage”［5］一词之内涵来看，显

然诗人在此将爱尔兰河流所代表的爱尔兰民族置于他者的地位，表现出强烈的英格兰民族中

心主义倾向。其次，第 42 诗节中的巨人布洛米乌斯（Blomius）很容易令读者联想起史诗第

二卷第十诗章中不列颠岛上的巨人族，正如布鲁特抵达前未开化的不列颠一样，未经英格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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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的爱尔兰也是一片蛮荒之地。第 44 诗节中发生在沃尔河（Oure）的暴力流血事件影射了

1580 年格林勋爵（Arthur Grey）率领英国军队在格伦马鲁尔（Glenmalure）镇压德斯蒙德叛

乱（Desmond Rebellions）过程中所遭遇的溃败。斯宾塞恰好于 1580 年随格林勋爵抵达爱尔兰，

并亲历了这一事件。该事件强化了爱尔兰在诗人心中的野蛮他者形象，并直接影响了斯宾塞

在散文《论爱尔兰之现状》（A View of the Present State of Ireland）中所提出的针对爱尔兰的强

硬殖民策略。与《论爱尔兰之现状》中将爱尔兰塑造为野蛮与邪恶的他者之立场相呼应，斯

宾塞还在《仙后》中从古典道德哲学出发“为殖民主义寻找一种道德根基”（陈雷 144），将爱

尔兰所象征的非理性和无序转化为人的“心灵内部需要被抑制的倾向”（149），建构出一套行

之有效的殖民主义道德话语，使之成为不列颠帝国主义话语体系的重要基础。斯宾塞的不列

颠帝国想象本质上反映了这一时期不断发展的英格兰民族国家意识，其核心是反对罗马教皇

的统治，建立以英格兰民族新教为核心的独立王权，参与海外殖民活动。诗人借由地方志书

写中河流联姻主题的政治历史内涵，不仅构想了以英格兰为中心的世界帝国，而且赋予英格

兰民族地理文化身份以新的意蕴。

三、红十字骑士身份预言与英格兰民族新教身份之建构

虽然《仙后》第一卷并非斯宾塞在史诗创作伊始就已完全计划好，而是在史诗第一版（1590

年版）出版前夕才确定下来（Bennett 121），但关于英格兰宗教的内容尤其是圣乔治骑士传奇

和罗马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冲突始终是该卷的核心情节。这是因为围绕罗马天主教与新教的

宗教之争本质上反映了罗马教权与世俗王权之间的矛盾。这不仅是贯穿 16 世纪英格兰宗教改

革全程的焦点议题，而且对英格兰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和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宗教独立构成了英格兰王权独立的前提。因此，新教与天主教之争对于确立英格兰民族身份，

促使英国形成独立的民族国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斯宾塞将反映英格兰民族宗教身份之建构

的情节置于史诗第一卷足见其重视程度，这对于诗人来说代表着一项严肃且艰巨的任务，帮

助确立英格兰民族宗教身份的同时亦将诗人自己塑造为如维吉尔一样的“民族史诗诗人”。相

较于英格兰的历史和地理文化身份，宗教身份代表了英格兰民族身份中的精神信仰维度。从

这个意义上来说，史诗第一卷无论对于英格兰民族精神品格的塑造还是个体精神的追寻都有

着极为重要的示范意义。

《仙后》第一卷第十诗章在红十字骑士（Redcrosse Knight）的冒险经历中发挥着关键性的

转折作用。经历多重考验后的红十字骑士不仅在“虔诚宫”（House of Holiness）坚定了信仰、

恢复了力量，而且还在修道院院长“沉思”（Contemplation）的指引和预言下，目睹了新耶路

撒冷的盛况，知晓了自己作为英格兰民族之后裔圣乔治的民族骑士身份和历史使命。斯宾塞

笔下红十字骑士的民族身份通过史诗预言的方式得以揭示。预言是史诗中的传统之一，最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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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史诗预言往往事关某一民族或帝国的命运，通常由一位关键人物向史诗英雄揭示其真正

的民族身份，展示其民族的历史，预言其民族的未来，以及暗示他所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埃

涅阿斯记》第六卷中的预言是极具开创性和代表性的一例，在维吉尔影响下几乎所有的文艺

复兴史诗中都包含了此类史诗预言。它承载和表达了蒂利亚德（E. M. W. Tillyard）所言的史

诗之“合唱要素”（choric element），即“集体情感”（group feelings）或“伦理气质”（ethical 

temper），对确证某一民族的神圣性与合法性、建构民族身份和提升史诗英雄行动的民族乃至

世界意义有着重要的作用（12）。

首先，斯宾塞在史诗预言中创造性地挪用了关于圣乔治的历史传奇，并将其塑造为英格

兰民族的守护者。圣乔治的传奇主要记载于沃拉吉纳（Genoa Jacobus da Varagine）所著的圣

徒传记《金色传奇》（The Golden Legend）。相传圣乔治是卡帕多西亚人，曾在罗马的军队中

担任保民官。他最伟大的事迹是帮助利比亚省的西尔沙城居民屠杀毒龙，并使国王和臣民都

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圣乔治的事迹在世界多地广泛流传，他被奉为英格兰民族集体崇拜的

对象则得益于“狮心王”理查一世（Richard I）。理查一世不仅下令要求重建圣乔治教会（Gordon 

69），而且还在 1222 年的牛津议会中宣布圣乔治为英格兰的守护者，并将每年的 4 月 23 日确

定为“圣乔治日”（Saint George’s Day）。理查一世也是首位使用圣乔治十字作为英格兰国旗的

国王。随后，理查二世（Richard II）和亨利五世（Henry V）等英国国王甚至要求军队在战争

中佩戴圣乔治十字标志的武器和盔甲。1348 年，爱德华三世（Edward III）建立的嘉德骑士制（The 

Order of the Garter）将圣乔治作为骑士团的守护圣徒，圣乔治屠龙的形象和圣乔治十字分别镌

刻于嘉德骑士的衣饰和徽章上。斯宾塞在此民族叙事基础上改写圣乔治的出身，通过“沉思”

预言他作为古老的英格兰民族之后裔的身份，揭示出他与英格兰民族悠久的历史渊源。这一

改写呼应了 16 和 17 世纪流行于英国的关于圣乔治母亲出生于英国王室的叙事（Hume 155），

表明此时的英国有意利用圣乔治传说的虚构性将圣乔治塑造为真正的英格兰民族英雄，并使

之成为英格兰民族历史中重要的文化符码。

其次，斯宾塞采取了史诗历史预言与《启示录》中的拯救预言相结合的历史书写策略，

并利用 16 世纪评论家对《启示录》的历史化解读，使之成为再现英格兰宗教改革历史中新教

与天主教之间矛盾与冲突的潜在结构。第一卷第十诗章，修道院院长“沉思”在高山之巅向

红十字骑士展示那座美丽坚固的城邦新耶路撒冷时，红十字骑士不禁将其与他曾经到过的仙

土首府克勒俄波利斯相比较，这一比较引出“沉思”关于红十字骑士世俗和神圣双重身份的

预言。红十字骑士的仙土之子身份象征着其世俗价值，目标即通过“武力之功绩”（deeds of 

arms）（FQ I. x.62.5）在世俗之城（Earthly City）克勒俄波利斯赢得荣誉。他作为英格兰民族

后裔并将成为圣乔治的身份则寓指其神圣价值，肩负着守护英格兰民族的重任。红十字骑士

身份中的双重价值看似相互对立，实则相辅相成，正如克勒俄波利斯和新耶路撒冷两座城均

指向英格兰的首府伦敦一样，这一双重价值亦统一于英格兰民族宗教身份认同之中。作为虔

诚美德之象征的红十字骑士在追求个人荣誉时履行的使命是在乌娜的引领下前去解救被毒龙



054 第7卷 第1期
2023年3月

外国语言与文化

囚禁的乌娜父母。这一使命象征着《启示录》中基督征服地狱、击败恶魔撒旦、拯救出正直

的灵魂并光复圣城新耶路撒冷。此外，《启示录》在 16 世纪的英国被历史化地解读为象征着

新教之于罗马天主教胜利的启示和预言（Bennett 111），而新教与罗马天主教之冲突也反映在

史诗第一卷以红十字骑士和乌娜为代表的正义力量与以杜埃莎为代表的邪恶势力之间的较量。

由此，斯宾塞基于《启示录》中的预言模式和 16 世纪英国对其历史化的解读，将《启示录》

中的意象原型、情节结构和象征体系融入《仙后》第一卷，成功再现了英格兰宗教改革的历史，

彰显了英格兰民族新教身份的认同。

在此基础上，斯宾塞利用红十字骑士从仙土之子向英格兰民族神圣守护者身份之转变的

可能，将新教教义及其伦理价值观融入对红十字骑士的塑造中，使圣乔治成为英格兰民族新

教的象征。根据新教教义，人生而有罪，人的一生即发现、认识并不断克服罪恶的过程。面

对原罪，人并非只能被动地等待救赎，而是可以在实践中认识、抵制罪恶，并凭借坚定信仰

而获得恩典，即“因信称义”（Sola fide）。第一卷中红十字骑士的经历鲜明地体现了这一新教

伦理价值观念。作为神圣美德“虔诚”的守护者（the Patrone of true Holiness），红十字骑士在

冒险之初并非完美地表现了虔诚骑士所应具备的一切品质。相反，读者甚至在他身上目睹了

人性的一切弱点和罪恶：骄傲、嫉妒、怀疑和绝望等。这些罪恶是红十字骑士与以杜埃莎为

代表的象征罗马教会之邪恶势力较量失败的结果。堕入深渊的红十字骑士最终被亚瑟王子解

救并在乌娜的引领下来到虔诚宫，在真诚的忏悔中重拾信仰，这为其战胜毒龙、解救乌娜的

父母起了决定性作用。红十字骑士也由此成长为名副其实的虔诚骑士，并完成了向神圣守护

者圣乔治的身份转变。圣乔治这一身份暗指了英格兰民族和宗教的双重内涵：作为古老的英

格兰民族后裔，圣乔治既是英格兰的守护者，也是英格兰民族宗教中“圣者”之象征，是居

住在新耶路撒冷的上帝的选民（FQ I. x. 57. 4）。双重内涵促成了“英格兰是上帝的选民”（Hadfield 

60）和“英国教会起源于本土古老教会而非罗马教会”（胡琦 59）之民族宗教话语的形成，前

者所建构的“族群拣选神话”（myth of ethic election）被认为是民族自我复兴和长久存续的核

心要素（Smith 36），后者则再次表明了英格兰民族宗教较之于罗马天主教的优越性和纯洁性。

它们进一步强化了英格兰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宗教认同，凝聚了民族情感，最终确立了英格兰

民族宗教的身份。英格兰民族宗教身份的确立，打破了罗马教皇长期以来对英格兰世俗王权

的掣肘，有利于建立独立于罗马教权的世俗王权，为近代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政治和

宗教基础。

16 和 17 世纪见证了英国历史书写的爆炸式增长，书写形式包括诗歌、戏剧、编年史和地

方志等。究其原因，除人文主义思想所带来的史学观念变化外，最根本的在于这一时期既是

英国政治和社会剧变的转型期，又是英国民族意识空前高涨和民族身份熔铸的关键期。历史

书写，尤其是民族历史的书写，对英格兰建构民族身份、促成社会转型从而成长为欧洲强国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为“文学形式之巅”（吴玲英 2）的史诗则因其兼具史与诗的真实与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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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之双重性而成为书写民族历史的绝佳体裁。斯宾塞正是利用史诗这一独特优势，在《仙后》

中通过史与诗的互动书写了英格兰民族历史，建构了英格兰历史、地理文化和民族宗教身份。

编年史的书写代表着斯宾塞为英格兰缔造民族起源神话，使都铎王权神圣化、合法化并塑造

英格兰民族品格的尝试；以泰晤士河与梅德韦河联姻为主题的地方志书写则在描绘英格兰地

理文化版图、强化民族历史认同的同时想象了构建以英格兰为中心的不列颠帝国之梦；红十

字骑士的身份预言隐喻了英格兰宗教改革的历史，见证了英格兰在民族意识的刺激下反对罗

马天主教、重构民族宗教的努力。斯宾塞的历史书写确认了历史文化记忆在建构英格兰民族

身份和强化民族认同方面的重要作用，深刻彰显了这一时期英格兰民族身份中鲜明的英格兰

性。

注释［Notes］

［1］管理（govern）在此具有双关的语义，除指涉管理国家的含义外，也用于指涉自我在美德方面的约束和克制。斯

宾塞在《仙后》中多次使用该词表达自我克制的意涵，如第二卷第九诗章第1诗节，叙述者称人如果能够克制自

己的身体，那么无论是其力量还是形态均是世间最美；第 48 诗节，阿尔玛城堡中的三位圣贤职责是为阿尔玛提

供谏言，以教会他如何学会“管理”。

［2］“新特洛伊”（Trinovantum or Troynovant）即伦敦。据《不列颠君王史》记载，伦敦系特洛伊人后代布鲁特抵达

不列颠岛后所建立，并将其命名为“新特洛伊”（Toria Nova）。15 世纪英国诗人莱德盖特在《特洛伊书》中首次

使用“新特洛伊”指代伦敦，开创了伦敦即新特洛伊的传统。《仙后》中的这一用法延续了这一传统，进一步强

化了英格兰与特洛伊的历史渊源，与史诗中的历史叙述一脉相承。

［3］文中所引斯宾塞诗文皆出自朗文出版社出版的《仙后》（Edmund Spenser, The Faerie Queene. Edited by A. C. 
Hamilton. Longman, 1977）。文内将其缩写为FQ，并以FQ 加卷数、章数、节数和行数的方式随文标出，不另加注。

所引诗行的中文翻译参考了胡家峦和刑怡的译文，略有改动。

［4］值得注意的是，斯宾塞在细数前来参加婚宴的河流时并未提及苏格兰境内的任何河流，这是因为在 16 世纪英格

兰与苏格兰之间由于宗教意识形态的分歧一直处于对立的状态，而这一敌对反映在此时的英格兰民族想象中便

表现为英格兰在政治和地理上均将苏格兰排除在外，在政治上将自身想象为以英格兰为中心的不列颠帝国，在

地理上则将自身想象为一个排除了苏格兰在外的岛屿。这一想象不仅体现于斯宾塞笔下，而且也反映在利兰和

哈里森的书写中。

［5］Salvage一词是斯宾塞在史诗《仙后》和《论爱尔兰之现状》中专门用于指涉爱尔兰的词汇。斯宾塞利用该词含

混的多重意涵构造出一套关于爱尔兰的殖民话语。在他看来，爱尔兰不仅野蛮落后，而且地处与中心相对的边

缘，它原本属于英格兰，现在等待被恢复其原貌。参见Willy Maley, Salvaging Spenser: Colonialism, Culture and 
Identity. Macmillan, 1997, pp.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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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于 1839 年的《迪尔布鲁克》（Deerbrook）是哈里特·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在

长篇小说领域的第一次尝试，也是她所获得的唯一一次成功。这种成功在学者桑德斯（Valerie 

Sanders）看来，来自于该作品的划时代性：此时距离奥斯丁（Jane Austen）的流行已有二十余载，

而不管是勃朗特姐妹还是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都还未登上文学的舞台；真正意义上

的家庭现实主义（domestic realism）小说还没有成型，受后者青睐的一些主题——家庭女教师、

医生的情感和职业生活，以及狭隘的地方社会对受教育阶层理想的束缚等——却都在此书中

有了雏形（“Introduction to Deerbrook” xxx）。颇可注意的是，在对医生角色的处理上，该书开

启了一个新的文学传统，即首次将医生作为维多利亚长篇小说的主角。［1］波特（Roy Porter）

甚至认为，《迪尔布鲁克》中的霍普医生在整个英国文学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因为在他身上表

现出维多利亚时期医生主角身上的所有个人特质（Body Politics  258）。小说描写了霍普医生与

初来迪尔布鲁克的伊博斯顿姐妹海斯特和玛格丽特之间的情感纠葛，并重点讲述了霍普如何

在姊妹俩的支持下战胜流言和暴乱带来的职业挑战，最终在瘟疫中重建自己的医学声望。

关于小说中的医生及医学话语，学界大致有两种观点。一些学者认为马蒂诺虽以医生为

主角，却没有从医学的视角出发来塑造霍普，而是突出了他的责任意识和道德原则（Webb 

187；Sanders, Reason Over Passion  78-79；Sparks 35-36），尤其强调了医生的道德责任感对社会

的贡献，指出医生个人的美德通过家庭传递和扩散到整个社群，从而对社会产生良好的影响

（Colby 248；Warren 227）；另一些学者从 19 世纪初期英国医学发展的情况入手，突出了霍普

的医生身份，通过分析其对医学话语和医学理性的运用，解读医学对病人所进行的规训（Roberts 

56-75）。但这一分析主要集中在个体层面，对医学在社会层面上发挥的作用关注不足。

本文认为，借由选举和瘟疫这两场危机，小说揭示了医生及其医学话语对社区共同体的

重塑。这两起事件看似关联不大，实则可看作两场性质不同的瘟疫，且因共同体健康这一线

索而紧密相连：在政治选举中，霍普的特立独行破坏了人们对共同体健康的认知，人们在驱

逐他的过程中，使谣言和暴力如传染病一般传播扩散，最终在整个迪尔布鲁克形成了一场精

神上的瘟疫；随后爆发的瘟疫则在身体层面上威胁到共同体的安全与稳定，而霍普又恰恰因

为保护了共同体的健康而恢复了声誉。两场瘟疫可以看作马蒂诺对工业化背景下维多利亚早

期种种社会问题的反映。而霍普对瘟疫的防范与治理则反映出以医生及其医学话语为核心重

塑社会共同体健康的重要性。在小说中，霍普一方面通过隔离谣言和暴力病菌保持自身的精

神健全，从而为修正以贵族为核心的健康理念、捍卫中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健康观，并重建以

中产阶级为核心的精神共同体打下基础；另一方面又在身体疫病的肆虐中大力推介清洁之法

以抵抗平民百姓和乡绅的迷信，将其从肮脏和洁癖这两种极端状态中解放出来，从而建构起

一个以医生为核心的身体共同体。霍普在两场瘟疫中凭借医学手段实现了对个体和整个社会

健康的保卫，由此从共同体的边缘走向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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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维多利亚早期的医学话语与共同体重塑

英国自 18 世纪后半叶开启工业化进程，至 1840 年前后，工业革命的成果对社会生活的

方方面面，尤其是健康方面的影响尤为明显。一是健康观念发生变化，围绕中产阶级而非土

地贵族的健康观念重塑精神共同体成为当务之急；二是环境恶化导致疫病孳生，进而威胁到

社会的经济与道德稳定，通过治疗和管理人们的身体重塑一个健康的共同体同样刻不容缓。

在这一背景下，以管理个体健康、维护社会整体健康为主要职责的医生逐渐成为中心人物，

医生及其医学话语从精神和身体两个层面上担负起重建共同体的重任。

工业奇迹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令英国一时间风头无两，尤其塑造与成就了中产阶级。这在

经济上体现为奉行自由放任政策，在精神层面则体现为以功利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进步观

和对个人主义的信仰。这种个人主义信仰又催生出新的健康观念——中产阶级将身体健康作

为获取财富和地位的物质保障，认为一个人越健康，他越有可能成功。然而一直到 19 世纪 40

年代，英国民众大多仍持有一种传统的健康理念，他们将有关健康的话语权完全交到了贵族阶

层手中，认为“卫生与健康是一笔人生财富，只属于那些贵族阶层、上流社会”，而下层民众“只

能依靠统治阶级，通过对全体民众有利的环境清洁保障自己的卫生健康”（王广坤 102）。随着

1832 年《改革法案》（Reform Act）的通过和 1839 至 1845 年间中产阶级围绕《谷物法》（Corn 

Laws）与土地贵族展开的一系列斗争的最终获胜，中产阶级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逐渐取得支配权，

然而“被土地贵族长期垄断的文化领导权则是他们必须继续攻破的另一个重要领域”（陈智颖 

63），因此中产阶级有必要以自身的健康观念为出发点，重塑一个符合本阶级文化利益的精神

共同体。

在聚焦健康问题的过程中，医生逐渐成为关键人物。中产阶级正是借医生权威传达自身

的健康观念，从而取代了以贵族为核心的健康观并重塑了精神共同体。1815 年颁布的《药剂

师法案》（The Apothecaries’ Act）确定了英国医生的认证与考核标准，正统医学界以内科医

生、外科医生、药剂师为代表的职业等级制度得到确立，医生群体开始有了职业认同；1832 年

《解剖法》（Anatomy Act）的通过使解剖尸体的供应合法化并促进了病理解剖学的发展，医生

凭借科学的培训和严格的考察成为“共同体中最招人喜欢的医学人士”（转引自Loudon, “Cash 

Book” 262）。借立法等举措，不仅医学本身逐渐成为一门专业性学科，医学从业者的地位也得

到了提高，尤其是以外科医生和药剂师为代表的全科医生（general practitioner）得到重视。至

1851 年，在整个英国甚至有将近半数的医学从业者为全科医生（Corfield 158）。在这样的医学

背景下，“充满智慧与财富”的中产阶级后裔大量涌入这一职业（转引自Loudon, “Cash Book” 

257），使医生职业本身几乎成为中产阶级的代表。不光如此，他们还通过构建“家庭医生”

（family doctor）这一形象左右了时人的健康观念。19 世纪 20 至 30 年代，全科医生主要以“家

庭医生”的形象出现。家庭医生与中产阶级订立契约，按照后者认可的风格从事医学实践，

即以同情理解与仁慈友善来缓解病人的恐惧与痛苦（Loudon, “Family Doctor” 358-59）。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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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病人个体的照料与共情承载着维多利亚时期人们的多愁善感和怀旧之情（Loudon, “Medical 

Practitioners” 243），即对病房医学（bedside medicine）传统下私密而惬意的病房环境及医生与

病人个体间亲密关系的向往，实则传达出对个人健康的重视。由此，中产阶级借医学权威这

一传声筒表达了自身的健康观念，挑战甚至瓦解了以贵族为核心的健康观念，对社会共同体

进行了精神上的重塑。

与医学改革的实时性不同，文学创作在对社会问题的反映上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迪

尔布鲁克》一书出版于 1839 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仅有两年，中产阶级读者虽是小说市场的

中坚力量，却仍热衷于追逐贵族的礼仪时尚，摄政时期流行的作为土地贵族文化及意识形态传

声筒的“银叉小说”（silver-fork novel）仍是文学市场的主角。与此同时，读者又对本阶级粗

鄙的文化流露出不屑或自卑情结。《迪尔布鲁克》中与他们出身相同的霍普是英国正统医学界

地位较低的药剂师，他既通过给各类医学期刊投稿来贴补家用，又为迪尔布鲁克周围村庄的穷

人提供医疗服务以获取相应报酬，其职业所包含的技术与商业性质使他身上多少带有这样的

“粗鄙”痕迹，因此这样一位主人公的出现“既新鲜又易引起不适”（Martineau, Autobiography  

415）。但作为穆勒（John Stuart Mill）口中这个国家和时代的标志（Pichanick 243），马蒂诺敏

锐地注意到时代的医学转向，她启用医生为主角本就体现出对银叉小说及其所代表的土地贵

族文化的反抗（Sparks 44-45）。这一旨趣在小说中的具体体现便是两场瘟疫情节。小说称霍普“不

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乡村药剂师”（38），［2］他对隔离与清洁两种防疫手段的灵活运用表明他对

当时各种流行的病因学知识的熟稔，［3］这突显出医生在保卫健康方面的专业权威。借助这一

权威，作者传达了中产阶级的健康理念及其对精神共同体的重塑：选举事件中霍普的政治选

择导致其与迪尔布鲁克人以乡绅为核心而形成的传统健康观念展开对抗，在对个体病人的关

怀无法得到施展时，他通过隔离的方法避免了精神瘟疫的感染，从而捍卫了自身及家人的健康；

在随后的身体瘟疫中，霍普借机将自身的健康理念传递给民众，最终建构起以医生，也即中

产阶级为核心的健康共同体。

与工业带动经济同时产生的，是严重的环境污染和卫生问题，瘟疫由此频发，国家与社

会稳定屡遭威胁，这在另一个层面上决定了医生、健康与共同体间的关系：医生以医学知识

与手段恢复个人的身体健康，从而对社会共同体进行身体上的重塑。在维多利亚早期，虽然

仍有不少人视疾病的传播为上帝的旨意，认为唯有净化灵魂才能消除疾病，但在以进步为导

向的社会中，这一观点逐渐遭到质疑，尤其当人们发现“流行性疾病常光顾英国那些更为肮

脏的地区，因此合乎逻辑的推论是，环境污染是致病的根源”（William 12-13）。通过清洁来打

造更为美好舒适的社会环境成为主流认知，正是这样的认知转变为医生发挥主导作用奠定了

基础。随着对霍乱病原的调查，至 19 世纪中叶，医生在改善居住环境、清洁卫生运动及预防

食物中毒等一系列行动中起到重要作用。到 19 世纪 60 年代，医学及其相关学科甚至已成为

国家构建社会整体的必要手段（Gilbert 52）。由此，“英国社会日益重视职业医生的作用，认

为他们承担着整个社会卫生改良和护理民众健康、保障社会大众幸福的责任”（王广坤 87）。《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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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布鲁克》一书诞生于卫生改革运动兴起之时，其中的两场瘟疫既是对中产阶级争夺文化主

导权的隐喻，又暗含对现实中霍乱瘟疫的指涉。其中身体瘟疫这一情节尤其与现实呼应：瘟

疫的爆发增加了小镇的贫困人口甚至还催生出抢劫事件，表明瘟疫的确威胁到社会的经济与

道德秩序。镇上的人在疾病面前手脚慌乱，以牧师为领导、以净化道德风气来消除疫病的观

点已经得不到认可，而作者虽暗示气候异常而导致的粮食歉收是身体瘟疫产生的前兆（这似

乎与工业污染导致的霍乱瘟疫关联不大），但其将霍普的清洁之法作为消除疫情的根本对策，

实则也是以霍乱危机中医生的举措为模本，确认了环境卫生对瘟疫传染的影响，肯定了医生

在救治个人继而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重要意义。

综上可以看出，工业的发展既催生了中产阶级的健康观念，又破坏了社会的健康稳定，

破旧与立新都意味着社会共同体亟需重塑。共同体的重塑又以健康为核心，因此借由医学立

法、医学组织及医学知识和诊疗手段等方面的发展，医学权威增强，医生职业及其医学话语

得到了新的包装与定位，医生由此成为共同体重塑过程中的核心人物。后文将从《迪尔布鲁克》

中的两场瘟疫情节入手，指出马蒂诺正是通过霍普的医学实践——隔离与清洁——在精神与

身体两个层面实现对迪尔布鲁克的医学重构。不仅如此，霍普医生更是借助对个体和社会健

康的保卫而成为了这一共同体真正的领导者和庇护人。

二、瘟疫与隔离之法：共同体的精神重构

甫一进入第二卷，霍普就因执意投票给不受乡绅亨特看好的候选人罗瑞先生而遭到乡民

的排挤。迪尔布鲁克人打着维护健康的名义，以谣言和暴力驱逐霍普，殊不知在谣言和暴力

的扩散中，他们已然在精神层面感染了瘟疫，从内部瓦解了小镇的健康，使小镇面临精神上

的分崩离析。为了遏制这场精神瘟疫，霍普以隔离的医学手段阻挡了谣言和暴力的扩散，抑

制了精神病菌的进一步传播，实则将人们从精神瘟疫中拯救出来，使其恢复健康；人们最终

也以霍普为核心，建构起新的精神共同体。

选举开始之前，格雷先生提醒霍普：“你没必要把自己搅到政治里去，没人盼着一个医生

这样做。人人都知道，对于一个像你这样的专业人士来说，支持某一个党派会带来怎样不利

的影响。我可以肯定，你将面临非常严重的后果。”（215）格雷先生的善意提醒并非杞人忧天，

在维多利亚早期的历史语境下，英国社会以“基于财产与恩庇制度的开放式贵族体制”为主

要特征（Perkin 14），这意味着“在一般人工作、生活和生存延续的小型社区、乡村和城镇中，

收入本身及个人的其他‘生存机遇’都受到地主的家长式统治”（31）。此外，这一体制的“恩庇”

特征还暗含顺从的重要性，“‘恩庇’和‘顺从’作为社会权力关系组织和运作的机制，至少

在 19 世纪前半叶的英国乡村主导着人们的生活和认知”（胡怡君 184-86）。作为职业人士的霍

普想要获得工作和收入，自然要仰赖地方乡绅亨特的庇护。而当霍普罔顾恩庇制度，做出有

悖于亨特的政治选择时，他就违背了“伟大的服从之法”（Perkin 31），必将遭到亨特无情的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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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具体表现就是他的职业受到了极大破坏，他在济贫院的工作行将不保，不少人家急于和

他撇清关系，而邻人也对他颇有微词。

乡绅亨特及小镇居民对霍普的镇压，既是对他不服从的惩罚，同时也揭示出，霍普的不

服从在接受亨特庇护的小镇居民中制造了健康危机，在人群中引起了恐慌。弗洛姆（Erich 

Fromm）指出，随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两次浪潮的冲击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人们在个人情

感的表达、宗教信仰乃至经济、政治层面上都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但这一自由使个人陷入了

孤立无依的境地（73）。当无法忍受这种孤立时，人面临着两种选择，“在自发之爱与生产劳

动中与世界相连，或者寻求一种破坏其自由及个人自我完整之类的纽带，与社会相联，以确

保安全”（19）。对于迪尔布鲁克人来说，依附在乡绅贵族亨特的羽翼之下，接受并内化其思

想并与之保持一致，可以使他们免于被孤立的危险，从而保障共同体的稳定。此外，当时人

们秉持的健康观是以贵族乡绅为核心的，通过维持一个稳定的卫生环境来达到保障自身健康

的目的。霍普在政治选举中没有依附众人的选择，这使他在彰显自我完整的同时破坏了这一

环境的稳定性，实际上也就威胁到了人们的健康，为此他将以破坏共同体健康的罪名遭到惩罚。

这种惩罚以谣言和暴力为表现形式，二者可以视作一种关于传染病的隐喻，其传播的速

度之快、范围之广，堪比传染病病菌（Jacobson 99），且这一传染病菌“同样可以引发瘟疫，

这可以在‘群体’现象中得到理解［……］数量不断扩大的群体威胁着既定的社会秩序，因

为在个体之间毁灭性的暴力行为不断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身上”（Christensen 12-13）。政治

选举过后，罗兰德夫人先散播了有关霍普的谣言，继而人们对霍普的质疑迅速发酵和蔓延：

既声称“解剖是［他的］事业和追求，还说只要教堂的墓地里埋了人［他］就会去盗尸”（279），

又荒唐地指称他为了招揽生意而给孩子注射疫苗，把好牙拔下来拿去卖（309）；镇上的衣帽

商奈尔斯小姐也听信谣言，说霍普把泰勒家的保姆那摔断的右臂整个接反了，导致这个可怜

的仆人丢了工作（365）；人们还编造故事，称霍普医生医术不精，在治疗玛丽亚的坏腿时不

得不把它折断两次才复归原位（440）。在谣言的扩散下，霍普甚至变为死亡的象征：当他想为

一位因风湿病而卧床的老妇人进行诊治时，他被病人的朋友们拦了下来，她们不肯让他进屋，

“唯恐他把她给治死了”（344）。同样，人们对霍普的暴力侵袭也从个体行为上升为集体行动，

最终形成了一场以破坏医疗器具、烧毁霍普雕像为标志的群体性暴力事件。可以说，迪尔布

鲁克人打着捍卫传统健康观念的旗号驱逐霍普，却使谣言和暴力如传染病菌般向其内在精神

实质渗透扩散，最终使自己深陷精神瘟疫的泥沼，无心也无力再恢复以亨特为核心的共同体。

面对这场精神瘟疫，霍普起初仍兢兢业业为人们治病，即便受到生命威胁，仍声称自己

不会轻易离开迪尔布鲁克，除非“看到这些可怜的老人家被委托给像我一样好的人来照顾”

（349），但当他的医术再无用武之地时，他便采取以静制动的隔离医学手段来自保。首先，他

避免接触谣言和暴力等“病菌”，使自己免于精神瘟疫的传染。早在小说开篇作者就暗示霍普

习惯以隔离之法来断绝不良精神的传染，称他从不参与小镇的流言制造与传播，因此镇上的

人“不仅什么事都愿意向他倾诉，还不愿把各种流言蜚语传到他耳朵里以免玷污了他”（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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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精神瘟疫中，这一隔离之法更是被当作一种专业医学手段，通过与谣言和暴力保持距离，

霍普得以维护自身的精神健康。不仅如此，他还以家庭为据点实施隔离，保护了家人的健康。

暴乱之时，尽管霍普表示他会适时站出去和暴徒对质（357），但实际上他一直与亲友待在家

庭这一内部空间，直至暴徒自行解散才把窗户打开。当外部的咆哮和哭号连成一片时，霍普

一家却围绕着一天的经历展开愉快的对话，妻子海斯特的脸上甚至还“洋溢着幸福和喜悦之美”

（357）。内部空间的和谐、愉悦与完整和外部的骚乱、破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缓和了暴动

的狂乱冲击，使暴徒在一时的狂热降温后自行退去，同时也确保了霍普一家不会受到外界这

一狂热的传染。

对霍普来说，隔离措施的目的有二。其一，当全镇陷入流言与暴力中时，霍普及其家庭

成员在精神上的冷静自持实则作为一种解药，对这条精神瘟疫传染链进行了医学干预，使病

菌在他这里失效，从而遏制了瘟疫的蔓延。隔离因而可以视作消灭精神瘟疫之路上最基础也

最重要的步骤，其效果在小说第三卷中的身体瘟疫中得到了验证。当身体瘟疫将人们的注意

力由流言和暴力转向健康和死亡时，已经得到遏制的精神瘟疫便也随之被彻底切断。

其二，更为重要的一点，霍普在选举中表现出来的独立决断和随后在精神瘟疫中采取的

隔离举措都体现了他对自身健康的关注。这一健康观不同于依附乡绅亨特的迪尔布鲁克人，

代表的是中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健康观。霍普以隔离举措维护了这一健康观念，使其免受传统

健康观念支配下的精神瘟疫的感染，这也使他得以在随后的身体瘟疫中通过治疗人们的身体，

将这一健康观念传递给病人。正是意识到了个人健康的重要性，在经历了瘟疫的洗涤和净化

之后迪尔布鲁克不再人心惶惶，人们仅仅因为自己还能健康地活着就感到心满意足。“熟人之

间再碰面，发现他们各自还都活着，这碰面可和其他任何形式的碰面都不同：它使最冷漠无

情的人变得生机勃勃，而且几乎能把敌人也变成朋友”（593）。人们也终于意识到他们更应该

信赖的是霍普在医学上的“能力和善心，而不是威廉·亨特殿下的显赫地位和万贯家产，这

些在患难时刻救不了他们”（575）。正如桑德斯所说，瘟疫象征着对充满错误价值观的虚伪社

会的一种净化，它同时强化了那些在瘟疫中活下来的人们的道德观念，也使医生最终走向了

中心位置（Reason Over Passion  81）。此刻人们对个人健康的推崇不仅取代了对谣言和暴力的

热衷，使其彻底摆脱精神瘟疫的阴霾，更使他们自愿以霍普的健康观为纽带、以医生为中心

建立一个新的和谐而牢固的精神共同体。也就是说，霍普以隔离为出发点，最终围绕中产阶

级的健康观达成了对共同体的精神重塑。而身体瘟疫不仅使霍普隔离法的效果得到印证，还

使他有机会利用清洁这一医学手段消除迷信影响下共同体的解体威胁，进而在身体层面对共

同体进行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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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瘟疫与清洁之法：共同体的身体重构

如前所述，身体瘟疫证实了隔离法的功效，使医生最终实现了对共同体的精神重塑。同

时，由于身体瘟疫带有恐怖和威吓的力量，迪尔布鲁克人“病急乱投医”，在江湖游医的“指导”

下展开五花八门的身体保卫战：或是在肮脏的生活环境中靠咒语驱逐疾病，或凭毫无科学依

据的消毒法在极端的无菌环境中躲避疾病，人人孤身奋战，无暇顾及他人安危，共同体由此

面临新的解体风险。对此，霍普不仅亲自践行清洁的医学手段，还间接通过妻妹玛格丽特的

行动将清洁之法扩散，通过打造符合医学标准的卫生环境对人们的身体进行管理。经过这场

瘟疫的洗礼，霍普实现了对迪尔布鲁克的身体重构，建立起一个以医生为核心的社区共同体。

在刚觉察到瘟疫的苗头时，霍普就急着和李维特牧师联络，“咨询有关清洁［……］村子

里条件最差的一些房子的举措”（531）。但小说并没有正面描写霍普的清洁措施，而是通过其

妻妹玛格丽特对普拉特一家的照料，暗示霍普正是以卫生环境的清洁战胜了人们对咒语的偏

信和对肮脏环境的忽视，实现了对病人身体的重构。如罗伯茨（Caroline Roberts）所分析的那

样，通过玛格丽特“对表面的精准凝视”，小说对这一照顾病人的过程进行了“实证主义”式

的描摹，这本身就是小说对霍普式“医学话语”（63）的展现。而玛格丽特在普拉特一家所采

取的种种措施，如清理盛水的木桶、清洁床架及用香皂、毛巾和热水为病人擦洗身体等，显

然也是在霍普的清洁理念指导下进行的医学实践。不过在展开清洁运动时，玛格丽特遭遇了

病人无知的抵抗。在照顾普拉特太太时，玛格丽特发现，能够帮上她的只有普拉特太太的母亲，

然而她只是“坐等着算命先生的预言结果”（548），家里的床单和裹毯甚至“在早上就已经被

抵押给了巷子里的算命人”，作为回报，算命人“给床底下放着的一桶清水施了法，并且承诺

到早上再施加新的咒语”（549）。对此，玛格丽特不顾病人这种毫无根据的虔诚，赎回了干净

的床单和裹毯，甚至倒掉了病人无比珍视的“圣水”，以用木桶盛装病人身子下面垫着的肮脏

不堪的削屑（549）。为此普拉特对着她咒骂，“他大概以为她又破坏了他付钱才得到的护身符”

（550）。然而遵循着霍普的指示，玛格丽特的确通过清除室内的污秽和保证普拉特太太身体的

整洁使她的病痛得到了缓解，后者最终成功康复。她的母亲看在眼里，也终于恢复了对医学

的一些信任。与此同时，虽然普拉特先生没能在医学的照看下痊愈，但他作为整个医疗过程

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切实感受到干净整洁的环境和细心的照料相较于咒语和“圣水”的优势

所在，因此他从对玛格丽特的不配合甚至是排挤，逐渐变为对她的感激和对霍普一家的愧疚，

以至于在临终前坦白了自己的入室抢劫之罪并归还了玛格丽特的定情戒指。这枚失而复得的

戒指既喻示着玛格丽特的感情生活即将出现转机，也象征着清洁的医学方法最终赢得了病人

的信任，驱逐了迷信与无知的力量。

与此同时，霍普不计前嫌地为那些曾经诽谤和伤害过他的病人诊治，甚至还以医学实践

代替宗教教诲，不但遏制了宗教权威都无法控制的迷信狂热，还通过对病人个体的悉心照料

维护了整体的健康。他身体力行，“不带自私的想法和无知的恐惧”（539），深入到病人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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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进行清洁，这使他真正成为了群体健康的守护者和社会秩序的维系者。在这里，作者同

样没有正面切入，而是通过书写亨特一家对毫无科学依据的消毒方法的迷信、对极端无菌环

境的偏执及由此产生的与迪尔布鲁克人的疏离来反衬霍普医学方法的合理性。亨特一家一直

是迪尔布鲁克人惯于仰视的对象，然而在他们最应该站出来为镇上的人加油打气时，他们却

谈病色变，不仅“大门紧锁，以防任何村里来的人踏足他们的庭院；还对每一样送到家的用

品进行烟熏消毒”（547）。在这里，亨特一家采取的预防措施正是江湖游医所力荐的烟熏消毒法，

而当作者夸张地指出，亨特一家连经手的钱币也要一一消毒时，他们身上所散发出的迷信色

彩几乎要将其作为乡绅的优雅与高贵完全抹消。正是在与世隔绝且充满迷信色彩的亨特一家

的反衬下，作者表明医生才是一个处在危机之中的社会群体的真正领导者。而以普拉特一家

和亨特一家为切入点，清洁之法逐渐得到整个共同体的认可，迪尔布鲁克人也由此脱离江湖

游医的管控，不再轻信咒语、圣水或是毫无依据的消毒法，也不再各自为战，使共同体在千

奇百怪的医疗尝试中分崩离析，而是统一臣服于医生的清洁方法，从而形成一个具有凝聚力

和抵抗力的整体。至此，霍普完成了对迪尔布鲁克人的身体重构，以医生和清洁的医学手段

为核心的共同体得到确立。

实际上，马蒂诺于 1850 年在狄更斯主编的《家常话》（Household Words）杂志上连载了

一篇题为《布利伯恩人的疾病与健康》（“The Sickness and Health of the People of Bleaburn”）

的故事，这篇小说以真实事件为底本，就清洁与共同体建构问题进行了进一步发挥。小说中，

来自美国的年轻姑娘玛丽拜访她在约克郡的姨妈，却发现这里遭受了斑疹伤寒瘟疫的感染，

且因为缺乏专业护理人员和公共卫生意识而情势严峻。这位好心肠的姑娘执意留下来照顾病

患，并最终帮人们渡过难关，使小镇重获健康。前人研究注意到该小说对 19 世纪 40 至 50 年

代英国公共卫生改革运动的映射，甚至有学者谈到马蒂诺对清洁手段的关注实则与狄更斯的

创作宗旨相呼应（Kennedy 41-42）。但很少有学者注意到，马蒂诺早在狄更斯热心宣传公共卫

生政策之前就已经在《迪尔布鲁克》中阐述了清洁卫生与铲除疫病及凝聚共同体之间的关联了。

小说中玛丽对环境的医学凝视与她的前辈玛格丽特极其相似：在玛丽看来“一切都是昏暗的”；

孩子们在污浊的水池边玩耍，“脏得要命”；在“促狭的街道上，每扇窗好似都关着，有些甚

至连窗帘都拉了下来”（Martineau, “The People of Bleaburn” 197）；她的姨妈家也是又热又挤、

令人窒息，唯一的窗户在门旁边，所以新鲜空气无法在室内流通，且房间里的一切都“亟需

彻底的清洁”（198-99）。玛丽照料病人的手段也与玛格丽特如出一辙，她处理掉被当作药物使

用的朗姆酒和肮脏的床具，并建议村民将传染病人的衣物消毒，甚至用生石灰将病人房间重

新粉刷，最终通过消毒和清洁等流程使整个村落重新恢复活力。

或许与《迪尔布鲁克》一书最大的不同在于，这个故事并没有把医生置于前景，但不可否认，

当初指导玛格丽特以清洁手段照料普拉特一家的霍普医生的幽灵，此刻化身为一整套公共卫

生理念，继续指导着玛丽的清洁实践。究其原因，霍普凭一己之力或许可以清除迪尔布鲁克

的瘟疫并将小镇重构，但对世纪中叶覆盖广泛、目标宏大的公共卫生运动而言，重构整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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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却不能单凭医生个人的行医实践，因此小说更需要将医学理念和医学手段，而不是医生本人，

置于瘟疫的风暴眼，而以一个外行人来践行清洁理念，似乎更能突出医学本身的权威性，也

促使受病痛折磨的破碎的共同体围绕医学观念重新聚合起来。无论如何，从迪尔布鲁克到布

利伯恩，马蒂诺持续地记录着清洁这一医学话语对维多利亚早期社会共同体的重塑过程。

综上所述，在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工业化背景下，健康观念更替，健康问题频出，英国社

会面临着解体和重塑的挑战。医生在医学发展与医疗改革的支持下成为在身体和精神层面上重

建共同体健康的核心人物。《迪尔布鲁克》中的两场瘟疫虽作用于不同层面，核心却都是围绕

医学话语对共同体健康的重塑。在精神瘟疫中，民众的流言与暴力使他们在共同体内部制造了

健康危机，对此霍普以隔离之法应对，通过保护自身及家庭的精神健康，既切断了精神瘟疫的

传染链，使瘟疫得到控制，又为日后在身体瘟疫中重建以中产阶级的健康观和医生为核心的精

神共同体奠定了基础。身体瘟疫不仅验证了霍普隔离法的疗效，还促使他进一步通过清洁手段，

将民众从江湖郎中的咒语和消毒法中拯救出来，从而实现了对共同体的身体重构。在《迪尔布

鲁克》中，马蒂诺正是将自己对社会健康问题的理解置于两场瘟疫语境，并借助霍普医生及其

隔离与清洁的医学手段实现了对迪尔布鲁克镇的身心重塑，而霍普医生也凭借对个人及社会健

康的保卫完美地履行了医生职责，从而由小镇的边缘角色一跃成为中心人物。

注释［Notes］

［1］F. R.李维斯（F. R. Leavis）和Q. D. 李维斯（Q. D. Leavis）认为，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在 1857 年的

《两年前》（Two Years Ago）中塑造的治疗霍乱的瑟纳尔医生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个医生角色，因为

其不仅具有科学钻研的精神，还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病人十分关心（180）。但正如斯巴克斯（Tabitha 
Sparks）所说，这些特征早在《迪尔布鲁克》中的霍普医生身上基本都得到了体现，唯一的区别仅在于霍普

还具有一种基督教意味的良知，而《两年前》中的医生则是一个宗教怀疑论者，见The Doctor in the Victorian 
Novel: Family Practices , pp. 15-16, 注释 18。

［2］文中关于《迪尔布鲁克》的引文均出自Harriet Martineau, Deerbrook: A Novel. Edited by Valerie Sanders, Penguin, 
2004. 由于本书无中译本，故引文为笔者自译。以下仅标出页码，不再一一注明。

［3］瘟疫传播的病因学（etiology）早在 18 世纪的英国就曾引起广泛争论。一方面，英国皇室御医米德提出人际传播

论（contagion theory），认为经人感染后的空气、感染的人及感染的货物都会引发疫病的传播，并由此强调了隔

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将污浊的空气作为根源的疠气致病说（miasma theory）自古希腊时期便开始流传，因

此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再加上疠气能够为人际传播论中一些无法被阐释的现象（如为何不是所有接触者都会

得到感染）提供解释（Porter, The Greatest Benefit to Mankind  10, 259），因此也不乏支持者。在 19 世纪 60 年代

细菌学说确立之前，这两种理论通常同时存在，相互融合和补充。霍普身上体现了这种融合，而且正是他对医

学的认知和灵活运用保障了群体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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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中的环形结构

 ☉ 陈逸华

内容提要：在E. M.福斯特的代表作《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中，音乐、地点、人物三个关键元素
构成了三个环形结构。这三个环形结构在其内部以“重复加变化”实现福斯特对简单节奏的追求，
同时又以彼此间的交错实现福斯特对复杂节奏的追求。在这三个环形结构的作用下，小说由内而
外地呈现出节奏带来的美感，助推情节发展与女主角露西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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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On Circular Structures in A Room with a View  

Abstract: In E. M. Forster’s masterpiece A Room with a View, the three key elements of music, space, 
and character form three circular structures. These three circular structures achieve the effect of easy 
rhythm within themselves by “repetition with variation” and present the effect of intricate rhythm in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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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为剑桥学子所做的最后一场克拉克讲座上，E.M.福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试

图将小说创作的技巧从表层的故事与人物塑造层面提升至小说阅读氛围的营造，讨论小说家

如何为小说赋予美感。由于缺少现有的文学术语来指代福斯特所要论述的内容，他便从绘画

领域借来“模型”（pattern）一词，又从音乐领域借来“节奏”（rhythm）一词，讨论小说家如

何创作出能让读者享受到美学体验的小说（Aspects  132）。在福斯特看来，小说家不应追求模

型式的写作，因为模型所营造的美感过于抢眼，甚至会有鸠占鹊巢之嫌，使小说家为了迁就

某一模型而删减本该生动的情节，束缚本该活泼的人物。与之相反，节奏则是小说家深埋在

小说内部的无形角色，由内而外地对整部小说进行缝合与拼贴，并为读者提供审美体验，“以

其可爱的起起伏伏”“以惊喜、新鲜感和希望”来满足读者（132）。

福斯特在讲座中将小说的节奏分为两类，为了方便论述，福斯特还将小说中的节奏与贝

多芬的《第五交响曲》进行类比。第一类节奏被福斯特命名为“简单节奏”（easy rhythm），

其特点为显著的“重复加变化”（133），正如交响曲开端的“嘀、嘀嘀、哒”节奏，能够被读

者快速捕捉，领会其中的节奏感和由此带来的美感。在小说中，这种简单节奏可以是反复出

现的某一意象，同时，该意象在每一次出场时都会带来自身或小说中其他元素（如人物、环

境）的变化。例如，在《霍华德庄园》（Howards End）中，威尔克斯太太留下的遗嘱及其数

次出场时掀起的风波构成一种简单节奏，既缝合了整部小说，也让读者逐步意识到威尔克斯

先生对玛格丽特的爱情其实是建立在占领霍华德庄园的意图之上。简单节奏着眼局部，小说

家可以通过摹仿与练习来习得这一写作技巧，但福斯特所追求的第二种节奏则需要小说家具

有一定的审美造诣，能够在写作过程中有意识地协调小说中的各成分，使其如同交响曲中出

现的不同乐器，在展现自身音色的同时又能和谐地彼此应和。换言之，小说家若想在小说中

呈现出这种节奏效果，则需要其在创作过程中注意小说情节发展的音乐性过程（Prasad 124）。

例如，在《印度之行》（A Passage to India）中，殖民地上殖民者之间的矛盾、殖民者与被殖

民者之间的矛盾，以及被殖民者之间的矛盾三线并行，构成一出《天佑女王》（“God Save the 

Queen”）与湿婆神音乐（Shiva Music）的融合曲，曲中的激烈碰撞反映出福斯特对殖民行为

的反感。福斯特并未为第二种节奏命名，但他在叙述中使用了与“简单”相对应的“复杂”

一词（Aspects  132），因此，这种节奏也被简称为“复杂节奏”（intricate rhythm）。简单节奏

与复杂节奏并不冲突，前者以小构大，后者则强调小说呈现的整体效果，需要小说家在创作

过程中具有音乐性意识。

福斯特在其关于节奏理论的讲座中曾谦虚地说或许只有像《战争与和平》（Война и мир）

这样的史诗巨作才能呈现出“在阅读时就能感到和弦在身后响起”（134）的复杂节奏，但事实上，

作为一名能深入理解贝多芬的作曲方法和他在《第五交响曲》中如何体现辩证思维的音乐爱好

者（Fillion 295），福斯特本人早已将节奏式小说创作融入到其写作实践中。福斯特的《看得见

风景的房间》（A Room with a View，以下简称为《房间》）就是一部具有节奏感的小说。这种

节奏感体现在小说中由音乐、地点和人物三方面元素构成的三个环形结构所呈现出的简单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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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和三个环形结构相互配合、应和而呈现出的复杂节奏效果上。在思想上，《房间》充分反

映了福斯特个人的精神哲学（Olson 107）及他“对自己及他人的诚实与真实的追求”（Fordoński 

and Kwiatkowska web）；在结构上，《房间》则以其巧妙的三环形结构突破了小说线性叙事带

来的约束。《房间》中以女主角露西为核心的三个环形结构从三个维度塑造出露西的立体形象，

每一环形结构内部同一元素的变化各有侧重，以重复加变化的形式构成简单节奏，而若以整体

的视角来看这三个环形，则三个环形又交叉融合，构成复杂节奏。简单节奏与复杂节奏的叠加

与交响为小说赋予了难得的节奏感，也使《房间》超越了普通的爱情小说模式，成为福斯特对

勇敢追求自我的后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一曲赞歌。

一、环形内部的简单节奏“圆中有缘”：以音乐环形为例

在《房间》中，围绕女主角露西展开的三个环形结构，即音乐环形、地点环形与人物环

形从不同维度填补露西的人物形象，使其不断立体化。音乐环形即露西在小说中弹奏的音乐

作品呈“贝多芬—舒曼—莫扎特—贝多芬”的环形结构；地点环形即小说故事发生的地点呈

“佛罗伦萨—伦敦—佛罗伦萨”的环形结构；最后的人物环形则是指露西身边的伴侣呈现出

“乔治—塞西尔—乔治”的环形结构。

在这三个环形结构中，音乐作品的环形结构较为隐蔽但却更为重要。因为文本透过露西

对音乐作品的选择向读者呈现出露西的本心从动摇到坚守的过程。音乐在福斯特的生活和小

说中地位突出。福斯特接受过良好的音乐教育，具备高水准的音乐鉴赏力，《房间》、《霍华德

庄园》和《小说面面观》（Aspects of the Novel）等书都体现出他对古典音乐，尤其是贝多芬

的作品的独到见解。在福斯特看来，音乐“最能表达纯粹的感情”（Stone and Forster 60）。《房间》

的小说结构受到瓦格纳音乐戏剧的启发，被认为是福斯特“最具音乐性的小说”（Fillion 266），

同时，露西的音乐选择和她的审美洞察力也为小说结构、心理和意义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不管是就小说情节发展的时间顺序还是事件的出场顺序而言，露西为读者弹奏的第一首

曲子都是贝多芬的作品。贝多芬在作曲界的重要地位自不必多言，在福斯特的世界中，贝多

芬同样占据重要地位，而露西在《房间》里弹奏的音乐作品以贝多芬而始又以贝多芬而终，

其中偏爱，可见一斑。作为作曲家，贝多芬既是德国古典主义音乐的集大成者，也是浪漫主

义音乐潮的开创者；作为成长于后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少女，露西既接受了“家庭天使”对

她的规训，也在内心中产生了突破桎梏的冲动，这是露西与小说中其他女性角色的不同之处，

也是她最终能逃离中产阶级约束的原因所在。虽然贝多芬是这个环形中最重要的一环，但福

斯特对露西三次弹奏贝多芬的作品的描述都不尽相同。从故事情节发生的顺序来看，露西第

一次弹奏钢琴曲是在英国乡下的教会联欢上。她虽选择弹奏贝多芬的作品，却舍弃了《土耳

其进行曲》这样广为人知且展现欢乐幸福的曲子，而是选择了复杂的《C小调钢琴奏鸣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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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以胜利的锤击声结束自己的演奏。正是这样的处理让作为听众的毕比牧师感到非比寻常。

毕比牧师也是露西第二次弹奏贝多芬的作品时的听众。在此之前，她在贝尔托利尼公寓里见

识到了英国中产阶级如何排斥出身工人阶级的艾默生父子，又在一次出游里感受到艾默生父

子直率但略显笨拙的善意，她对这种反差感到不适，对此前接受的以阶级、宗教为基础的闺

阁教育产生质疑并在内心深处萌发反叛的种子。因此，此时的露西在弹奏贝多芬的作品时将

音乐赋予的胜利感进一步转化为激情，“这份激情很难定义，它介于爱意，恨意和妒意之间，

游走在各类形象化的演奏风格之中”（Forster, Room  19）。从“胜利”到“激情”，露西内心

深处的反叛精神已经呼之欲出。她向巴特莱特小姐发问：“为什么非凡的东西总是不淑女呢？”

（25）提出这一问题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向自己发问，她问的次数越多，选择做淑女的可能性就

越小。音乐环形中的最后一环，即露西第三次弹奏贝多芬的作品是在福斯特为小说添补的后

记中，在露西历尽千帆终于同乔治结婚后，她成为一名音乐教师，教授贝多芬的曲目。福斯

特并未详细描述作为老师的露西如何弹奏贝多芬的作品，但作为一名孤身从中产阶级牢笼中

逃出的后维多利亚时代女性，露西早已将少女时期为贝多芬赋予的胜利与激情融入自身，“以

对待演奏的态度来对待生活”，将她的演奏与生活都变成“一件激动人心的事情”（20）。

除了露西三次弹奏贝多芬的作品的变化外，福斯特还为露西的数次音乐演奏加入了两个

变量，使其构成音乐环形中不可或缺的另外两个环节。第一个便是音乐诗人舒曼的作品。舒

曼除了是 19 世纪德国著名的作曲家、钢琴家与音乐评论家外，还是一位浪漫主义文学的爱好

者。在其创作生涯中，浪漫主义文学的阅读体验使他的音乐作品富有浪漫主义特征。露西弹

奏舒曼的作品是在其当时的未婚夫塞西尔位于伦敦的家中，此时的她已经对乔治动心，却囿

于礼法逃离了乔治与佛罗伦萨，回到伦敦后在众人的期许下接受了同样出身中产阶级的塞西

尔。露西并不喜欢带着“中世纪遗风”（50）的塞西尔，也不喜欢伦敦这种“雾重重”（68）

的生活，当她带有抵触情绪时，她如何能演奏平日里最喜欢的贝多芬呢？因此，听到塞西尔

在众人面前提议让她弹奏贝多芬的作品，她只是摇摇头，带着“不可思议的神奇魔力”（75）

弹奏起舒曼的作品。带有浓厚浪漫主义色彩的音乐预示着露西的浪漫冲动，这种浪漫并不仅

仅局限于她想要的人生伴侣，更在于她对于自己人生道路的规划。但此刻的她，不管是人生

伴侣还是人生道路都不是自己想要的，而是在礼法与社会规约下被迫选择的。正因如此，露

西此时弹奏起舒曼的作品只能感到悲伤，且这种悲伤“通常是人生的悲伤，但绝不应该是艺

术的悲伤”（75）。音乐环形中的第二个变量是莫扎特。在古典音乐的创作史上，莫扎特是一

座难以逾越的高峰，其音乐风格极大影响了贝多芬与舒曼的创作。露西弹奏莫扎特的作品是

在自己位于伦敦城郊的家中。在此之前，露西终于下定决心离开塞西尔，这一决定让她的母

亲和表姐都感到“悲伤”（111），唯有她泰然自若，将莫扎特的作品弹了一遍又一遍。与其他

几处音乐描写不同，福斯特在此并未描写露西的琴声，而是将重点放在露西的母亲、表姐和

毕比牧师对她毁婚的讨论之中。面对舆论的狂风暴雨，露西并未辩解，只是安静地弹奏莫扎

特的作品。当她“叮叮当当”（tinkling）地弹奏时，历经挣扎而最终做出选择后的如释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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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跃然于琴上（111，114）。

与音乐环形一样，地点环形与人物环形也同样遵循“重复加变化”（Aspects  133）的规律。

露西初次前往意大利旅行就被佛罗伦萨的氛围深深吸引，“感觉自己可以喜欢每一个人，感觉

社会阶级间的鸿沟虽不可消除但并非深不可测”（Room  68）。当她和乔治前往佛罗伦萨度蜜月

时，这种感觉已经成为现实，再次听到法厄同之歌，露西“意识到一种比爱情神秘的爱”（131）。

与佛罗伦萨不同，伦敦城代表一种守旧、古板、严格划分不同阶级的生活，当露西发现“伦

敦的经历会让自己疏远过去所热爱的一切”（75）后，她想要逃离这种生活的冲动便越来越明

显。在人物环形中，乔治既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启发露西冲破阶级藩篱，也是理想爱情的化身。

他对露西的爱完全是建立在了解并尊重露西的思想之上，而塞西尔则更像是后维多利亚时代

诸多中产阶级男性的缩影，虽然博学广闻，但却“不让女人为自己做决定——事实上，他不敢”

（113），这样的塞西尔注定无法和不愿做“家庭天使”的露西走到最后。对这两个人物的刻画

既体现了福斯特的婚姻观也体现了其阶级观。

二、环形交错的复杂节奏“圆外有言”：回旋曲式三重奏

《房间》中的三个环形结构并非各自独立，相反，这三个环形结构不仅相互交叠而且在交

叠中产生出回旋曲式的三重奏。它们的路线虽然不同，但起点却是重合的：露西在佛罗伦萨

邂逅了乔治，并在和乔治短暂相处后，于佛罗伦萨的雨天弹奏起贝多芬的作品。在这个场景中，

三个环形结构第一次产生交叠。佛罗伦萨给露西带来完全不同于伦敦的体验，在这里，露西

做出了许多大胆的尝试，如自己游览圣克罗彻大教堂、与乔治并行在亚诺河畔长谈，这些在

伦敦不被允许做的事情在佛罗伦萨都显得稀疏平常，而这则进一步放大了露西内心深处对真

诚、善良等美好品质的渴望，也让她更清楚自己对中产阶级诸多价值观念的否定。正如福斯

特在后文所说，“意大利赋予露西她自己的灵魂，那是所有财产中最无价的宝贝”（68）。而

乔治的出现则进一步让露西意识到她并不想像表姐宣传的那样去“激励男性去取得某种成就，

而不是实现自己的个人目标”她渴望的是一些“非凡的东西”（25）。同乔治的相处让露西逐

渐厌倦贝尔托利尼公寓中充斥的英国中产阶级气息，她选择弹奏贝多芬的作品，将自己从“糟

哚哚，一锅粥”（19）的氛围中暂时抽离出来，也让这三个环形结构产生第一次交集。可以看出，

此时的露西已经受到这三个核心环节的影响，内心的自我意识有了初步的觉醒。最终，露西

在认清自身所需后选择嫁给乔治，前往佛罗伦萨度蜜月，并在婚后成为教授贝多芬作品的音

乐教师。至此，三个环形结构的核心环节又一次产生交集，并为各自的环形结构画上圆满的

句号。“贝多芬—佛罗伦萨—乔治”的三位一体也构成了福斯特在《房间》中搭建起的理想

园地。

三个环形结构的第二次交集产生于露西人生的低谷时期。在她接受塞西尔的求婚并且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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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他去到其位于伦敦的家中时，她仿佛看见铺在自己眼前的只剩下做好“维斯太太”这一条路。

露西不想成为某个人的风景，既然是风景就不应该被限定在窗框之中。此外，露西与塞西尔

也并没有达到精神上的共鸣，塞西尔瞧不上露西自小长大的生活环境，此前也从未对露西有

过任何心动，仅仅是因为“意大利在她身上施展了某种魔法”，“为她打上了光”，“投下了影”

而决定向她求婚（Room  55）。与其说塞西尔珍视露西，不如说他珍视的是露西身上带有的欧

陆烙印。在这一前提下，塞西尔对露西的爱只能说是某种占有欲作祟，而塞西尔的名字（Cecil）

也在暗示他对于露西而言是一层难以冲破的“牢笼”（Cell）。塞西尔请露西在宴会的众人面前

弹奏钢琴，既是想向伦敦城里的众人炫耀自己未婚妻的气质与才华，也是想借由这个机会将

露西从他鄙夷的乡绅社交圈中带离，引入伦敦城的社交圈子里，为露西套上一层更高雅的枷锁。

露西在此拒绝了塞西尔让她弹奏贝多芬作品的提议，而是弹起了舒曼的作品，用这种方式表

达不满，“她是一个反叛者，但却不是塞西尔能理解的那种反叛者，追求的不是一间宽敞的客

厅而是与所爱之人平等相处”（68）。在“舒曼—伦敦—塞西尔”的这一锁链中，露西想要逃

离伦敦与塞西尔，而舒曼则是她表达逃离欲望的一条通道。与上一次交集不同，在这一次的

交集里，地点与人物的环形结构互相契合，但音乐环形却与之产生冲突，并成为进一步推动

三个环形结构往下一环节发展的关键因素。

除了这三次交集外，三个环形结构还有一次交错，即当露西弹奏莫扎特的作品时，地点

环形正处于从“伦敦”到“佛罗伦萨”之间，而人物环形则处于从“塞西尔”到“乔治”之间。

在此，莫扎特的作品犹如一针催化剂，推动露西在另外两个环形上走向下一个节点。露西单

方面解除婚约这件事在她的家庭里掀起不小的风波，只有能够从她弹奏的贝多芬的作品里听

出胜利感的毕比牧师对此表示支持，认为“这本就不是一场悲剧”（114）。此时的露西虽然已

经下定决心要离开伦敦，可是就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将要去向何方，也不知道自己解除婚约之

后还能再与什么人走入婚姻殿堂，但她已经迈出了最勇敢的一步，即做出逃离的尝试，这也

为露西接下来与乔治重逢并最终同乔治一起前往佛罗伦萨做好了铺垫。可以说，“莫扎特”环

节既是对之前环节的总结，也是开启最终环节的钥匙，成为为读者带来“惊喜、新鲜感”（Aspects  

132）的插曲。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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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 所示，《房间》中的三个环形结构正如三个回旋曲式，除了在各自曲部内达到统一外，

还因其或产生交集，或互相冲突，或交错并行的排列构成一曲三重奏。正如交响乐曲中不同

乐器的演奏同时进入听众的脑海并“构成一个共同的实体”（Aspects 133），不同环形之间也是

在故事情节的推动中自然生发出具有“节奏性”（133）的联系。《房间》以露西到佛罗伦萨旅

游为始，地点环形也成为第一个入场的环形结构；在露西逗留佛罗伦萨期间，她在贝尔托利

尼公寓里遇见乔治及其父亲并因一间“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与其产生交集，由此，人物环形

也被引入文中；在佛罗伦萨的经历和乔治父子使露西对自己原本接受的教育产生动摇并在一

个雨天弹奏起贝多芬的作品，至此，音乐环形出现并因其能反映出露西的心理成长过程而逐

步成为三重奏的主线。当地点环形进入伦敦，而人物环形中出现塞西尔时，露西内心对这两

者产生了抵触，她便借由音乐环形中的舒曼来诉说这种哀伤，这也使三个环形结构的第二次

交集产生了冲突，而在地点环形与人物环形要回到最初的起点之前，露西已经早其一步自救

于伦敦与塞西尔的桎梏中，在音乐环形与另两个环形结构的交错间隙抒发自己的坦然与自怡，

主导着地点环形与人物环形步入最终也是最初的环节中。这三个环形结构从内部将小说缝合

在一起，“走向美的建立，陶醉读者的记忆”（132），并在其错峰与并行中交织出小说人物的

丰满形象，实现文本内外的大融合。

三、环形之美：情节、人物与节奏的和谐统一

作为首位受邀至剑桥大学进行克拉克讲座的小说家，福斯特在其演讲中的野心绝不仅

限于传授简单的小说写作技巧，而是想讨论小说区别于其他文艺形式的美感到底从何而来。

尽管福斯特在这一系列讲座中关注的诸多议题在约半个世纪后才被正式命名为“叙事学”

（Narratology），但他当时的演讲已经触及了这门学科的某些重要论题，如“故事”（story）与“情节”

（plot）的区分（Kermode 25）。福斯特所看重的小说节奏正是小说家推动故事升华为情节的关

键手法之一，节奏感也在由内而外缝合小说情节的同时为小说赋予可与音乐类比的美感。在《房

间》中，无论是每个环形内部的简单节奏还是三个环形耦合在一起的复杂节奏都在推动故事

成为情节，并为小说赋予美感。

简单节奏以其“重复加变化”（Aspects  133）的特质为小说情节发展服务。在福斯特看来，

叙述一系列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事件可以被称为故事，但只有当这一系列事件之间互相产生了

联系，并且叙述的重点由描述事件转移到事件间的联系，此时叙述的内容才能被称为小说的

情节（69-70）。例如，在《房间》的第三章中，露西在佛罗伦萨的雨天里弹奏贝多芬的作品与

她在伦敦乡下的联欢会上弹奏贝多芬的另一部作品可以被看作是两个独立的故事，但在福斯

特的安排下，这两次弹奏经由毕比牧师的回忆而产生了联系，使贝多芬成为露西这一人物形

象的立身之根，而他评价露西“弹奏太多贝多芬了”（Room  25）也为后文露西逃离中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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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举动埋下伏笔。由此可以看出，想要创造两件事之间的联系，关键元素的重复不失为一种

见效显著的手法。布鲁克斯（Peter Brooks）在其著作中也强调，如果将文学作品的文本看作

一套热力驱动系统，那么，“重复”的手法便是这套系统的主要操作原则之一，通过重复，文

本和读者可以在构建主题整体和叙事秩序的形式中一起工作（123）。然而，如果只是单纯重

复相似或相同的元素，那这种手法对情节的推动作用便十分局限。虽然重复能够满足小说家

让读者具有记忆力（Aspects  70-71）的期许 ,但若要实现读者对小说家的期许，即小说情节“有

始有终”，“有伏线必有照应”，更甚者，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不断将记忆片段重新组合，

再三思考，发现新的线索、新的因果链条”并最终收获“一个在美学意义上紧凑的整体”（71-72）

的期许，那就需要在重复的基础上再加入变化，或者如布鲁克斯所言，“在重复中包含时间变

化的概念，而且可能是一个潜在的进步行为”（124）。同样以《房间》第三章中对露西弹奏贝

多芬的作品的两处描写为例，福斯特通过毕比牧师的心理活动表现这两次弹奏的不同之处：

在伦敦乡下的露西虽然对贝多芬的作品有自己的见解，但她只能领会到作品中表层的胜利元

素，而在佛罗伦萨领略过意大利与工人阶级的热情与善意后，她才开始将这种胜利元素进一

步升华为对演奏、对生活的激情。在这两厢对比下，地点环形的核心佛罗伦萨与人物环形的

核心乔治体现出了各自的重要性，即助推露西发现内心的真实自我，埋下后文露西逃离伦敦、

逃离塞西尔的伏线。

复杂节奏强调小说的整体和谐，在《房间》的情节中，这种和谐性并不是靠同一音部的

反复吟唱实现的，而是靠三个环形结构碰撞出的变音实现的。热奈特（Gerald Genette）将叙

事中的变音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省叙”，指叙述者“提供的信息量比原则上所需的更少”；

另一种被其称为“赘叙”，指“提供的信息量比支配总体的聚焦规范原则上许可的要多”（133-

34）。这两种变音都能在《房间》中找到恰当的例子。在地点环形中，露西从佛罗伦萨逃离后

动身前往罗马与塞西尔会和，福斯特却省略了露西在罗马的经历。表面上来看，这样处理使

地点环形缺失了一环，但这恰恰说明罗马和身处罗马的塞西尔对露西个人的成长而言并没有

起多大的助推作用，虽然说“意大利赋予露西她自己的灵魂”（Room  68），但真正为露西增添

欧陆光彩的只有佛罗伦萨和她在佛罗伦萨结识的艾默生父子。省叙的手法向读者强调“贝多

芬—佛罗伦萨—乔治”这一核心链条的重要性，赘叙的手法则接近于福斯特在讨论复杂节奏

时提到音乐节奏对小说创作的另一种启发：扩张（expansion）。“扩张”并不意味着小说家要

在某一段节奏中不断加入能提供新鲜感的变化，而是要有所取舍地将小说中的世界向读者开

放，通过变化来逐步拓展小说世界的边缘，“不是四舍五入而是敞开心扉”（Aspects  133）。例如，

在《房间》正文中，塞西尔总是以一副自命不凡、不体贴露西的形象出现，可在福斯特为《房间》

添补的后记里，正是因为塞西尔力陈“贝多芬是比利时人”的观点，才使原本被认为属于“德

国佬”的《月光奏鸣曲》在二战时的英军阵营内被奏响。在此，“塞西尔”与“贝多芬”竟产

生交集，并且塞西尔喜欢恶作剧但又富有真才实学的性格在这次交集中发挥了正面作用，为

塞西尔添上一个闪光点。通过这一次错位的交集，福斯特扩张了塞西尔原本的人物形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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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提供了另一种成长的可能，即在与露西和乔治接触过后，他也许能摆脱“中世纪遗风”（50），

接受由意大利带来的光与影。由此也可看出，福斯特并不会为了情节的发展而强行改变人物

的成长方向，他深知小说中人物幸运与否并非全靠情节展现，绝不能死板地用任何硬性法则

对其加以规定（Aspects 76-77），但恰恰是这种为人物成长而服务的意识使《房间》中不同环

形结构相互碰撞而产生变音，让情节发展更为生动活泛，并为小说赋予节奏美感。

小说所呈现的内容主要由眼睛吸收，再由大脑加工形成艺术效果，而在小说创作中加入

对节奏的兼顾，则为这一艺术形式增添可与古典乐相类比的美感。小说情节的重复、变化与

变音可以为小说增添节奏感，而这种节奏感也能反过来为小说情节的发展服务。要实现这一

效果，则需要小说家具有“思想家兼诗人”（thinker-poet）（Lefebvre 9）的节奏意识，也要求

其在创作时凌驾于作品之上，“（以情节制造者的身份）不断跟身为人物制造者的自己协商调停”

（Forster，Aspects  77-79）。

在其克拉克讲座上，福斯特提出的节奏观为小说之美提供了全新的探索视角，福斯特本

人也在其小说《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中通过三个环形结构来呈现小说的节奏感。简单节奏易

于捕捉，以重复引起读者注意，又以变化为读者提供惊喜感，而复杂节奏则完全融合在小说

内部之中，需要小说家在小说的各成分之间建立起带有节奏感的联系，使整部小说具有和谐

的美感。简单节奏与复杂节奏并不冲突。相反，一部具有节奏感的小说既要让读者能够在阅

读时就快速捕捉到某些重要元素的变化，并顺着这条变化线深入到小说的世界之中，也要让

读者在阅读完全文后感受到小说家的塑造在和谐的同时又有足够的留白以供想象。

在《房间》中，福斯特通过音乐、地点、人物三个环形结构的安排为小说增添了节奏感，

也使女主角露西的形象在三个环形结构的交错与并行中逐步成长、丰满。音乐环形的每一环

节都呈现出露西的心理变化，最终构成其精神成长的过程，此时的节奏可以说是露西的成长曲。

地点环形呈现的节奏像一曲热情的意大利民歌：意大利的人和风景激励英国人发展出融合不

同阶级和性别以及国家和民族的新方式（Roszak 167），而伦敦和伦敦人则如同福斯特在其他

小说中展现的那样具有一颗“发育不良的心”（岳峰 147）。人物环形呈现的节奏是福斯特颂

扬平等、自我与真情的布鲁姆斯伯里之歌，乔治对露西来说就像是启蒙时代的欧洲大陆向大

英帝国投射去的一缕光，让露西逐步看清自己的内心，而从露西在乔治与塞西尔之间做出的

选择也不难看出福斯特对其代表的不同阶级的态度。这三个环形结构的并行交织使这部以时

间为顺序进行线性叙述的小说逐步立体化，更重要的是，这三个环形结构通过其内部的简单

节奏以及外部耦合后营造的复杂节奏为小说赋予“可以与整个《第五交响曲》相媲美”的效

果，读者结束阅读时正如听众在听完管弦乐队的演奏一样，能够听到“从未真正演奏过的东西”

（Aspects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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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形象是对中国实践、中国理论、中国精神的高度浓缩和符号化表达。使用融通中外

的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积极开展中国形象国际传播，对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有效开展国际舆论引导和斗争有重要意义（葛彬超、郭怡菲 121-28）。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

断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持续扩大，讲好中国故事，传递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

全面的中国将日益重要。然而，当前中国形象在国际传播中存在自塑形象与他塑形象、媒体

形象与真实形象、现实形象与期望形象的三大不一致挑战（郭可、王宁 15-26），且现代媒体

融合背景下涉华舆情的快速传播经常对中国形象造成负面影响。

近年来，关于中国形象国际传播的研究成果丰硕，发表了多篇综述性文章。但是，多数

文章是基于少量文献进行的定性分析（季乃礼 104-13；罗幸 232-34），现有的基于计量学的

论文，主要围绕“国家形象”“China”和“Image”等有限的主题词进行分析（王海洲 3-16; 

印闯等 110-16）。此外，吴飞、林心婕分析了 2009—2019 年间中国知网（CNKI）和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中有关中国形象研究的论文，由于包含了未经严格同行评审的文献来源，

降低了统计结果的效度（4-9）。郇昌鹏、管新潮将CNKI中的核心期刊作为数据来源，通过将

标题含有“中国形象”或“国家形象”的期刊论文作为分析对象，结合信息贡献度和文献计

量学手段，从话语与翻译转向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形象研究的现状和趋势（56-62）。

针对当前所面临的挑战，亟需从中国形象的构建策略、传播策略和传播效果等方面进

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以有效推进中国形象的国际传播。鉴于此，不同于现有研究，本文采用

文献计量法，围绕“中国形象”和“国际传播”相关的主题词，结合可视化文献分析软件

CiteSpace的分析结果（陈悦等 242-53），梳理CNKI上从 2000—2022 年间的研究成果，总结

中国形象国际传播研究的现状和趋势，以期为研究者提供重要参考和启发。

一、研究现状

为了解中国形象国际传播研究的基本状况，本文使用CiteSpace软件对现有研究的发文量、

学科、相关期刊、发文作者和机构共现图谱、关键词共现图谱等进行可视化分析。

（一）研究方案

本文将CNKI作为数据采集平台，“（中国形象 + 中国国家形象） * （构建 + 国际传播）”作

为统计主题。根据数据统计，2000 年之前尚无与该主题相关的成果，故本文将数据来源年份

设为 2000 年至 2022 年。经人工筛选去除与主题无关的文献后得到 1595 条记录。这些记录中，

960 条记录来源于学术期刊，占比为 60.19%；530 条记录来源于硕士和博士的学位论文，占比

为 33.22%；41 条记录来源于会议，占比为 2.57%；26 条记录来源于学术辑刊，占比为 1.63%；

40 条记录来源于特色期刊，占比为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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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文量变化态势分析

领域文献发文量反映了其研究热度，是衡量领域发展的重要指标。中国形象国际传播领

域在CNKI中的发文量如图 1 所示。

 

▲图 1  中国形象国际传播领域发文量变化态势

由图 1 可知，该领域的发文量由 2000 年的 2 篇增长到了 2022 年的 231 篇，尤其是

2017—2021 年，发文量增长了 128 篇，增长迅速。此外，图中在 2008 年、2013 年、2019 年

及 2021 年出现了四个局部最高点，它们的出现与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影响力不断提

高有密切关联。例如，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为中国提供了展示自我、塑造形象的机会，

中国取得了当届金牌榜第一名，让世界认识到中国体育的长足进步；2013 年“神舟十号”飞船

和“嫦娥三号”探测器取得的成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科技的快速发展；2019 年，针对美国政

府发起的贸易战，中国秉承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和胸怀，本着对世界人民负责的道义立场积极

推动磋商，致力于真正解决中美经贸摩擦问题；2020 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国积极采取措施

遏制疫情蔓延，实现了控制疫情、复工复产、经济增长的目标，在 2021 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

首次突破 100 万亿大关，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为分析发文质量，本文统计了 960 篇学术期刊论文的期刊级别，其中，来源于北大核心

期刊目录的文献有 385 篇，占比 40.1%；来源于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文献有

343 篇，占比 35.7%。

（三）发文学科

对领域内文献进行学科分析有助于帮助研究者了解该领域中各学科的研究热度，因此本

文对该领域各学科发文量进行分析，并在北大核心、CSSCI期刊文献中为各学科挑选出引用次

数较多的文献作为代表文献，发文量前六的学科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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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发文量前六学科及其代表文献

学科 文献数量 /篇 代表文献 被引次数

新闻与传媒 875 （何辉 113-17） 99

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 449 （韩源 99-104） 188

戏剧电影与电视艺术 234 （赵瑜 58-63） 47

中国语言文字 103 （胡开宝、李鑫 70-75） 79

体育 94 （虞定海、张茂林 73-77） 51

外国语言文字 85 （赵秀凤、冯德正 31-36） 141

表 1 中“新闻与传媒”与“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发文量遥遥领先于其他学科。本文

认为，“新闻与传媒”是研究人类社会各类信息传播活动的形成、发展和基本规律的应用性社

会科学，且新闻传媒与和谐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共生共存的关系（李胜

楠 115-16），而国家形象本身就带有鲜明政治性（张昆、王创业 142-50），可见这两个学科均

和中国形象国际传播这一领域联系十分紧密。

（四）作者-机构共现图谱分析

文献的作者与发文机构代表着该领域内的研究力量，对研究领域内的研究者与研究机构

进行分析可识别该领域一定时期内有较高影响力的研究群体。基于CiteSpace获得的核心作者–

机构共现图谱如图 2 所示。图 2 中，结点间的连线表示共现关系，连线越多或字体越大，表

示结点出现频次越高。为突出显示领域核心作者，图中隐藏了发文少于 7 篇的作者。

▲图 2   核心作者-机构共现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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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核心作者之间的合作不多，并且主要为单一机构内部的合作，例如李雍和徐放

鸣同属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机构之间的合作也不多，且多为单一机构内部多个部门间的合作。

点击图 2 中的作者节点，可查看其发文量和发文时间。其中，黄会林的发文量较多，共发 7

篇文献，主要研究中国电影对国家形象的构建与传播作用。此外，郭玉成也发表了 7 篇文献，

他主要研究武术对中国国家形象构建的影响。本文统计了发文量前六的高产机构，如表 2 所示。

表 2 发文量前六的高产机构

机构 文献数量/篇 首发年份

北京外国语大学 26 2015

中国传媒大学 24 2007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23 2008

上海外国语大学 21 2004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17 2013

上海交通大学 15 2008

表 2 中，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发文量最多，其主要发文人为刘琛、张虹等。发文量第二的

是中国传媒大学，其主要发文人为任孟山。其中，刘琛依据我国学者对国家形象构成的定义，

从政治形象、经济形象和文化形象三个方面对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在澳大利亚的形象展

示进行历史分析与评价（155-60）；张虹以习近平在 70 届联大上的演讲为语料，基于社会文

化语言学中的“指示原则”，探 讨如何通过话语构建国家形象（17-21）；任孟山结合公共外交

理论等研究了中国形象的构建与传播（85-88）。

为找出领域中影响力较大的作者，本文统计出各个作者的被引次数。其中，被引次数最

高的五名作者分别为何辉（237 次）、赵秀凤（230 次）、韩源（219 次）、郭玉成（196 次）和

卢小军（194 次）。何辉基于中国形象的国际传播现状分析了中国形象的定位（113-17）；赵

秀凤和冯德正认为应该加强对多模态隐转喻的社会维度研究，从社会现实建构的角度，认清

新奇有趣的政治漫画背后的意识形态本质（31-36）；韩源提出我国应从设计国家形象、巩固

客观基础、运筹战略措施、占领传媒制高点等方面构建中国形象战略框架（99-104）；郭玉成

和李守培研究了武术对中国形象的影响，并指出可借助武术媒介推进中国形象的国际传播（9-

18）；卢小军提出外宣翻译是否讲究准确性、可读性和政治性，将会影响翻译质量、受众认知、

传播效果和国家形象的好坏（85-105）。

（五）关键词共现图谱分析

关键词反映文献的要点和主题内容，而多篇文章中共同出现的高频次关键词可反映该研

究领域内某一时期的研究热点与核心内容。为了解中国国家形象构建与传播的研究热点，本

文分析现有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如图 3 所示，其中隐藏了共现频次低于 7 次的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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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关键词共现图谱

图 3 显示，“跨文化传播”“主流媒体”“传播效果”“中国故事”“公共外交”等均是中国

形象国际传播研究的热点内容。鉴于中国形象国际传播主要包括形象构建、国际传播、传播

效果评估三个关键环节，结合图 3 中的热点研究内容，本文从国家形象的构建策略、国家形

象国际传播策略、国家形象国际传播效果等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

1. 国家形象的构建策略

国家形象是国家软实力的集中体现，可以结合中国故事、中华文化、民族精神等要素构

建。构建策略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构建无意识的、内在的、抽象的国家形象，包括传播媒

介中所蕴含的社会心理、国民性格和价值观念等；另一种则是塑造有意识的、外在的、具象

的国家形象，主要指传播媒介中所展示的视听符号和文化元素，等等（黄会林等 22-28）。例如，

纪录片能够借助强纪实性的国际化表达方式将中华传统文化元素、地理环境元素等融入具体

内容中，并以此构建中国国家形象（王玉娟、赵鸿瑜 108-12）。北京冬奥会充分利用体育赛事、

体育精神的普适性，制作外国受众可以接纳的传播产品，打造了一个全面真实多元的中国体

育形象（张昆、蒲蕤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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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资源、现实资源、民族特点与品格等海量异构的国家形象构建要素，丰富了中国的

国家形象，但也为其构建带来了资源组织与管理上的挑战。利用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

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建立国家形象构建资源的数据库和基础平台，将极大推动国家形

象国际传播的发展。例如，区块链技术依托非对称加密技术，采用分布式存储，利用时间戳、

共识算法等保障链上数据的真实、完整、可靠，现已在数字资源管理与流通等方面得到应用（魏

大威等 4-12）。针对当前国家形象资源数量庞大，类型复杂，缺乏统一规划、组织和管理等问题，

新一代信息技术可从资源分配目标、服务机制和调度等方面实现国家形象资源的优化分配与

智能重组，降低资源集成管理的耦合性（刘东亮等 80-86）。

此外，近年来各种抹黑中国的论调不断出现，塑造了负面的中国形象（邢丽菊、鄢传若

斓 3-17）。因此，中国国家形象的构建策略，既要体现坚持国际社会的共同价值，更要呈现具

有中国特色和中国内涵的价值（周鑫宇 19-23）。

2. 国家形象国际传播策略

全球化进程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然而，国家形象的传播具有跨文化性，

国家与地区间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宗教信仰、价值理念等差异，导致国际交流及更高层

次的价值认同存在诸多制约因素（田宓 134）。因此，国家形象传播策略要充分了解涉华舆情

的传播机制，将多种因素有效整合，更好地呈现国家形象，引导民众的认知关注。李益斌采

用SPSS与Eviews软件，应用回归检验的广义矩估计，分析得出GDP比值、中国赴日旅游人数、

中日实力对比变化等，是日本涉华舆情的关键影响因素（136-42）。通过大数据、自然语言处

理等技术，柳建坤等人对世界各大主流媒体新闻报道中与中国相关的数据进行语气评估，进

而识别新闻报道的情感态度，指出经济因素对涉华舆情关注度和情感度有着重要影响，而经

济因素对涉华舆情情感度的影响主要出现在发达国家（79-87）。

面向不同地区和国家的特点研究传播策略，可以厘清国际传播目标受众的接受习惯和话

语期待，挖掘受广泛关注的话语议题。结合恰当的话语策略、合适的媒介类型，可以探索出

国家形象在国际传播中的精准推荐方法。例如，近年来，因强化民族认同和扩大本国利益的

需要，越南倾向于将中国定位为竞争对手，但经济因素仍是未来中国争取越南民众好感的突

破口（夏梦真、郝雨凡 52-59）。功夫电影是传播最广、知名度最高的中国类型片之一，它在

北美地区构建和传播中国形象的效果好于其他大众媒介，具有独特优越性。

目前，精准国际传播研究运用数据科学和计算机学科的方法，在传播受众、内容、渠道

等传播学领域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解学芳、祝新乐提出引入区块链中的工作量证明等机制，

发挥技术驱动的优势，根据受众偏好和个性化特征实现中国故事的精准推荐，推动中国形象

在国际传播中的良性循环（46-60）。宋菲菲等人采用差分进化算法，以最小化受众特征（热点、

时间、媒介等）和资源特征（内容类别、开发时间、载体等）的差异程度为目标来构建广义

回归神经网络，进行资源推荐，获得了更优的推荐准确率（185-91）。高子建等人根据受众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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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和谱聚类算法对受众进行分类，采用基于矩阵分解的隐语义模型填充缺失的受众反馈数据，

再利用改进后基于邻域的协同推荐模型进行资源推荐结果的预测，从而为受众推荐符合其习

惯和喜好的资源（2517-24）。数据科学和计算机学科在数据来源与收集方法、数据分析方法层

面的研究范式可为国家形象精准传播研究带来新机遇，从而打破传统传播研究的局限性；从

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等视角可深入开展有关传播内容、场景、用户精准传播

的研究（岳琳 11-22）。

3. 国家形象国际传播效果

针对来源复杂的大众传播信息和具有明显多模态特征的媒介样本，通过准确识别受众的

情感倾向，进行传播受众对华友善度的客观评价，以此评估现实中国形象的国际传播效果，

进而探索出能有效反馈和优化传播效果的方法。传播效果可以分为认知、态度和行动三个层面，

这些层面同时也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效果形成过程的不同阶段。在国家形象国际传播研究中，

以问卷调查为评估传播效果的主要方法，手段单一，且费时费力。因此，如何利用信息技术

评估中国形象传播效果，研究国家形象传播效果的动态评测方法，对于进一步推进中国形象

国际传播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在媒介技术发展迅速的今天，信息技术手段在智能传播时代的传播效果研究中拥有巨

大应用价值。张腾等人为预测视频传播效果，爬取和采集相关视频平台的弹幕数据，利用

Word2Vec模型和余弦相似度生成情感曲线，并使用情感词典算法对弹幕情感进行量化（32-45）。

此研究从时间序列的视角分析视频受众的情感变化，探索具有良好传播效果的影片情感模式，

拓展相关研究与新兴技术的融合途径。基于“上瘾模型”，高晓晶等人应用SPSS非参数检验

方法对图书馆短视频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认为标题句型、背景音乐情感类型、

制作类别、信息类型等是影响短视频传播效果的主要因素，其研究完善了传播效果影响因素

模型，为提升短视频的中国形象传播效果提供了新参考（13-22）。这些成果为国家形象传播效

果研究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发展趋势

中国形象国际传播研究涉及多个学科，但核心作者–机构共现图谱（图 2）的分析表明，

不同机构、学科的作者间交流较少，局限了此领域的理论与实践发展。而从关键词共现图谱（图

3）来看，大数据、区块链、神经网络等信息技术虽然被初步应用于该研究，但未形成有效的

体系和系统，无法与中国形象国际传播的形象构建、国际传播、传播效果评估三个环节全面

融合。在此背景下，加强理论建设，进一步推进与技术的深度融合，并强化学科交叉性，是

解决当前中国形象国际传播研究痛点和难点的可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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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中国形象传播的基础理论研究

基础理论研究为应用发展研究提供必需的基础理论框架支撑，理论的不足导致对问题的

认识是分散和割裂的（季乃礼 104-13）。例如，在中国形象构建与传播评估上的理论建设仍有

待加强，虽然相关研究主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具备宏观意义上的目标设定，但缺乏足够清晰

和完备的评价指标，这导致难以建立共性与个性相结合、受广泛认可的评估体系，以及开展

有针对性的资源分配和有效的资源利用。此外，在评估效果时，如何科学地为各评估指标分

配权重，并适时改进，是最终建立评估体系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在未来的中国形象国际传播研究中，要加强理论建设，实现理论性和实践性协调共进，

并渐趋均衡化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形象国际传播领域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探索的不均衡

状态。

（二）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中国形象国际传播的深度融合

目前，中国形象国际传播领域已积累了一些相关理论与经验，大数据、深度学习、自然

语言处理等技术也已被应用于该领域，并取得一定进展。在媒体融合的背景下，新的信息技

术深度融入中国形象国际传播研究是未来研究的基础。

1. 中国形象构建资源的知识化建模。要充分挖掘与组织海量、多模态的中国形象构建资源，

结合国家形象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维特点，剖析国际传播的主体、媒介、热点等差异性，

考虑传播对象的偏好及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探索多模态中国形象构建资源的组织机制，研

究可以融合传播资源和相关要素的知识库的生成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知识融合和推理（范

红 141-52）。具体而言，可先从数据库或通过爬虫采集多模态的国家形象构建资源，建立资源

数据库；再利用深度学习方法剖析涉华舆情，厘清不同国家在中国政治、经济、教育、宗教、

法律、文化艺术等维度上的关注点与舆情发展规律；然后探索中国形象构建资源的跨国界、

跨语言的知识融合和推理模型，建立可演化的中国形象构建资源库。

2. 中国形象国际传播的精准推荐。如何深入剖析涉华舆情的传播规律和传播受众的个性

化特征，以实现特定舆情背景下中国形象资源在国际传播中的精准推荐方法，是中国形象国

际传播研究的关键问题（柳建坤等 79-87）。相关研究可基于神经网络中的大规模预训练模型，

探讨不同语言、文化、宗教信仰下精确话语表达的自适应策略，并建立相应策略库，再根据

传播对象的客观特点与主观偏好、多样的话语类别、多模态的表达内容等差异化特征，应用

个性化推荐和优化技术，研究特定涉华舆情下国家形象构建资源的智能编排和推荐。

3. 中国国家形象传播效果的智能评测。结合媒体融合背景对中国形象的国际传播效果进

行智能评测，对于完善国家形象的塑造和传播具有重要作用。媒体融合背景下大众传播信息

来源复杂，媒介样本具有明显的多模态特征（刘燕南、刘双 9-14）。针对特定国家、区域或人

群的大众传播信息的复杂性，基于多模态样本准确识别受众的情感倾向，进行传播受众对华

友善度的客观评价，以评估中国形象的国际传播效果，研究国家形象传播效果的动态评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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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可以有效反馈和优化中国形象传播效果。具体而言，可利用爬虫从媒体传播渠道采集文本，

语音，涉及面部表情、姿态的视频 /图像等多模态媒介样本，并应用深度学习方法从样本库探

索中国形象传播效果的情感分析和跟踪模型；再应用大数据和机器学习技术，研究中国形象

传播效果的动态评测模型，根据评测结果进一步完善中国形象传播研究。

（三）强化中国国家形象国际传播研究的学科交叉性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科交叉性不断增强，除了传统的新闻与传媒学科，语言学、体育学、

文学、计算机等学科的研究者也开始关注中国形象传播问题，一些广受关注的政治事件和外

交策略为研究提供了不同视角和重要的切入点（吴飞、林心婕 4-9）。不同学科，尤其是不同

机构之间的互相交流与合作，将进一步促进基础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完善，对于深入和扩展现

有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中国形象国际传播研究的学科融合交叉趋势日益凸显。

近年来，中国形象的相关研究受到高度关注且发展迅速，而结合涉华舆情剖析、学科交

叉等角度进行的中国形象的构建策略、国际传播和传播效果的研究，也已取得了一定进展。

为推进中国形象国际传播研究，本文利用CiteSpace对CNKI中的文献进行计量学分析，系统

性地从发文量变化态势、发文学科、作者–机构共现图谱和关键词共现图谱等方面概述了研究

现状，指出了不足，并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融合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强化交叉学科研究三个

方面归纳了中国形象国际传播的趋势，可为本领域的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与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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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以机器学习、深度学习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算法在

学术界和工业界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越来越多的人文学者希望借新兴的人工智能算法来解

决传统的人文学科问题，这主要体现为作者归属与风格分析、作品情感分析、人物关系挖掘、

模式发现与可视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不断增多（郭金龙、许鑫 11-18）。李贤平对《红楼梦》

中的虚词进行词频统计，探索各回的接近程度，利用层次聚类解决了《红楼梦》前 80 回和后

40 回的作者归属问题（3-16）。邰沁清等使用文本挖掘技术对金庸文本进行关键词分析、人物

关系挖掘和人物情感分析等多维度的勘探研究，从多个方面呈现了金庸笔下的武侠世界（115-

36）。岑萧萍等利用关键词抽取、层次聚类分析等方法对《易经》文本进行深度挖掘，利用可

视化技术展现了《易经》中六十四卦的联系，为中医的古籍挖掘工作提供了新思路（46-51）。

综观上述研究，人工智能技术在传统人文领域的应用成果颇丰，本文将利用人工智能技

术探究中国科幻作品及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策略。目前学界所展开的对外传播研究长期以来

集中于定性分析的层面，缺乏定量研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则可以从大量文本中挖掘隐性

知识，进行量化分析。2023 年科幻电影《流浪地球 2》的热映将“中国式科幻”一词推向了

前所未有的高度。本研究将立足热门科幻作品《流浪地球》的小说及其改编电影的英语网络

评论，借助人工智能算法探究其对外传播情况，找出该类作品对外传播的阻隔因素，为我国

的对外传播工作提供参考。

一、数字人文视域下的情感分析

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是一个将现代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应用于传统的人文研究与

教学的新型跨学科研究领域（王晓光 web），主要借助文本挖掘、网络分析、可视化，以及地

理信息技术等技术手段对传统的人文学科进行量化研究（赵薇 191-206，232-33）。情感分析

是文本挖掘工作中的一项重要技术，它可以自动识别文本中的情感倾向，摆脱传统情感分析

只能依赖专家学者进行人工分析的困境。在数字人文研究中，除了分析文学作品的情感以外，

情感分析还可以用来研究社交媒体上的舆论，分析不同时期内的民众情绪变化，了解民众对

某个事件或者政策的态度（黄仕靖等 149-59）。总之，情感分析技术可以帮助人文学者更好地

理解人类行为和思维，对数字人文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情感分析的方法可以分为基于词典、基于机器学习和基于深度学习三类。基于词典的

情感分析方法主要依赖于人工情感词典的构建，通过规则加权计算获得整个文章的情感值，但

随着网络新词的不断涌现，原有情感词典在情感分类时存在灵活度不高的问题（王婷、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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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 11-24），分类准确率也较差。基于机器学习的情感分析方法是指以带有情感标签的数据训练

一个情感分类器用以辅助研究。目前Python提供了很多基于机器学习的情感分析工具包，如

SnowNLP、TextBlob等。近些年来，许多学者借这些工具在数字人文领域进行了相关实践：如

张璐利用TextBlob工具包对《三体》的海外读者评论进行情感分析，探讨了海外读者对中国

译介文学的接受与评价（80-86）；石春让、邓林利用TextBlob工具包对贾平凹《高兴》英译

本的读者评论进行情感分析，考察了书中地域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与传播效果（58-66）。基于机

器学习的方法使用更加简单，能够取得更高的分类准确率，但是需要人工指定特征。大多数

机器学习算法的性能依赖于所提取特征的准确度，而深度学习能够从数据中直接获取高级特

征，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基于预训练语言模型微调的深度学习方法给情感分析带来了新的

机遇。2018 年谷歌（Google）公司发布了BERT模型（Bidirectional Encoder Representations from 

Transformers）（Devlin et al. web），它将双向的Transformer机制应用于语言模型（Vaswani et al. 

30），能充分考虑到单词的上下文信息。研究者们利用自身数据集对该模型进行微调，在情感分

析等下游任务上都取得了较好的实验结果。黄紫荆等基于BERT模型对《拉贝日记》进行分句

情感识别，探究南京大屠杀前后拉贝的情感分布特征、变化趋势和对不同人物的情感倾向（1-10）。

综观以上研究，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渗透到传统人文领域，其中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被广泛

使用。目前，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发展经历了四大范式。第一范式指的是概率统计时代的完

全监督学习，这种完全监督学习不仅需要人为指定特征，而且性能表现依赖数据标注的质量。

第二范式指的是神经网络时代的完全监督学习，这种范式下的神经网络模型能够自动获取特

征，但是仍然需要人工来进行合理的模型架构设计。第三范式指的是预训练微调的范式，在

这种范式下，模型往往需要在大规模的无监督数据上进行预训练，接着在下游任务的数据集

上进行微调；这种特定领域内的数据集往往获取困难，需要大量的人工进行标注，人工成本

较高。第四范式的提出有效解决了这一问题，通过合适的提示（Prompt）将模型的下游任务

改造成预训练任务中的形式，为小样本和零样本学习提供了可能，逐渐形成了以预训练、提示、

预测为主要手段的Prompt工程（Liu et al. web）。本文考虑到人文领域内数据获取困难、人工

标注成本过高的问题，采用上述提示学习的方法，以英语受众对《流浪地球》小说英译本及

其改编电影的网络评论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情感分类与关键词分析，考察把握该类中国科幻

作品的对外传播情况。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流浪地球》是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的作品，小说讲述了太阳即将发生氦闪，人们开启“流

浪地球”计划，试图带着地球去外太空寻找新的太阳的故事。刘慈欣凭借该科幻小说于 2000

年获中国科幻银河奖特等奖。2013 年，该小说的英译本The Wandering Earth 被亚马逊（Amaz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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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旗下出版社出版，面向全球发行。不仅如此，2019 年该小说还被改编成同名科幻电影在

国内外上映，引起了广泛关注。影片基于原著小说的背景设定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故事，它们

为新时代的中国形象注入了新的血液，影像化的传播使得它们已然超越文学与电影的范围上

升为更大更具影响力的文化现象（张俪曦、郑艳林 62-64）。因此，本文选取《流浪地球》英

译本及其改编电影的英语网络评论作为研究对象，能够有效探讨该类中国科幻作品在海外英

语世界的传播情况。

本文以“The Wandering Earth”为检索关键字，借助网络爬虫工具分别爬取美国最大的电

子商务网站亚马逊平台和全球最大的书评网站好读（GoodReads）平台的书籍评论，及美国著

名影评网站烂番茄（Rotten Tomatoes）和互联网电影数据库（Internet Movie Database，为简

便，后文全部写作 IMDb）平台的电影评论。评论数据采集时间截止于 2022 年 5 月 20 日 18 时，

保留用户姓名、评论内容和评论时间等相关内容，在对数据进行去重、删除非英语语言等文

本降噪工作后，获取亚马逊平台 206 条、好读平台 300 条共计 506 条书评数据，获取烂番茄

平台 313 条、IMDb平台 705 条共计 1018 条影评数据。实验所采用的数据集为 IMDb数据集，［1］

它包含 50000 条严重两极分化的电影评论，其中训练数据及验证数据各 25000 条，且训练集

与验证集中的正负评论数目相等。该数据集可直接用于二元的情感分类任务，能够适配本文

的任务形式，节约人工标注的成本。

（二）方法选择与框架构建

本文从句子和词汇两个维度展现评论数据背后隐性知识的挖掘过程：首先从句子维度对

评论数据进行情感极性分类，接着从词汇维度对评论数据进行主题挖掘。研究框架如图 1 所示。

▲图 1   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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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提示学习的情感分类

如上图所示，在对相关评论数据进行情感极性分类的过程中，采用T5（Transfer Text-to-

Text Transformer）预训练语言模型作为情感极性分类的基础模型。相关研究表明，它在情感

分析等各种自然语言处理下游任务上都有更为优异的表现（Raffel et al. 1-67）。该模型最大的

贡献就是为整个自然语言处理预训练模型领域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框架，它将所有的自然语言

处理任务都转化成了文本到文本的形式。此外，为了解决领域内数据获取困难、数据量较小

的问题，实验中采取提示学习的方法。提示学习能够将自然语言处理的下游任务改造成预训

练任务中的形式，以此来有效地利用语言模型在预训练过程中学到的知识，为少样本和零样

本场景提供新的解决思路。具体的实现方式是在原始输入文本中插入一个类似于完型填空的

提示化模板，接着构建一个标签词表，将分类问题转化为预测和标签相关词的问题。针对手

工构建标签词表会给结果带来高偏差和高方差的问题，实验选择使用Knowledgeable Prompt-

tuning（KPT）知识融合的方法。大量实验证明了Prompt和KPT知识融合方法的有效性，能够

进一步提高分类任务中预测的准确率（Hu et al. web）。

实验参数选择方面，为模拟某些特定人文领域内数据获取较为困难、高质量标注数据较

少的情况，对 IMDb训练集中的 25000 条数据进行随机采样，仅选取其中 500 条数据作为训

练样本，其中正向情感评论数据样本与负向情感评论数据样本各 250 条。每次训练的样本数

（batchsize）为 4 句，数据样本最大序列长度为 256。优化器采用AdamW优化器，实验中创建

两个优化器实例，分别为实验中的Prompt参数和Model参数进行调优，学习率分别为 0.0001

与 0.001。损失函数采用交叉熵（Cross Entropy）损失函数，训练迭代次数（Epoch）为 10。

2.基于统计和词向量的关键词抽取

除上述从句子维度对评论数据进行的研究外，本文还从词汇维度对评论数据进行更细粒

度的研究与挖掘。首先对评论数据进行聚类处理，接着在各聚类类别中分别抽取关键词，通

过关键词把握评论数据中的不同维度的关键主题信息。

实验中使用BERT模型对评论数据进行动态编码，将评论数据转化成计算机能够识别的词

向量（embedding）表示，接着利用K-Means算法对这些评论数据的词向量表示进行聚类，词

向量的聚类结果即为评论数据的聚类结果，聚类类别设置为 3。

为了使在各聚类类别中抽取的关键词更具代表性，实验采取基于统计和词向量关键词抽

取相结合的方法。Yake（Yet Another Keyword Extractor）是一种基于统计的无监督的自动关键

词提取方法，它不依赖文本的所属领域和语言，利用词条位置、词频、词条的上下文关系等

统计学特征抽取关键词（Campos et al. 684-91）。而KeyBERT是基于词向量进行关键词抽取的

算法，该算法假设关键词和文档在语义上表示是一致的，利用BERT词向量和简单余弦相似度

来创建与文档最相似的关键词和短语（Sharma and Li web）。实验先利用Yake生成候选关键词，

再利用KeyBERT从这些候选关键词中进行关键词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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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结果量化分析

（一）基于句子维度的情感态度分析

为探究以《流浪地球》为代表的中国科幻作品对外传播效果，本文整理了相关书评和影

评数据以绘制曲线图，描述《流浪地球》英译本及其改编电影的历时评论数目，以此来反映

英语受众对它们的关注热度，如图 2 所示。

▲图 2  评论量年度趋势

从图 2 可以看出，自 2013 年《流浪地球》英译本面向海外读者出版以来，其读者评论量

总体呈上升趋势，并于 2019 年达到顶峰。这或许与中国的文化输出活动存在相关性。2019 年，

《流浪地球》小说的同名改编电影在海外上映，电影火爆的同时还推动了观众对其原著小说的

关注。这也给中国的对外传播工作提供了启示：可以将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

通过多种途径讲好中国故事，形成独特的对外传播优势，让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出去”。

总体而言，英语受众对《流浪地球》小说及其改编电影都保持着良好的关注热度。为进

一步考察英语受众对它们的情感态度，使用训练好的模型对原始评论数据进行情感极性预测。

在原始标注数据较少（500 条数据）的情况下，基于提示学习的方法训练得到的参数最优模型

在 IMDb验证集（25000 条数据）上预测的正确率可达近 90%，表明该模型具有良好的泛化能力。

把收集到的书评数据和影评数据分别输入模型，让模型对其进行情感极性分类，得到各类型

评论的数量及占比情况，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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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类型评论的数量及占比

平台 正向评论数量 正向评论占比 负面评论数量 负面评论占比

亚马逊 179 86.9% 27 13.1%

好读 244 81.3% 56 18.7%

书评汇总 423 83.6% 83 16.4%

烂番茄 175 55.9% 138 44.1%

IMDb 419 59.4% 286 40.6%

影评汇总 594 58.3% 424 41.7%

在所有书籍评论中，正向情感书评共计 423 条，占总书评的 83.6%，负向情感书评的数

量仅为 83 条，占总书评的 16.4%。而在所有电影评论中，正向情感影评共计 594 条，占总影

评的 58.3%，负向情感影评的数量共计 424 条，占总影评的 41.7%。由此可见，大部分英语受

众对《流浪地球》英译本及其改编电影给予了较为肯定的评价，但对二者的喜爱程度却存在

较大的差别。英语受众对《流浪地球》小说喜爱程度更高，而对其改编电影的喜爱程度较低。

针对这种现象，下面将从词汇的维度对相关影评数据进行挖掘，从影片的负面评论中找到《流

浪地球》电影观众喜爱度较低的原因。

（二）基于词汇维度的关注主题挖掘

基于上述情感极性分类结果，为找出英语受众对《流浪地球》小说及其改编电影喜爱度

差别较大的原因，对影片的负面评论进行关注主题挖掘。通过对影片负面评论进行聚类及关

键词抽取工作，我们得出了各个聚类类别中评论数据的关键词表，如表 2 所示。

表 2 各类别关键词及其余弦相似度

聚类类别 关键词及余弦相似度

A
(‘bad sci-fi movie’, 0.361), (‘Chinese’, 0.1776), (‘time’, 0.0668), (‘earth surface’, -0.0579), (‘cgi’, 
0.0338), (‘watch’, 0.3107), (‘effects’, 0.012), (‘plot’, 0.1174), (‘made’, 0.0821), (‘space’, 0.0596)

B
(‘bad movie’, 0.5654), (‘cgi’, 0.2249), (‘China’, 0.127), (‘time’, 0.1271), (‘made’, 0.1297), (‘sci-fi’, 
0.273), (‘effects’, 0.1343), (‘plot’, 0.1906), (‘space’, 0.1275), (‘acting’, 0.3245)

C
(‘Chinese movie’, 0.6049), (‘bad acting’, 0.3738), (‘sci-fi’, 0.3255), (‘plot’, 0.2297), (‘space’, 0.1226), 
(‘people’, 0.1067), (‘wandering earth’, 0.0815), (‘make’, -0.0177), (‘disaster movies’, 0.3232), 
(‘characters’, 0.0849)

从关键词抽取结果可以看出，英语受众对《流浪地球》影片的关注已经上升到了国家的

高度，如A类别中的“Chinese”、B类别中的“China”以及C类别中的“Chinese movie”。从

A类别中的关键词“bad sci-fi movie”和B类别中的关键词“bad movie”中可以看出英语受众

对《流浪地球》影片整体评价较差。负面影评主要集中在“plot”“effects”“cgi”“characters”“ac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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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情节、特效、演员的人物塑造与演技）等方面。下面将主要从这几个方面着手定性分析《流

浪地球》改编电影的负面评论文本，深度剖析《流浪地球》影片观众喜爱度较低的原因，进

一步探究影片作为传播载体时对外传播的阻隔因素。

四、样例文本分析

故事情节方面，《流浪地球》影片向海外观众呈现了一种中国式的科幻浪漫，即“带着地

球去流浪”。这一设定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农耕文明以来就具有的家园情怀，蕴含中国的民族文

化。即使在影片负面评论中也有对这一背景设定的肯定，如 ID为 j-76083 的 IMDb用户评论道，

“It has nothing to impress me except for its visual effect and the romantic concept, which is pushing 

the mother Earth away instead of leaving it.”（除了视觉效果以及带着地球母亲去流浪而非离开

的浪漫设定之外，这部电影没有其他地方能让我印象深刻）。然而，也有读者提出异议，觉得

该设定是缺乏科学依据的，其做法是脱离现实的，如 IMDb用户 timbarnden认为，“The central 

premise of the plot had some merit, but no scientific explanation of how it could work.”（该情节的

主要设定确有可取之处，但其运作方式并无科学依据）。因此，影片中缺乏科学依据的情节设

定可能是其海外受众喜爱度较低的原因。

特效方面，《流浪地球》影片制作方在特效上投入了大量资金，为观众们呈现了一场无与

伦比的视觉盛宴。影片中末日世界里冰封上海的视觉奇景令人震撼，博得了多数海外观众的

好评。如烂番茄用户Mohammed A评论道，“CGI was the only thing I liked in the movie [...]”（这

部电影中唯一受我青睐的就是电脑成像CGI［……］）。特效是影片特有的表现方式，科幻影

视作品中合理的特效表现形式可以让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在影片中找到情感共鸣，进而可

以在跨文化传播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更好地构建国家形象。但一部影片空有特效还远远不

够，正如 IMDb用户charleslanobucklin指出，“The special effects are Amazing. Unfortunately they 

overwhelm a thin plot. [...] It was as if I was watching an endless display of fireworks that got boring 

and repetitious after a while. ”（该电影的特效令人惊叹。但不幸的是，特效过多使得电影情节

捉襟见肘［……］就好像我在观看一场永无休止的烟花表演，短暂的欢快之后只剩下枯燥和

单调）。

同样，作为影片不同于小说的独特之处，海外观众在演员的人物塑造与演技方面也大都给

出了负面的评价。如 IMDb用户yukinakayamatokyo评论道，“[...] the acting and characterisation 

is equally as one-dimensional.”（［……］演技和角色刻画都如出一辙，肤浅不堪）。也有海外

观众表示，文化的差异才是他们在人物塑造与演技方面给出负面评价的原因，如 IMDb用户

Caeradwyn评论道，“The characters might be believable for Chinese viewers, but as a European (more 

specifically Norwegian), I couldn’t relate to how the characters behaved or most of the choices they 

made.”（对中国观众来说，这些角色也许可信，但作为一名欧洲人，尤其是一名挪威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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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行为方式和多数选择着实令我费解）。同样，IMDb用户carlosgarciapando也表示，“There 

may be a vast cultural difference, but the characters do not exhibit any credibility in their emotions or 

motivation.”（文化鸿沟或许存在，但这些角色所展现的情感和动机并没有任何可信度）。

通过梳理关于《流浪地球》改编电影的负面评论，我们可以发现，除上述通过关键词抽

取结果所呈现的三个主题之外，影片的配音与字幕翻译也可能是差评的原因。如烂番茄用户

Heath V表示，不当的影片配音会影响原片中的人物性格塑造，“The dub actors make the movie 

much more cheesy than it is. They fail to capture the true tone of the movie, and make the young 

sister out to be a very whiny annoying character.”（配音演员让这部电影更加的俗不可耐，因为

他们没有抓准整部电影的基调，把妹妹塑造成了一个爱发牢骚的讨厌角色）。此外，不当的字

幕翻译造成了信息的丢失，进而导致影片的评价降低。例如，影片中妹妹称呼其哥哥“刘启”

为“刘户口”，“启”字拆开恰好是“户口”二字，而影片的字幕翻译并未特别说明这一点，

而是直接采取音译法翻译人名。因此，没有中文知识背景的人会对此感到困惑。正如 IMDb用

户 the_real_smile评论道，“So it is possible I watched a masterpiece, but never know because of the 

translation.”（所以很有可能我看了一部杰作，却由于翻译的缘故并不知道它是一部杰作）。

在以影片为载体进行对外传播时，故事情节、特效和演员的人物塑造与演技等影片所具

备的独特属性会天然地被观众所关注。一旦这些方面做得不够好，海外观众对影片的整体喜

爱度便会降低，进而导致影片口碑下滑、传播受阻，这也是影视类科幻作品对外传播时的主

要阻隔因素。

五、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析以《流浪地球》为代表的中国

科幻作品的海外传播情况。基于《流浪地球》英译本及其改编电影的网络书评与影评，利用

可视化和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对评论数据进行挖掘，从句子和词汇两个维度展现数据背后隐

性知识的挖掘过程。这是数字人文理论和方法应用在对外传播研究中的一次具体实践，从中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以《流浪地球》为代表的中国科幻作品在海外英语世界的传播情况整体较好。研究中

发现英语受众对《流浪地球》小说的关注整体呈上升趋势，《流浪地球》电影的上映更是将其

关注度推上了顶峰。文学作品的影视化形成了独特的对外传播优势。根据模型情感极性分类

结果，超半数的英语受众对《流浪地球》小说及其改编电影给予了积极评价，这表明以《流

浪地球》为代表的中国科幻作品深受英语受众喜爱。

2. 同一作品由于传播载体的差异性，其传播效果也会存在差异。研究发现，与《流浪地

球》小说相比，英语受众对《流浪地球》电影的喜爱程度偏低。影片的负面评价主要集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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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情节、影片和演员的人物塑造与演技等方面，这也是影片作为传播载体时对外传播的主

要阻隔因素。

（二）研究启示

数字人文技术为传统的人文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本研究不仅展示出数字人文技术应用

在对外传播研究中所具有的独特优势，还给中国的对外传播工作提供了一定的启示：对外传

播可采用多模态的传播策略，使得各模态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进而提升对外传播效果。

针对不同模态产生的传播效果存在差异性的问题，应注重受众的反馈以满足他们的特殊需要。

例如在相关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影视作品的制作方在考虑文化差异

的同时也需要兼顾原著的情节特色，切勿随意改编。此外，影视作品的画面制作、演员挑选、

配音及字幕翻译等都是值得制片方去关注的点。

注释［Note］

［1］https://huggingface.co/datasets/im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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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学习者学业情绪的在线英语教学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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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疫情以来广泛开展的在线教学对高校师生都是一次新的挑战和体验。本研究基于学习
者的学业情绪，以外语专业学生线上学习为例，深度了解线上学习者的需求和体验，对在线教学
课程进行评价，为现阶段课程质量认定和教学效果检验提供依据。研究设计学习者在线学习学业
情绪量表和问卷，并对学生开展问卷调研与分析。研究发现整体上疫情期间线上学习环境下受测
学生对积极情绪的感知程度高于消极情绪，学生的愉快、希望等积极高唤醒情绪感受最高，表示
学生在疫情线上学习期间依然能保持良好的学习状态和持续学习的动力。但通过消极情绪的分析
也能体现出线上教育在互动性、教学设计系统性方面的欠缺。研究为今后线上教学的发展提供参
考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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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nline teaching carried out since the outbreak of the epidemic is a new challenge and 
experience for college teachers and students. Based on learners’ academic emotions and taking foreign 
language majors’ online learning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deeply understands the needs and experience 
of online learners, evaluates online teaching courses, and provides a basis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curriculum quality and the inspection of teaching effect at the present stage. The study designs learners’ 
online learning Academic Emotion Scale and questionnaire, and carries out questionnaire surveys on 
students. It can be seen from the research that, on the whole, in the online learning environment during 
the epidemic, the students’ perception of positive emotion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negative emotions, and 
the students’ feelings of positive high wake-up emotions such as happiness and hope are the highest, 
indicating that students can still maintain a good learning state and motivation for continuous learning 
during the online learning of the epidemic. However, the analysis of negative emotions can also reflect 
the lack of interaction and systematic teaching design in online education. The research provides 
reference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online teaching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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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以来开展的在线教育对高校老师及学生都是一次新的挑战和体验。在线教育作为新

型的教育方式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教育系统需要在短时间内实现各要素的

重新融合，借助“互联网+教育”的模式推进在线教育在短时间内全面铺开。在线教育教学效

果、学习效果如何，如何对在线教学进行评价认定仍缺乏清晰的标准。有关在线教育的评价

的研究一直很活跃，但是学习者作为主体的重要性未得到强调，其情感体验受到忽视。因此，

本研究从学业情绪的角度出发探讨分析学习者对在线教育的评价，将学习者分为积极高唤醒、

积极低唤醒、消极高唤醒和消极低唤醒四种类型，依据四类学习者学业情绪设计学习者在线

学习学业情绪量表，从教师、教学内容、教学效果、教学资源，以及教学技术五个方面进行

课程评价反馈和学生学业情绪问卷调研。研究有助于发挥学习者为评价主体的作用，帮助教

学者了解学习者对线上教学的评价和学业情绪表现，为在线学习平台与在线教学课程的建设

和改进提供建议。

一、文献综述

情绪是一个难以捉摸的结构，包括情感、认知、动机、表达、生理过程和组成部分（Prior  

1-26）。在研究情绪的各种理论方法中，佩克伦（R. Pekrun）等人认为学业情绪是“与学术学习、

课堂教学和成就直接相关”的情绪（Pekrun et al. 91-105），并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分析框架来分

析学业环境中出现的情绪。佩克伦将情绪概念化为沿两个维度变化的情绪，即效价和活跃度，

并且具有不同的对象焦点（Pekrun 315-41）。佩克伦等又将学业情绪从效价维度分为积极情绪

和消极情绪；从活跃度维度分为高唤醒情绪和低唤醒情绪（韩晔、许悦婷 50-59）。目前，研

究者基本认可学业情绪的二维度划分。

近几年，随着积极心理学研究的发展，情绪对二语学习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外语情绪方

面的研究逐渐增多，也取得了一定成果。基于拓展—建构理论，德维勒（J. M. Dewaele）和麦

金泰尔（P. D. MacIntyre）率先探讨国际二语学习者的外语愉悦及焦虑体验，开辟了情绪和二

语习得相结合的领域（237-74）。不少国内学者应用控制—价值理论进行学习者外语情绪体验

和调节的实证研究。同时，研究所涉及的情绪种类不断拓展，除了备受关注的外语愉悦和焦虑，

关于厌倦等情绪的相关研究也迅速增加。韩晔、许悦婷探讨了二语写作过程中学习者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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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及情绪调节策略（50-59）。董连棋考察了 251 名中国英语学习者的外语学习控制—价值评

价对外语课堂焦虑和愉悦情绪的预测作用（79-88）。李成陈、韩晔调查了外语愉悦、焦虑及无

聊情绪对网课学习成效的预测作用（207-19）。夏洋、陈雪梅在内容语言融合课堂环境下针对

英语专业学生，考察课堂给养感知、控制-价值评价及外语课堂无聊水平（44-49）。

综上，现有研究侧重于探讨常规课堂内大学生群体的外语情绪，对特殊背景或学习方式

影响下外语情绪的关注有限，而疫情、线上学习等因素也是外语情绪的影响变量。疫情期间，

也有学者关注到这一点。王雪等基于控制—价值理论的元分析研究了在线学习资源如何影响

学业情绪和学习效果（82-93）。吴世珍、孙百才探讨了学生在线学习适应能力、学业情绪与学

习投入的关系及作用机制（87-95）。因此，本研究将关注疫情背景下学习者线上学习的学业情

绪体现及其相关性。

国内研究者也在学业情绪的结构划分和测量上开展了各方面的研究。董妍、俞国良编制

了青少年学业情绪问卷，该问卷由 13 种情绪组成，是研究青少年学业问题的一个有效工具

（96-104）。马惠霞编制了《大学生一般学业情绪问卷》，问卷中学业情绪由羞愧、焦虑、气愤、

兴趣、愉快、希望、失望、厌烦、自豪、放松这 10 种组成（36-39）。经过论证可以看出大学

生一般学业情绪问卷能够基本反映出大学生的特点。夏阳、孟健编制了英语专业学生课堂学

业情绪问卷，对英语专业学生课堂情绪感知进行了调查研究（147-56）。本研究对学业情绪的

研究参考了马惠霞编制的《大学生一般学业情绪问卷》，沿用了以效价和唤醒度对学业情绪结

构进行划分的方法，同时结合线上教学特点进行重新编制。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问题 

本研究在网课环境中考察学生的学习满意度和各种学业情绪表现，最后探讨线上教学评

价的不同方面和学业情绪之间的关系。研究问题如下： 

1.疫情线上教学环境下，学习者对英语线上教学评价满意度如何？ 

2.疫情英语线上教学期间，学习者的各种学业情绪表现如何？ 

3.学习者对英语线上教学的评价和几类学业情绪之间呈现何种关系？ 

（二）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以某高校本科商务英语专业大学生为被试，共回收得

到有效问卷 308 份。其中大一占 49.35%，大二占 34.74%，大三占 15.58%；男生 29 人，女生

27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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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工具

为了对疫情期间进行线上学习的学生学业情绪研究提供科学规范的测量工具，本研究根

据马惠霞的《大学生一般学业情绪问卷》，结合在线教育和疫情时期的特点进行设计编制了

《疫情期间大学生在线学习学业情绪量表》（以下简称《学业情绪量表》），测量疫情期间学生

在线学习学业情绪。问卷共 79 题，分为基本情况调研和情绪量表两部分：1.在线学习基本情

况；2.在线学习学业情绪量表。

1．在线学习基本情况

该部分问卷共 17 题，主要调查学生线上学习时间、学习方式、课程整体评价、教学软件

等情况。同时，针对学生对线上教学的满意度，问卷分别从教学、自身和平台硬件三个方面

调研学生的满意度及原因反馈。

2．在线学习学业情绪量表

（1）量表设计

《学业情绪量表》问卷问题设计中学业情绪共 10种，分四类：消极低唤醒情绪（失望、厌倦）、

消极高唤醒情绪（气愤、焦虑、羞愧）、积极低唤醒情绪（放松）和积极高唤醒情绪（愉快、希望、

自豪）。邱均平教授曾构建包含慕课教学队伍、教学内容、教学效果、教学资源，以及教学技

术五个一级质量评价指标（邱均平、欧玉芳 72-81）。本研究也从这五个方面分别针对线上教

学质量设计量表问题，共计 62 题，其中包括教师方面（1—9 题）、教学内容方面（10—23 题）、

教学资源方面（24—32 题）、学习效果方面（33—57 题）、教学技术方面（58—62 题）。量表

的具体维度、题型分布和题项举例见表 1。量表以李克特五级量表的形式呈现，要求学生根据

自己在疫情期间线上教学英语类课堂上的情绪体验程度完成。

表 1 量表的维度、题型分布和题项举例

维度 N 题项分布 题项举例

积极

高唤醒

愉快 11 3、12、22、27、30、38、46、
52、58、59、61

12.线上教学目标明确让我学习起来很愉快

61.我能够自如地使用线上教学平台让我很开心

希望 4 5、20、28、32 28.关于疫情的思政资源让我很受鼓舞

兴趣 7 14、17、21、24、31、41、57 14.线上学习内容丰富让我学习热情很高

积极

低唤醒

放松 7 1、8、23、34、43、51、56 51.在家无人约束的学习环境让我很放松地学习

自豪 4 11、36、49、53 49.我对自己的学习成果很满意

消极

高唤醒

焦虑 10 4、9、10、18、25、26、29、40、
54、55

27.大量的学习资源让我很焦虑

40.线上的课程学习让我感觉很焦虑

羞愧 3 37、45、47 37.我这段时间觉得自己学习不好对不起家人和老师

气愤 2 42、60 42.我在进行线上学习时容易心浮气躁

消极

低唤醒

厌倦 7 6、7、13、15、16、33、62 62.线上各类平台的使用让我感到疲惫烦躁

失望 7 2、19、35、39、44、48、50 48.线上学习约束性弱让我情绪很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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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信度效度分析

采用alpha系数对量表整体及各情绪维度进行可靠性分析，量表信度（Cronbach α=0.904）

较为理想，其中各维度信度如表 2 所示。

表 2 各情绪维度信度分析

学业情绪类型 积极高唤醒 积极低唤醒 消极高唤醒 消极低唤醒

Cronbach α 0.959 0.890 0.876 0.918

项数 22 11 15 14

使用KMO 和 Bartlett 检验对量表进行效度验证，KMO值为 0.926，KMO值大于 0.8，且

Bartlett球形度检验P=0.000<0.05，研究数据适合提取信息。 数据使用最大方差旋转方法

（Varimax）进行旋转因子分析考察问卷的结构效度，量表分为四个因子，且因子负荷大于 0.50，

见表 3。以上数据表明结构效度基本良好。

表 3 旋转后因子载荷系数表格

学业情绪类型
因子载荷系数

因子 1 因子 2 因子 3 因子 4

积极高唤醒 -0.162 0.862 0.417 -0.240

积极低唤醒 -0.235 0.478 0.821 -0.206

消极高唤醒 0.933 -0.138 -0.182 0.277

消极低唤醒 0.532 -0.306 -0.240 0.752

（四）研究程序及统计方法

由研究者经线上向被测班级学生集体发放测试问卷，测试前由主试指导被试阅读指导语

并告知注意事项，被试当场提交填答完毕的问卷。

回收整理有效问卷，采用SPSSAU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处理，主要运用了描述性统计、

方差分析、相关分析等统计方法。

三、结果与讨论

（一）在线学习基本情况及满意度评价

根据问卷的基本情况调研可以得知：受测学生包括大一 152 人，大二 107 人，大三 4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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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97%的同学平均每天线上学习时间为 5—6 小时，40.91%为 3—4 小时。本学期的在线学习

主要方式因为课程性质和学习需求不同，方式呈现多样化，主要有直播、录播、直播录播相结合，

以及自主学习在线资源等方式。受测学生对本学期在线学习的整体评价打分（打分区间 1—10

分）平均分为 7.17。众多线上教学软件中，学生使用感受较好前四位有：腾讯会议（65.26%）、

智慧树（53.9%）、雨课堂（22.4%）、QQ（22.08%）。

针对学生对线上教学的满意度，问卷分别从教学、自身和平台硬件三个方面调研学生的

满意度及原因反馈。

学生对线上学习满意的原因调查结果为：教学的原因（73.7%）、自身的原因（53.9%）、

平台硬件的原因（51.3%）、其他（3.57%），由此可以看出学生对线上教学实施的接受与认

可。（1）对于教学方面满意的具体原因如图 1 所示，灵活的授课方式和设计完整的教学环节

保障了线上教学的实施。（2）对于自身方面满意的原因则主要有：直播回放等功能有助于复

习（72.08%）；录播的方式让学习时间更加灵活（62.66%）；线上互动交流轻松活跃，更愿

意参加（50.32%）；线上学习方式灵活，激发自主学习性（46.43%）。（3）硬件方面令学生满

意的原因则主要是：线上平台功能丰富，满足各种学习需求（72.08%）；授课平台种类较多，

可供选择（66.23%）。

▲图 1  教学方面的满意因素

学生对线上学习不满意的原因调查结果为：教学的原因（25%）、自身的原因（64.29%）、

平台硬件的原因（44.48%）、其他（10.71%）。由此看出学生对自身的反思和线上教学对学生

学习产生了一定的情绪影响。（1）教学方面令学生不满意的原因主要有：老师布置的作业太

多（37.34%）；不能把握学生的学习效果，并进行调整（34.09%）；课堂授课方式单一不灵活

（27.6%）。（2）自身方面令学生不满意的原因如图 2 所示：体现出学习环境改变的影响和学生

自主学习能力不足。（3）硬件方面令学生不满意的原因主要是线上平台“慢”“卡”“停”影

响上课效率（6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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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学生对传统教学和线上教学的倾向为：传统教学（50.79%）、线上教学（49.03%）。

从数据可以看出学生对于线上教学并不排斥，接受和喜欢程度与传统教学不相上下。学生、

教师和学校利用网络和各类线上教学平台克服空间的障碍，参与直播、录播课堂，进行师生

互动，完成线上线下教学任务。线上教学满意原因反馈体现出尽管教学媒介或方式发生改变，

若能保障好教学各环节的设计与实施，依然能够达到较为满意的教学效果。由于时间紧迫，

大多数线上课程仍沿用了很多传统教学的设计，缺乏复杂精细的教学设计或者更多样的教学

方法。任课教师可以根据学生情况、网络实际情况、现有网络课程资源情况等，结合专业和

课程特点，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调整，以适应网络教学（李军靠、王明慧 106-11）。建

议线上课程在今后建设过程中完善教学设计。线上教学不满意原因虽主要源于学生自身问题，

但也反映出线上教学在交互性上的不足。作为一种异步在线教学，教师无法时刻监控到学生

的学习效果（焦建利等 106-13）。因此，教师可以通过细化知识点、切分任务、调整节奏等方

式督促学生进行在线学习，及时检验学习效果。

在短时间内实现的线上教学可以说在疫情特殊时期内帮助学生基本完成了课程的学习任

务，尽管仍有各种不足之处，但也进一步证实了在今后的教学中线上线下结合的混合式教学

才能更好地融合线上线下的优点，更好地实现教学目标。

（二）疫情期间大学生在线学习学业情绪表现

1．学生线上学习总体学业情绪感知

通过问卷中多选题“本学期的线上教学和学习给你的总体感受是？”的结果显示，本学期

▲图 2   自身方面的不满意因素



109王文菁  徐启豪   基于学习者学业情绪的在线英语教学评价研究 外国语言与文化

的线上教学和学习给学生的总体学业情绪感受选择排名依次是：放松、愉快、焦虑、希望、羞愧、

厌倦、自豪、失望、气愤。具体分布比例如图 3。

▲图 3 本学期的线上教学和学习的总体感受

2．学生线上学习学业情绪均值分析

从《学业情绪量表》的统计结果看，整体上疫情期间线上学习环境下商务英语专业学生

对积极情绪的感知程度高于消极情绪。其中，积极情绪的均值均高于 3，均值范围介于 4.07

至 3 之间，均值M=3.602。而消极情绪的均值范围介于 3.82 至 2.16，均值M=2.92。每一类学

业情绪的分值范围和均值见表 4：

表 4 四类学业情绪量均值分布

学业情绪类型 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积极高唤醒 3.659 0.702 3.636

积极低唤醒 3.560 0.669 3.545

消极高唤醒 3.032 0.677 3.000

消极低唤醒 2.712 0.778 2.857

从学业情绪四个维度的描述性数据统计可以看出：首先，从均值看，商务英语专业学生

疫情期间线上学习的学业情绪总体体现出积极情绪体验高于消极情绪体验（3.602>2.92），其

中积极高唤醒情绪的均值达到 3.659，说明线上学习期间，学生的愉快、希望等积极高唤醒情

绪感受最高，积极高唤醒情绪能够显示学生良好的学习状态和激发学生持续学习的动力。其

次，学生感受到的放松、自豪等积极低唤醒情绪均值为 3.56。积极低唤醒情绪说明学生能够

放松自如地完成学习，但轻松的感觉对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方面略显不足。相比较积极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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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愧、焦虑、气愤等消极高唤醒情绪相对较低，均值为 3.032。消极低唤醒情绪说明学生在学

习中因各种原因产生负面的情绪，但这类情绪往往会引起学生反思并由此唤醒学生的学习动

力。学生感受的失望、厌倦等消极低唤醒情绪排位最低，均值为 2.712。消极低唤醒类情绪不

利于学生维持学习状态和学习动力。

疫情期间在线学习环境下学生的 10 种主要学业情绪均值按照降序排列顺序见表 5：

表 5 学业情绪表现水平

情绪类型 平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愉快 3.721 0.697 3.636

希望 3.616 0.771 3.500

放松 3.594 0.676 3.571

兴趣 3.587 0.757 3.571

自豪 3.502 0.738 3.500

羞愧 3.329 0.817 3.333

气愤 3.195 0.934 3.000

焦虑 2.910 0.700 3.000

失望 2.798 0.833 2.857

厌倦 2.626 0.831 2.714

从量表数据和问卷可以得知，疫情期间在线学习环境下学生对积极高唤醒情绪感知整体

较高，其中三种积极高唤醒愉快、希望和兴趣的排序也位列所有情绪前三位。面对疫情影响

和在线学习的环境，学生呈现出积极的情绪，说明学生能够较好地调整状态应对新的学习方式。

学生对积极低唤醒情绪主要感知是放松和自豪。线上教学脱离了学校教室的环境，手机电脑

变成主要的学习工具，屏幕替代黑板，教师变身主播，网络联结起师生。教学方式、互动方

式的变化减轻了面对面授课的压力感，让学生体验到更多的放松感。

通过量表可以看出，疫情期间学生线上学习时也存在消极情绪。首先是消极高唤醒情绪

中焦虑、羞愧情绪感知明显。线上互动沟通不便、外界环境干扰、疫情环境影响、学生自主

学习能力和自律能力差异等因素容易导致消极情绪的产生。焦虑和愧疚虽然属于消极情绪，

但是却有较高的唤醒学生学习动力的功能。因此，通过自身的调整和正确的引导，消极高唤

醒类情绪有可能唤醒学生的学习意识，激发学生的潜力。消极低唤醒情绪中，学生对于厌倦、

失望的感知程度不高（M=2.626；M=2.798）。学生出现厌倦失望情绪多与教学内容和学习效

果相关。该结果支持了麦金泰尔和格雷格森（T. Gregersen）的观点，即语言学习过程中的

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既可能交替（193-213），亦可能并行（李成陈、韩晔 207-19）。线上教

学模式下，学习者的情绪感知具有个体差异性和交叉性。消极低唤醒情绪不利于学生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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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动力和学习效果，长期负面情绪的积累不仅会对学生的外语学习有效性产生负面影响，

更不利于学生的心理健康（夏洋、陈雪梅 44-49）。根据拓展—建构理论的消除假说：积极

情绪对消极情绪具有一定的缓解作用（Fredrickson 330-35）。教师和学生都应通过教学的不

同环节来引导调整情绪和心理状态，尽量疏解消极低唤醒类情绪，帮助学生焕发学习的良

好情绪。

（三）线上学习的评价和学业情绪的相关性分析

1．学习者对本学期在线学习的整体评价打分和学业情绪的相关性

表 6 显示了利用相关分析去研究学习者对本学期在线学习的整体评价打分分别和消极低

唤醒、消极高唤醒、积极低唤醒、积极高唤醒共 4 项之间的相关关系，并使用Pearson相关系

数去表示相关关系的强弱情况。具体分析可知：

表 6  在线学习整体评价打分与 4 类学业情绪的Pearson相关

学业情绪类型 对本学期在线学习的整体评价打分

积极高唤醒 0.593**

积极低唤醒 0.588**

消极高唤醒 -0.263**

消极低唤醒 -0.402**

* p<0.05 ** p<0.01

学习者在线学习的整体评价打分和消极低唤醒、消极高唤醒之间的相关系数值分别

为 -0.402 和 -0.263，并且呈现出 0.01 水平的显著性，因而说明整体评价打分和消极低唤醒之

间有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整体评价打分和积极低唤醒、积极高唤醒之间的相关系数值分别

为 0.588 和 0.593，并且呈现出 0.01 水平的显著性，说明整体评价打分和积极高唤醒之间有着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学习者对本学期在线学习的整体评价打分分别和 10 种学业情绪之间的相关关系，也可由

Pearson相关系数显现出，如表 7。积极情绪中愉快、希望、兴趣、放松和自豪均和评价打分

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消极情绪中焦虑、失望、厌倦、气愤均和评价打分有着显著的负相

关关系，而评价打分和羞愧之间并没有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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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在线学习整体评价打分与 10 种情绪的Pearson相关

情绪类型 对本学期在线学习的整体评价打分

 愉快 0.586**

 希望 0.549**

 兴趣 0.560**

 放松 0.584**

 自豪 0.529**

 焦虑 -0.275**

 羞愧 -0.098

 气愤 -0.272**

 厌倦 -0.407**

 失望 -0.344**

* p<0.05 ** p<0.01

这一结果部分验证了积极学业情绪助力学业成就，而消极学业情绪削弱学业成就。积极

情绪体验较多的学习者对学习成效更为满意，对在线教学评价也更高。而受到消极情绪影响

的学习者则易于产生不满，同时影响学习效果。因此，教师在英语教学中应关注学习者的各

类情绪特征，重视学生消极情绪引导。教师动态把握、学校督导监督、家长辅助支持，多方

联动，畅通沟通交流渠道，设立情绪干预机制，充分发挥各方面作用，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

唤醒学习者积极的学业情绪，以确保教师教学效果好、学生线上学习效率高。

2．学习者对线上学习满意的原因与学业情绪的相关性

利用相关分析去研究学习者对线上学习满意的原因选项——教学的原因、自身的原因、

平台硬件的原因和其他分别和积极高唤醒、积极低唤醒、消极高唤醒、消极低唤醒共 4 项之

间的相关关系。

表 8 线上学习满意的原因与学业情绪的Pearson相关

学业情绪类型 12.（教学的原因） 12.（自身的原因） 12.（平台硬件的原因） 12.（其他）

积极高唤醒 0.297** 0.236** 0.068 -0.132*

积极低唤醒 0.252** 0.240** 0.053 -0.078

消极高唤醒 -0.047 -0.187** -0.048 0.031

消极低唤醒 -0.157** -0.237** -0.024 0.078

* p<0.05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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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8 可以看出：“教学的原因”与积极高唤醒、积极低唤醒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和消极低唤醒之间有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除此之外，教学的原因与消极高唤醒之间的相关

关系数值并不会呈现出显著性（p>0.05），意味着其与消极高唤醒之间并没有相关关系。“自身

的原因”和积极高唤醒、积极低唤醒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和消极高唤醒、消极低唤

醒之间有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平台硬件的原因”与四类学业情绪之间均不会呈现出显著性，

相关系数值均接近于 0，并且p值全部均大于 0.05，意味着其与四类情绪之间均没有相关关系。

从数据上看，线上教学的多个方面能够激发学生的积极类情绪。这与相关研究结果一致。

有研究表明，教师支持、交互投入和学习愉悦彼此显著相关；教师支持对交互投入和学习愉

悦产生直接的正向作用（刘晓红、郭继东 34-42）。教师方面，新鲜灵活的线上互动、全新的

线上教学设计、教师饱满的授课热情带给学生愉快放松的感觉。教学内容方面，线上教学内

容新颖，直播或者录播内容清楚、安排合理、方便有序让学生感到愉快、有成就感。丰富多

样的线上授课资源及时事思政等相关学习资源让学习者感觉充实、高兴且备受鼓舞。学习效

果方面，网课的灵活自主性、直播或录播的各种功能提升了学习者的学习成效。在线学习环

境下，教师支持对学生的学习至关重要，不仅可以促进学习投入，也与积极学业情绪等学习

者情感因素显著相关（蒋志辉等 103-10）。但也要注意，宽松的课堂及学习氛围、放松的线上

互动沟通也会逐渐让学习者感受到放松甚至松懈，导致积极低唤醒情绪及消极类情绪的产生。

教师可以利用不同平台功能开展不同类型的教学活动。只有全面把握教学交互设计各要素，

实行嵌入性教学交互过程设计，力求交互内容的情感与认知相结合，践行交互方式的促进性

原则（祝智庭、彭红超 1-6），才能最大限度地达到期望的教学效果。

3．学习者对线上学习不满意的原因与学业情绪的相关性

利用相关分析去研究学习者对线上学习不满意的原因选项——教学的原因、自身的原因、

平台硬件的原因，以及其他分别和积极高唤醒、积极低唤醒、消极高唤醒、消极低唤醒共 4

项之间的相关关系。

表 9  线上学习不满意的原因与学业情绪的Pearson相关

学业情绪类型 16.（教学的原因） 16.（自身的原因） 16.（平台硬件原因） 16.（其他）

积极高唤醒 -0.216** -0.191** 0.002 0.168**

积极低唤醒 -0.226** -0.266** 0.045 0.237**

消极高唤醒 0.195** 0.147** 0.047 -0.218**

消极低唤醒 0.279** 0.161** 0.003 -0.206**

* p<0.05 ** p<0.01

从表 9 可以看出：“教学的原因”和积极高唤醒、积极低唤醒之间有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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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消极高唤醒、消极低唤醒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自身的原因”和积极高唤醒、积极

低唤醒之间有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和消极高唤醒、消极低唤醒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平台硬件的原因”与四类学业情绪之间均不会呈现出显著性，相关系数值均接近于 0，并且p

值全部大于 0.05，意味其与四类情绪之间均没有相关关系。

线上教学过程中教学原因也会导致消极类情绪的产生，尤其是低唤醒类情绪。线上互动

沟通的局限性、对学生学习效果把握的滞后性、线上教学设计的不完善等因素会使学生产生

消极情绪。自身原因是造成学习者不满意的主要原因，易于产生积极低唤醒和消极类情绪。

学习环境易受干扰、缺乏学习氛围、自主学习意识和能力差等问题容易诱发放松、焦虑或厌

倦的情绪，自身问题越多的学习者越不容易体验到线上学习的愉悦，越容易感到焦虑或无聊。

帮助学生解决自身问题，可以通过建立和完善学习评价机制来督促学生学习。评价机制不仅

是教师了解督促学生学习的环节，也是学生自我成就感获得的重要环节之一。借助精细化、

多元化的过程性学习评价，能更好地督促检验学生整个的学习过程，也让学生学习有依托、

反馈的途径，有利于激发学生积极学业情绪。同时，高校需要根据线上教学的特性，更新教

学评价指标，形成在线教学共同体，实现学校、家庭、教师、学生等各个主体之间的互动沟

通和协同对话（鲁小艳 42-44）。

本研究基于学习者的学业情绪，考察了疫情期间线上英语教学环境下，学习者对在线教学

的满意度及其学业情绪表现。通过问卷调研和设计疫情期间学生在线学习学业情绪量表来探讨

大学生线上外语学习的情绪体验。研究得出学生对线上英语教学满意度较高，对新颖的学习方

式表现出积极的情绪。量表体现出学生积极情绪高于消极情绪，高唤醒情绪又高于低唤醒情绪，

说明学生在疫情线上学习期间依然能保持良好的学习状态和持续学习的动力，学生能够意识到

并自我调节负性情绪，同时也表明线上教学给学生带来较好的体验。同时，消极情绪与线上教

学不满意因素有相关性，这也说明疫情特殊时期的线上学习对学习者的学业情绪也带来了一定

的消极影响，突如其来的线上教学仍存在固有的不足与问题。学习者是学习的主体，也是课程

体验的主体，其情绪体验和评价对于课程的改进与完善有很大价值。教学环节环环相扣，从事

线上外语教学的教师需要建立情绪意识，要时刻通过多渠道关注学生的学业情绪，深入研究学

习者学习过程的心理和认知变化，让学习者、教师、学校及线上教学平台获得更加准确有效的

反馈，促进学生积极情绪体验，为学习者提供更好的线上课程，构建积极语言教育理念（李成

陈 5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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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哲学是俄罗斯哲学的最初形态，也是其特色和亮点之所在。有别于将物质与精神进

行对立二分的西方理性主义哲学传统，俄罗斯宗教哲学始终对上帝、人、世界之本质及其相

互关系做整体性的理解，强调人的心灵和精神力量的作用，且尤为注重对俄罗斯民族精神的

凸显，从而使宗教从纯粹的神学体系走入人文科学的广阔天地。宗教哲学作为俄罗斯极具民

族特色的哲学样式，一直吸引着俄罗斯本国乃至世界哲学界的目光。然而，很少有人关注俄

罗斯宗教哲学与语言本体论学说之间一脉相承、浑然一体的关系。纵观其发展历程，可以发现，

它具有鲜明的语言本体论（онтология языка）特征。这是因为：俄罗斯宗教哲学复兴的直接

结果是语言本体论学说（流派）的形成；有关语言本质的问题是其始终探讨的核心主题之一；

其中心理念彰显在语言本体论学说中。可以说，俄罗斯宗教哲学体系的建构与其对语言哲学

问题的探讨紧密相关。通过理清这一问题，我们能获得尤为珍贵的启示。

一、俄罗斯宗教哲学概述

俄罗斯宗教哲学活跃在人类思想史舞台的时间为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经历了萌芽期（19

世纪初）、建立期（19世纪中后叶）、复兴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三个阶段（Полторацкий 

123）。该哲学样式试图将基督教的神秘主义和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融合到自身更宏大的思

想框架之下，旨在建构和发展东斯拉夫世界观的表达形式和手段，探索其深层基础。俄罗斯

宗教哲学家们研究领域广泛，探讨主题众多。他们既关注传统的神学问题，例如作为真实

存在的上帝、上帝与世界的关系、上帝与人的关系等，同时又开辟出一系列新的议题，例

如聚合性学说（соборность）、索菲亚学说或智慧说（софиология）、精神现象的本体论基础

（онтологические основания духовных явлений）、万物统一学说（философия всеединства）、

语言本体理论（онтологическая теория языка）或称名哲学（философия имени）等。

俄罗斯宗教哲学精神旨趣和研究主题的确立与其特定的形成背景和一大批宗教哲学家的

理论探索息息相关。

首先，从其形成背景来看，俄罗斯宗教哲学的萌发有着深厚且特定的社会文化根基，其

整个形成背景是各种条件和因素的综合，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可以说是东正教文化传统和斯

拉夫主义（славянофильство）哲学思潮。自公元988年罗斯受洗以来，东正教开始全面而深

刻地主导着俄罗斯人的精神世界。古代俄罗斯的哲学思想主要存在于东正教教会的神学理论

之中，长期未能形成以人为主体的世界观。生发于这种历史土壤的俄罗斯宗教哲学自然而然

地将东正教视为自身的基础和语境，从东正教信仰中获取其理论创造的内在动因和源泉（张

百春 4）。18世纪初彼得大帝西化改革之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法国启蒙哲

学家伏尔泰，德国宗教哲学家谢林，唯心主义哲学家康德和黑格尔等人的学说先后被引入俄

国思想界，冲击着俄罗斯人民原有的世界观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两个对立的哲学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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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或流派），其中一派对西方思想采取接纳和学习的态度，史称西欧派；另一派坚守东正教

传统，认为不应该也不能够在俄国复制西方文明，俄国应该走自己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发展

道路，此即斯拉夫派。西俄新旧思想的交锋碰撞使得俄罗斯宗教哲学拥有了延续至今的方向

和动力——建立不同于西方的、属于俄国自己的哲学。东正教神学院的教授们秉持斯拉夫派

的观点，认为，对西方哲学原则的一味吸纳是导致俄国一直缺乏民族传统哲学的原因。例如，

神学院的代表人物卡尔波夫（В. Н. Карпов）认为，如果单独看西方哲学家的著述，其中确有

许多美好的思想，但它们并不适合俄罗斯，因为其中没有任何观点和思想可以给俄罗斯的科

学土壤带来益处，可以与真正的俄罗斯心智相一致（转引自Безлепкин 181）。可见，东正教神

学界开始重视民族精神的独特价值。另外，卡尔波夫指出，“在哲学领域，世界观的命运往往

取决于时代和国家的统治精神，取决于生活的需求和方向，尤其取决于宗教信仰”（295-96）。

由此，俄国哲学家们开始着力于批判西方理性主义哲学，积极寻求契合自身的发展路线。最

终，他们找到了东正教和斯拉夫主义这两个精神内核。虽然当时俄罗斯宗教哲学尚处于萌芽期，

未形成完整的理论学说，但这一阶段为后来的宗教哲学体系的建构奠定了思想基础。

其次，从其理论探索来看，俄罗斯宗教哲学的理论大厦是由一批杰出宗教哲学家的学

说共同构筑的。其早期思想源自基辅神学院、莫斯科神学院和彼得堡神学院的代表们，包

括戈鲁宾斯基（Ф. А. Голубинский）、卡尔波夫、基里亚罗夫–普拉东诺夫（Н. П. Гиляров-

Платонов）等人。戈鲁宾斯基创建了独特的宗教思想流派——神学–哲学流派，并奠定了俄罗

斯神学本体论学派的基础。他的思想后来得到了其学生、同样是神学院教授的库德里亚夫采

夫–普拉东诺夫（В. Д. Кудрявцев-Платонов）和宗教思想家索洛维约夫（В. С. Соловьёв）的

继承和发展。准确来说，库德里亚夫采夫–普拉东诺夫和索洛维约夫提出了真正意义上的宗

教哲学学说，尤其是后者的万物统一学说，不仅标志着俄罗斯宗教哲学正式建立，也是其思

想高峰，至今仍享誉世界哲学界。库德里亚夫采夫–普拉东诺夫继承了其导师戈鲁宾斯基有

关哲学的两个目标的思想：一是唤醒人们寻求“智慧神”（索菲亚）的渴望，这也是人们的使命，

其体现是“逻各斯”这一词语；二是唤起人们对智慧的热爱，使其了解智慧神。库德里亚夫

采夫–普拉东诺夫把导师哲学体系中的神秘主义换成了理性主义，指出了理性神学认识的可

能性和必要性。他的哲学体系被评价为经过最深刻思考、具有最严格体系的俄罗斯哲学之一，

就逻辑推理性而言，在19世纪与之能够相提并论的只有索洛维约夫（Алексеев 98）。索洛维

约夫接受过东正教神学院教育，又通晓西方哲学理论，对俄国民族精神的意义和价值有着深

刻理解，其观点在万物统一学说中得到了集中阐发。万物统一学说旨在构建整体世界观，寻

找上帝统一的无限智慧。他提出，要克服万物的割裂和矛盾，因为神和人类是统一的，物质

和精神是同源的，理性主义、经验主义与直觉–神秘主义的知识是一致的，道德、科学、宗

教和美学也是统一的。一切特性与差异都是普遍性存在的各种变体。存在，即拥有积极意义

的“绝对本源”（абсолютное первоначало），就是上帝，是人格化的逻各斯（Соловьёв 333-

34）。万物统一学说在形而上学中找到了俄罗斯宗教哲学发展的方向和路线，并影响了后来的



120 第7卷 第1期
2023年3月

外国语言与文化

一大批俄罗斯宗教哲学家，包括语言本体论的主要代表弗洛连斯基（П. А. Флоренский）、布

尔加科夫（С. Н. Булгаков）和洛谢夫（А. Ф. Лосев）。可见，俄罗斯宗教哲学的学说不是相

互割裂的或矛盾的，而是保持着学术思想的承续和演进。东正教、斯拉夫文化、民族精神始

终是存在于俄罗斯宗教哲学内核中的基因，它们共同指向一个重要的民族使命——为俄罗斯

人寻找真理和精神归宿。 

二、俄罗斯宗教哲学复兴的语言本体论特征

语言本体论是对语言本质的一种哲学性认识，它认为语言是一种具有独立性的实体，与

语言工具论相对立。以洪堡特（В. фон Гумбольдт）、索绪尔（Ф. де Соссюр）、维特根斯坦

（Л.Витгенштейн）等人为代表的语言本体论学说影响深远，广为学界所知晓。而本文所指的

是由一批俄罗斯宗教哲学家、语言哲学家基于本民族文化土壤所建构的语言本体论学说或流

派，即称名哲学。俄罗斯语言本体论是世界哲学思想库中一个独一无二的现象，它由弗洛连

斯基首先推出，并得到布尔加科夫和洛谢夫等人的传承和发展。弗洛连斯基于1908年在莫斯

科神学院所做的一场题为《唯心主义的全人类根基》（«Общечеловеческие корни идеализма»）

的报告是其形成的标志。俄罗斯的语言本体论学说着力展现名称在认识论中的中心地位，因

此其理论内核就是所谓的称名哲学。从其属性来看，该学说属于索洛维约夫的万物统一范畴，

强调语言在认识人、神、世界的本质及其关系中的功能和价值，将称名过程理解为人和事物

显示自身存在的过程、与神直接建立联系的过程。

语言本体论作为俄罗斯思想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语言哲学学说（或流派），与俄罗斯其他

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其出现是本国社会文化背景和宗教哲学自身发展综合作用的产物。我们

将其中最为重要的，也是最为直接的原因归结为俄罗斯宗教哲学的复兴。可以说，宗教哲学

的复兴是俄罗斯哲学的历史选择，而语言本体论则是俄罗斯宗教哲学复兴的直接结果。

俄罗斯语言本体论兴起并发展于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正值俄罗斯宗教哲学的复兴期，

也是俄罗斯文化史上的“白银时代”。此时，艺术新思想、新形式、新方法、新种类和新体裁

大量涌现，丰富了俄罗斯人民的精神生活，而这些新事物、新现象形成的统一精神基础则是

俄罗斯宗教哲学。这是因为，盛行于 19 世纪的实证主义将形而上学排除在外的做法带来了一

系列不良后果，它导致了俄罗斯社会精神生活的贫乏。在这种情况下，宗教哲学代表们以复

兴国内哲学传统为己任，在宗教哲学中找到了理解生活的唯一途径，并把解决存在问题的希

望也寄托在这一哲学上（Безлепкин 178-79）。于是，俄国社会出现了一股“带有某种普遍性

的宗教哲学探索的潮流，参与这一探索的，主要是持有不同社会政治观点、哲学思想和艺术

见解的人文知识分子”（汪介之 48）。这表明，东正教传统价值在遭受西方唯物主义、无神论

冲击的俄国重新受到重视，进入了复兴阶段，并且宗教哲学与政治、文化、道德伦理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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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内容有了紧密的联系，获得了更大的现实性意义。

此外，卷入这场宗教哲学复兴热潮的不仅有哲学界、文艺界人士，还有宗教界修士。

这指的是 1910 年发生的赞名论运动（имяслав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也称“阿索斯圣山辩论”

（Афонский спор）。事件的起因是阿索斯圣山的修士们在上帝之名的现实性，也即上帝之名中

是否存在上帝及其本质、特征和能量等问题上出现分歧。就以上问题持肯定观点的为赞名论

派（имяславцы），他们确信，在精神世界里，一切都是可见的、可感受的，其口号是“上帝

之名就是上帝”（Лескин, Спор об Имени Божием  19-21）。而反名论派（имяборцы）则认为：“上

帝的名字只是名称，而不是上帝本人。称名的特性是对事物的命名，而不是事物本身。”（45-

55）由于无法从东正教教条主义立场解决该事件，因此，这场神学纠纷蔓延到了哲学领域，在

知识分子阶层也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和广泛参与。于是，争论的重点逐渐转移到探讨个体及其

名称相互关系的问题，也意味着称名问题由此获得了本体论的阐述，语言本体论属性的问题

跃升为宗教哲学讨论的焦点（Безлепкин 206）。

可见，该时期活跃的宗教哲学讨论氛围，以及宗教界、哲学界对语言本体问题的关注为

语言本体论的形成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此时的俄罗斯宗教哲学代表们试图借助对语言的本体

论研究来复兴和重振俄罗斯哲学中因新康德主义和实证主义影响而发生动摇的形而上学。在

这一方面，以弗洛连斯基、布尔加科夫和洛谢夫为代表的语言本体论流派为捍卫俄罗斯宗教

哲学做出了最大的尝试。在他们所建构的称名哲学中，名称和词的价值被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对语言本体问题的阐释相较于宗教哲学的前一阶段也显得更为系统和充实。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俄罗斯宗教哲学发展的第一阶段深受斯拉夫派的影响，

重点在于批判西欧的理性主义，将神学纳入哲学范畴，并致力于建构俄罗斯自己的具有民族

特色的哲学；第二阶段则主要基于对基督教中传统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批判，发展先验一元论

（теория трансцендентного монизма），建构万物统一哲学；第三阶段就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

语言本体论，建构称名哲学。总之，语言本体论乃是俄罗斯宗教哲学复兴期繁荣景象的典型

成果，该学说融合神学、哲学、语言学视域，拥有广阔的阐释空间和丰富的理论内涵。在学

术指向上，语言本体论发扬本国宗教文化和斯拉夫主义传统，明确对抗西方主流哲学，使俄

罗斯哲学获得了与西方哲学平等对话的地位。

三、俄罗斯宗教哲学核心主题的语言本体论特征

尽管俄罗斯宗教哲学研究范围非常广，涉及领域非常多，但语言始终是它十分注重的议题。

早在其萌芽期和建立期，语言就已进入宗教哲学的视野，而后来的语言本体论流派更是将语

言本质问题作为宗教哲学重点阐释的内容。不仅如此，语言本体论的核心思想与宗教哲学的

语言观是基本一致的，或者说承袭了宗教哲学的语言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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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俄罗斯宗教哲学的发展可分为萌芽期、建立期、复兴期三个阶段。就语言本

体论的探讨而言，俄罗斯宗教哲学萌芽期的神学院代表们受到斯拉夫派的影响，把语言的本

质和用途与哲学的本质和对象等同起来。斯拉夫派把语言视为民族自我认识最充分的体现形

式。而在宗教哲学代表们的意识中，宗教、语言和民族是同一回事。因此，语言理所当然被

视为是民族心灵认知、心智和智慧历史最恰当的表达手段（Безлепкин 180-81）。到了宗教哲

学的建立期，哲学界代表库德里亚夫采夫–普拉东诺夫将自己的哲学思想与语言问题紧密结

合，提出了对词语意义的独特理解方式。在开始阶段，他的观点与斯拉夫派还比较接近，其

语言本质观带有典型的形式主义特点，认为语言是一个民族神圣的恒定财富，并将语言归结

于基本语音和基本语法形式中。但后来，他采用先验一元论理论对语言学说进行了全面的阐述，

并得出结论，每个人无非都是通过词语表达来获得有关上帝的概念的，也就是说，他赋予了

词语以相应的地位（Кудрявцев-Платонов 125）。

在语言问题上，第一和第二阶段的宗教哲学代表们具有以下三个共同特质。第一，他们

有关语言的学说大多是基于对俄罗斯民族的社会生活基础和精神意识的思考。因此，他们对

语言本质的理解也非常相似，得出的结论非常接近：词语不是外部事物的形象，而是民族精

神存在的形式，是心灵情感的体现和人们内心感受的生成（Юркевич 81）。如果说前一点（语

言是民族精神存在的形式）在斯拉夫派和形式主义流派那里已经得到全面论证，那么俄罗斯

宗教哲学家们重点阐述的则是后一点，也即语言是心灵情感的体现，是人们内心感受的生成。

例如，基里亚罗夫–普拉东诺夫反对黑格尔关于语言是思维表达工具的思想，认为这是错误

的表达。他认为，语言是整体上相同的世界观的体现，同时是人类认识和精神经验的表达（ 

Сборник сочинений 307）。再如，尤尔科维奇（П. Д. Юркевич）指出，词语的生成不仅与思维、

思想相关，还与作为心理过程体系的整个心灵相关，与心灵的深处相关；语言把我们的注意

力转向了心灵深处方面，而这一方面构成了个体独特且独立的心灵生活（81）。第二，他们有

一个共同思想，那就是语言的本体化。基里亚罗夫–普拉东诺夫指出，语言在人们的精神经验

和民族心智历史中具有自己的基础，而语言存在的形式，也即语言存在的本体论性质，就是

词源学（этимология），因为词源学将语言的现代形式和民族的历史精神经验结合在一起，既

反映语言历史，又反映个人和民族的认识历史（Экскурсия в русскую грамматику 23）。第三，

他们对西方理性主义的批判态度还反映在对俄语的研究上。他们都反对用国外的语言学体系

来研究俄语，认为语言是民族自我认识的体现手段。基里亚罗夫–普拉东诺夫指出，语言的

变化和发展在于其自身。俄语是独一无二的现象：在所有的文明现象中，它是唯一非人为的、

人造的、自然的现象。语言的天才不在于作家的权威，而在于民族对语言的活用（Шаховской 

516）。

在俄罗斯宗教哲学的复兴期，弗洛连斯基提出，名称“是思想–力量［идея-сила］，是物质–

词语［субстанция-слово］”（“Общечеловеческие” 190）。言下之意，名称既是事物本身，又与

词语和思维相等。同时，人的精神力量（意志）在名称中被客体化，并得以确定。只需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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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意志就会使人进入世界的大门。按照弗洛连斯基的观点，事物的名称也即事物实体本身，

名称存在于事物之中，事物由名称创造。事物与名词相互作用，事物与名词相仿。认识事物

的前提就是必须知道其名称。他说：“谁会知道没有名称的事物？”（185）“词语表达现实，但

并非复制现实，因为词语就是现实，名副其实的现实”（Философское наследие 262-63）。尽

管后来布尔加科夫和洛谢夫对弗洛连斯基的思想和观点做出了进一步修正和完善，但可以说，

弗洛连斯基有关名称本质的阐述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明确了语言本体论流派的主题和方向。

语言本体论作为俄罗斯宗教哲学的核心流派和一个独立思想潮流，其典型特征是把词语

和名称与人类存在等哲学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将注意力集中在对语言–符号现

象（指名称和词语）的探讨上。它把语言要素看作是核心要素，把名称和词语解释为世界万

物的普遍基础，试图用万物统一哲学思想来描写语言。具体而言，称名哲学家们把名称看作

是本体论哲学中存在和认识的形而上学原则，将之阐释为世界最初本质的表达；万物都是通

过名称和词语渗透的事实，而所有名称和词语的原型则是上帝的名称；上帝的名称穿透一切，

并包含一切名称。与此同时，名称是思想的凝聚体，名称的身上以明确的表达形式聚集了一

般词语所具有的所有内容和所有能量（Замалеев 259）。他们认为，名称填补了本体和现象之

间的间隙。词语是符号，它可以采用感官方式表达精神内容。本体和现象世界可以通过符号–

词语联系起来。总的来说，称名哲学试图揭示和论证本体与现象、存在与认识、客体与主体、

语言与思维，以及世界相互统一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旨在证明语言是现实存在的理性反映，

而词语则是这一被反映的存在的本质（萧净宇、霍花 89）。这实际上是试图建立一种新型哲学，

占据其中心位置的是对词语和称名现象的探索。

不难发现，俄罗斯宗教的语言哲学首先指的是语言本质、意义和用途（也即语言作为民

族精神存在形式）的自我认识。也就是说，在有关语言本质的看法方面，宗教及其神学既基

本沿袭了斯拉夫派的观点，把俄语的形成与民族联系在一起，又发展了自身的神学内容，认

为语言是人类意识和精神经验的体现方式。另外，宗教哲学代表们对语言本体论的兴趣引出

了新的形而上学问题和议题，由此大大丰富了俄罗斯宗教哲学，同时体现了俄罗斯社会意识

中追寻上帝这一思潮的存在。这从另一角度证明，俄罗斯宗教思想的哲学问题带有明显的本

体论性质，而且俄罗斯哲学具有深刻的形而上学基础。

四、俄罗斯宗教哲学中心理念的语言本体论特征

如上所述，语言本体论的形成不仅是宗教哲学复兴的直接结果，而且其核心思想也基本

源自于宗教哲学。更为重要的是，语言本体论的方法论就是宗教哲学的万物统一思想。或者说，

语言本体论哲学家的学理基础和方法论基础遵循的是基督教世界观的发展规划。该规划由基

列耶夫斯基（И. В. Киреевский）构建，并在索洛维约夫万物统一形而上学中得以实现，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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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哲学、神学和科学共同构成一个知识整体的思想观念。

索洛维约夫不同于他人的地方在于，他意识到哲学、神学和科学之间有着很深的渊源。

基于这一认识，他构建起解决这一问题的学说，即万物统一哲学。万物统一哲学有两个重要

学说或者概念，即世界是一个“有机整体”（органический синтез）的学说和“整体知识”（цельное 

знание）的概念（Соловьёв 290）。整体知识不仅指的是认知活动努力的最终目标，也即纯粹

的认识论现象，还包括人类生活和世界的本体论方面，真正的现实现象，也即是存在的本体

论基础。换言之，该哲学承认知识具有本体论性质，知识属于存在，充当存在中的创造性事件。

索洛维约夫的万物统一世界观方法论在语言本体论中得到了充分体现。首先，语言本体

论三位代表人物的世界观基础都是万物统一范畴。他们的万物统一思想与索洛维约夫的相关

哲学有着较大的不同，但同时也有相似之处。因为他们对存在的划分有着共同的理解，又都

是通过哲学、神学和科学综合统一的方式来认识世界，并以此方式来考察语言事实，同时他

们还都试图在万物统一范式的基础上对语言进行描写。

其次，语言本体论对语言问题的阐释与索洛维约夫具有一致的理念和方法。万物统一语

言哲学本质上是一种神学—人类学—宇宙学的语言研究范式。在这一范式中，语言被置入最

大程度的存在主义和概念主义语境（也即上帝、世界和人）之内。语言本体论哲学家们从本

体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立场来理解语言的本质，认为语言具有能量基础。换言之，这种理念和

方法呈现的是万物统一的人类学范式，其中，语言被放入人的世界中予以观察。

再次，语言本体论充分体现出万物统一哲学研究无限广阔性的特点。神学—人类学—宇

宙学综合框架的特点就是广阔性和包容性，涉及领域十分广泛。语言本体论的代表们通过词

语问题渗透到人类文化的不同领域，包括语言学、人类学、神学、美学、心理学、伦理学、

宇宙学和天体演化学，从而实现了语言观照下对人和人的存在及其命运的思考，传承和突出

了俄罗斯哲学的人文主义传统，也即“以人为中心思考一切的传统、东正教所崇尚的‘人与

上帝对话’的思想”（萧净宇 166）。这与宗教哲学的无限广阔性研究特点十分切合。

最后，语言本体论带有浓厚的神学性质，也即宗教性质。它是历史—哲学和神学广阔

语境下俄罗斯宗教哲学传统对词语的认识成果，基本脱离了西方存在论和唯名论原则，更多

是建立在俄罗斯圣经主义和东方教父主义哲学的传统上（Лескин, Метафизика  2）。本体论语

言哲学把语言看作第一存在（上帝）的体现形式之一，这一立场是对新教徒哲学思想的代表

康德的批判，同时是对作为东正教本质最充分的表达者赞名派的支持。与此同时，语言本体

论标志着形而上学在理论上的形成，因为在挖掘语言深层的本体属性时，俄罗斯哲学家们发

现了解决一系列哲学和其他历史文化问题的途径，找到了进入现代形而上学思维水平的入口

（Безлепкин 226）。以上几点自然是传承了俄罗斯宗教哲学传统的结果。

总之，语言本体论展示的不仅仅是词语形成的辩证—现象主义历史，而且还是宇宙学、

天体演化学、神学与人类学的综合体。这都是万物统一哲学方法论的体现。正因为如此，现

代学者们认为，称名哲学就其学科属性和定位来说，应该属于万物统一哲学的语言学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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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总结：第一，语言本体论从形成背景、核心思想到研究方

法论均受到俄罗斯宗教哲学，尤其是索洛维约夫万物统一学说的深刻影响，其哲学基础是索

洛维约夫的万物统一范畴。第二，称名哲学家们对语言本体论的关注引出了新的形而上学主题，

由此丰富了俄罗斯宗教哲学，且为俄罗斯语言哲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我们既

可以说俄罗斯宗教哲学带有典型的语言本体论特征，也可以说语言本体论具备鲜明的宗教哲

学特点。前者是后者的形成条件、理论来源和方法论基础，后者是前者发展的直接结果和重

要成果，也是前者的踵事增华，二者乳水交融，浑然一体。第三，俄罗斯宗教的语言哲学首

先指的是对语言之本质、意义和用途（也即语言作为民族精神存在形式）的自我认识，它始

终把语言的形式与民族的精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也是斯拉夫主义一贯倡导的原则和精神。

发扬俄罗斯宗教传统，弘扬俄罗斯民族精神，建构能与西方哲学平等对话、具有俄罗斯

特色的哲学，并为俄罗斯人找到精神归宿，这是始终贯穿于俄罗斯宗教哲学研究的主题，也

是其最终使命，探讨语言本质和功能问题是实现这一使命的重要途径之一。在当今时代，俄

罗斯宗教哲学的这种理念对于我们建构属于自己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哲学体系不无借鉴作用，

启示着我们将弘扬民族文化、坚持民族精神、捍卫民族语言作为哲学研究的重要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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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语料库的“V+down”构式搭配分析及语义映射

 ☉ 刘国兵  张莫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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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词+小品词”构式教学具有一定启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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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德伯格（A. E. Goldberg）认为某一语言形式，若其形式或功能的某些部分不能严格地

从其组成成分或已知的结构中获得，就可以称为一个“构式”（4）。在构式语法研究范畴中，

研究者探索各种构式的中心语义，词素与构式之间的语义关联和互动关系，以及构式与构式

之间的范畴化关系（陈佳 23）。在构式语法研究尚未运用语料库工具之前，戈德伯格等学者多

是利用内省的方法探寻构式意义。随着语料库语言学的兴起，一些学者开始尝试用语料库方

法研究构式。但截至目前，基于语料库的方法对搭配强度的分析十分有限，且主要是对于词

汇搭配强度的分析，如分别用 t值和卡方值的统计标准，对词汇搭配强度进行计算分析（Church 

et al. 115-64; Dunning 61-74）。以上统计方法的缺点有二：一是当分析低频语言构式时，这些

检验方法通常会高估或者低估p值，造成统计结果不准确；二是自然语料很难满足这些统计检

验方法要求的分布正态性（胡健、张佳易 62；房印杰 426）。就此问题，史蒂芬维策斯（Anatol 

Stefanowitsch）和格里斯（S. T. Gries）以认知语言学的构式语法为理论框架，开发出了一种

新的概率统计方法——构式搭配分析法（Collostructional Analysis）。该方法以费舍尔精确检

验（Fisher exact test）测定词语间共现关系，无需考虑样本容量，弥补了前者的不足，较上述

其他方法具有理论优势。

“动词+小品词”结构（verb-particle construction）是英语中广为使用的结构之一，其形

式虽简单，语义和用法却较为复杂，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热点（刘梅丽、王文斌 49）。语

言学家认为，人类的范畴、概念、语言等与人类和空间环境的互动感知体验密切相关（王

寅 ,《构式语法研究》 443），因此对语言中表示空间关系的介词做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很有必要。

已有研究多采用内省法探讨该构式的认知语义和语义延伸（Lakoff, Women  269-303；王寅，

《认知语言学》 180-87），通过语料库等实证方法考察该构式动词槽位语义聚类的研究较少。

本研究以“V+down”构式为研究对象，基于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Corpus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English，之后简称COCA），采用共现词素分析法，对进入目标构式V槽的动词与

该构式之间的关联强度进行分析，考察高频共现动词的语义聚类，从而探讨“V+down”构

式的认知语义。

一、文献综述

张伯江将构式语法介绍到中国，运用构式语法理论探讨现代汉语的双及物结构，为汉语研

究提供了全新视角（175-84）。王寅系统阐述了国外构式语法的基本理论与观点，并加以语料

实例进行分析（《认知语言学》 313-42）。刘正光收集了中国构式语法研究初期所取得的一些重

要成果，从认知视角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新观点和新方法（3-129）。但这些研究多是通过内省的

方法探寻语言构式意义及用法。随着语料库语言学的兴起，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将语料库的方法

运用到构式研究中，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史蒂芬维策斯、格里斯在构式语法框架的基础上提出“构

式搭配分析法”，该方法是语料库语言学与认知语言学结合发展的重要成果（209-43）。王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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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和敏基于英国国家语料库等 5 个大型语料库，对动词与构式的关系问题进行研究（19-31）。

近年来，构式搭配分析法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内学者的关注。胡健、张佳易对该分析法进

行了详细阐述，分析了共现词素分析法（Collexeme Analysis）、（多项）显著共现词素分析法

（［Multiple］ Distinctive Collexeme Analysis）以及共变共现词素分析法（Covarying Collexeme 

Analysis）的应用（61-69）。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运用该方法对构式进行研究，研究成果大致

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形容词为考察对象，如陈佳考察了“COME/GO+ADJ”构式中共现形

容词的语义聚类，发现该构式的核心语义为“状态变化的结果义”，通过隐喻联接机制可拓展

出其他概念义（23-30）。邵斌等运用共现词素分析法和多项显著共现词素分析法，比较了 6 个

近义极强词与形容词搭配使用的差异（379-91）。另一类是以动词为考察对象，如刘国兵、彭

梦月对汉语轻动词构式“进行 /加以+动词”中的动词词素特征进行归纳，并总结“进行”和“加

以”的语义特点，得出“进行”如与持续性动词搭配，与之搭配的动词多含书面语特征，而“加

以”和不可持续性动词搭配，动词会带有明显的感情色彩，即褒贬义（5-15）。

“动词+小品词”构式是英语中较为常用的动词性结构之一，因此被学界广泛关注。王寅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归纳出英语小品词over所具有的“上方运动”“覆盖关系”“静态居上”

和“路径终点”4 种基本意象图式以说明意义扩展的认知过程，认为over的原型意象图式通过

隐喻形成了一个辐射性范畴（《认知语言学》 181-86）。刘梅丽、王文斌从认知语义视角，考察

了“V+up”结构在不同认知域中的语义，发现该结构的语义延伸主要通过隐喻、转喻等机制

来实现（49-53）。杨莎莎研究了“V (a)round”构式中的动词与构式的搭配强度，分析此类动

词的语义聚类，并指出构式搭配强度的分析对外语教学具有重要意义（336-41）。陈泽南、张

雪梅考察了“V+up”构式显著吸引动词的语义聚类，进而结合原型范畴理论探讨该构式的原

型语义和延伸语义，发现“V+up”构式倾向于与表示动态变化的动词共现，其中既包括物理

空间中的变化，也包括数量域、社会域、心理域等概念空间中的变化（30-43）。国内有关“V+up”

构式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与之相对的“V+down”构式研究不多，目前仅有李瑛以“V+down”

构式为例研究词汇压制（44-49），还有刘馨璐对出现在该构式中频率最高的前 200 个动词进行

认知语义研究（26-47）。以上研究选取研究对象时仅以动词出现频率为依据，没有考虑到动词

与构式之间的搭配强度，因此研究方法有待改进。

纵观学界对于“V+down”构式的研究，可以总结出以下特点：（1）传统英语教学中，

“V+down”构式被当作英语固定搭配，其中蕴含的概念隐喻义没有被挖掘，这就导致英语学

习者在习得该构式时容易出现偏误；（2）前人对“V+down”构式的研究多运用内省法，缺乏

大量真实语料数据的支撑；（3）前人较少使用搭配强度等计算方法分析该构式中动词词项与构

式之间的搭配关系，研究方法有待改进。针对以上不足，本研究基于COCA，采用构式搭配分

析法中的共现词素分析法归纳“V+down”构式显著吸引动词的语义聚类，进一步探究该构式

的构式义，以期为该构式的教学实践提供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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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问题

本研究拟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V+down”构式中动词槽位吸引的词素有哪些？

“V+down”构式中动词槽位吸引的词素有何语义特征？

“V+down”构式是怎样进行语义映射的？

（二）语料来源

本研究的语料来源于COCA。该语料库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在线免费英语平衡语料库，由

美国杨百翰大学语言学教授戴维斯（Mark Davies）创建。COCA包含了 1990 年以来的美国英语，

涵盖口语、小说、杂志、报纸和学术文本等 5 大语类。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构式搭配分析法，针对不同的研究目的和对象，该分析方法类型呈现不同的

变化。本研究将运用其中的共现词素分析法，计算出现在“V+down”构式动词槽位的词素与

该构式的搭配强度。

研究包括以下几个步骤。首先，对研究所需频数进行统计。史蒂芬维策斯和格里斯认为，

采用共现词素分析法计算某特定词项L与某一特定构式C之间的构式搭配强度，需要四个频数

（见表 1 中a、b、c、d）。四个频数中只有频数a可以通过语料库检索直接得出，b、c、d则需

要借助该词项在所有构式中出现的总频数Ｘ、目标构式出现的总频数M，以及所有构式出现

的总频数W计算得出（218-19）。由于构式“V+down”是以动词为中心的构式，所以总频数

应为所有动词出现的频数。本研究中，M值通过检索式“VERB down”在COCA中检索获得；

词项在所有构式中出现的总频数X等于该动词在语料库中出现的总频数；所有构式出现的频

数W则等于所有动词出现的频数。

表 1 共现词素分析法所需的频数数据（胡健、张佳易 63）

词项 L 词项非 L 总频数

构式 C a c a + c=M

非构式 C b d b + d=N

总频数 a + b=X c + d=Y W=M+N=X+Y

经语料库检索后，利用费舍尔精确检验工具进行搭配强度检验，当p值＜ 0.05 时，词项

与构式之间的相关关系达到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水平。以“go down”为例，通过检索表达式

“［go］_vv down”获得“go”作为动词出现在该构式中的频数 a，其余频数通过计算获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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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将表 2 中带“*”的 4 项数值代入费舍尔精确检验工具表中进行精确检验，得到p值

＜ 0.001。因此可判断，动词“go”与构式“V+down”有着十分显著的关联意义。经过检验发现，

目标词项出现在目标构式中的频数并不完全与搭配强度存在强对应关系，因此本研究先确定

了与“V+down”构式存在显著关联意义的动词（p值＜ 0.001），再选取频数排在前 30 位的动

词词素进行语义归类和分析，从而确定进入构式V槽中动词的语义分类及构式义。

表 2  “go”出现于“V+down”构式的相关数据分析

go 非go 每行总数

构式 47224* 490997* 538221
非构式 3499508* 104780618* 108280126

每列总数 3546732 105271615 108818347

三、结果与讨论

（一）共现词素分析法

首先通过COCA检索，之后逐条进行人工剔除。由于目标词项出现在目标构式中的频数并

不完全与搭配强度存在强对应关系，如“get down”出现的频数高达 14105 次，在所有“V+down”

构式中排在第九位，但经过费舍尔精确检验后其p值＞ 0.05，即get与“V+down”构式的搭配

强度很低，因而此处提取与该构式呈现显著相关关系且频数最高的前 30 个动词词素（见表 3）。

表 3 “V+down”构式高频动词搭配

序号 词素 频数 序号 词素 频数
1 go 47224 16 step 6232
2 sit 46922 17 bring 6196
3 come 36826 18 fall 6074
4 shut 18668 19 cut 5812
5 look 18627 20 lie 5492
6 break 16917 21 track 4888
7 slow 15463 22 shoot 4593
8 calm 11968 23 drive 3860
9 walk 9645 24 tear 3769

10 lay 9012 25 close 3216
11 put 8396 26 boil 3212
12 turn 7787 27 burn 3135
13 run 7185 28 pull 3088
14 settle 6474 29 knock 3018
15 write 6470 30 head 3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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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于数据分析结果的动词语义聚类

通过对进入构式的典型动词进行语义分类，发现这些动词多为单音节动词，且多为描述

自然发生的简单动作。但这些动词的语义广泛，进入到不同构式中常表示不同语义。基于莱

文（B. Levin）的动词语义分类，这些动词可分为动态义动词和静态义动词两大类（111-313）。

其中动态义动词主要包括运动动词（如go，come，run，walk，fall等）、状态变化类动词（如

break，slow，boil等）、放置动词（如 lay，put，lie等）、创造转变动词（如 head，turn等）和

碰撞接触动词（如 cut，strike，knock等）；静态义动词主要包括视觉动词（如 look等）和心

理动词（如 calm等）。被“V+down”构式显著吸引的动词大部分具有明显的动态变化义，

如运动动词、状态变化动词、放置动词、碰撞接触动词等，它们是否具有共性是需要思考的

问题。进入“V+down”构式中的动词词义广泛，它们在构式中所表示的概念语义主要归纳

为三类，以下为COCA中的实例。

一是表示动作的结果：

（1） He lost to a fricking community organizer, who will go down in history as the worst 

president this nation ever had. 

（2） Once you have your goals written down, talk to the right people about them.

分析以上例句可以发现，例（1）中“go”这一运动动词进入到构式后不再表示“去、走”

等动作本身的意义，这里的“go down in history”可理解为中文的“载入史册”，是表示“载

入”这一结果状态。例（2）中的“write”在构式中同样表示“写下、记下”这一结果。同理，

诸如创造转变动词、碰撞接触动词和所属变化类的动态义动词进入构式后都强调动作的结果。

如“turn down”表示关小、调小的结果，“strike down”多用于表示击败或杀死。

二是表示运动的路径：

（3） It is a separate room from the neat area when you first come down the stairs.

（4） It took much too long for fighter Jets to scramble and so, they were unable to shoot down  

hi-jacked planes. 

以上两个例句中的动词具有不同的动态义，“come”是运动动词，而“shoot”是发射动

词，但出现在“V+down”这一构式中便都具有了强调该动作路径的语义。例（3）中的“come”

表示由远及近的运动，而“down”一词指明了该运动是“向下”移动。例（4）中的“shoot”

在该构式中的语义注重强调将高处事物击落，其运动轨迹为自上而下。因此“shoot down”在

句子中多用于形容击落飞机、卫星、火箭等位于空间域上方的事物。

三是表示动作持续的状态：

（5）I set up a thing in my studio where I had a very comfortable bed to lie on and I put speakers 

at each side of the pillow so I could lie down and be inside this piece of music. 

（6）It may be that in spite of eating does not come quickly to calm, calm down when you feel 

that your stomach is f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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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置动词 lie和心理状态动词calm都属于动态义动词，但进入到构式之后具有了强调状态

的保持的含义。除动态义动词外，大多数静态义动词进入构式后也表示动作持续的状态。比如，

视觉动词 look进入构式后，look down便多了轻视、瞧不起的意思。

（三）“V+down”构式的语义映射

通过前文的研究可知，down的含义与up相反，其字面含义为向下移动，即从高处移动到

低处。因此，“V+down”构式的典型语义表示一种自上而下的动态变化。除此之外，该构式

还有毁坏（如pull down、run down），减少（如 turn down、come down、bring down），压制（如

keep down、break down），打败（如put down、stare down），固定（如 tie down、nail down）

等非典型语义。上述意义共同构成该构式的语义集合。变化义具有较多的下义层次，且过于

抽象，难以向上不断扩展出上义层次，因而不能作为该构式语义集合中的原型成员（陈泽南、

张雪梅 36）。绪可望、杨忠曾在研究“V+up”构式空间关系时发现，“英语中的‘V+up’构

式可以被视为是一个原型范畴集合，范畴中的原型成员是那些表达具体空间关系概念的语式”

（27）。由此可以推断，“V+down”构式语义的基本层次可理解为“某事物空间运动义或空间

位置变化义”，其原型语义为“向下运动义”。除该原型语义外，我们参照《牛津短语动词词典》

中down的义项，归纳出“V+down”构式除原型语义外的主要拓展语义（见表 4）。

表 4  “V+down”构式的原型语义和延伸语义

原型语义 拓展语义 构式实例

向下运动义

（数量、程度、地位）减少 /减弱义
turn down, bring down, calm down, come down, cut down, 
slow down, step down

完成义 settle down, write down, boil down, track down

破坏义 knock down, run down, shoot down, burn down, pull down

失败义 break down, fall down, shut down, close down, head down

向下施力义 put down, tear down, drive down

延续义 walk down

静态义 lie down, lay down, look down

观察表中“V+down”构式的主要延伸语义可知，该构式多表达消极含义，这与莱考夫

（George Lakoff）和约翰逊（Mark Johnson）提出的关于down一词具有的方位隐喻含义大致相

同（15-21）。由此可知，隐喻是该构式的构式语义拓展的基本方式之一。隐喻的认知机制可以

理解为，一个概念域经过认知和推理，系统且对应地映合到另一个概念域，抽象性的语义主

要是以空间概念为基础跨域隐喻而成（王寅，《认知语言学》 305）。“V+down”构式之所以延

伸出了非原型范畴的语义，主要归结于down从原始的空间概念拓展到非空间概念，在拓展过

程中始终以空间方位原型为认知参照点，以隐喻为认知机制，进而形成一系列非中心的、抽

象的语义项。隐喻使该构式的语义从空间域映射到社会域、心理域、生理域等非空间域，以



134 第7卷 第1期
2023年3月

外国语言与文化

下为COCA中的例子。

（7）We used to go down to the boardwalk all the time when we were kids.（空间域）

（8）The New York region’s transit systems may shut down Sunday evening.（社会域）

（9）What I’m really doing is forcing myself to slow down my thought processes.（心理域）

（10）I couldn’t lie down on the bed. （生理域）

结合“V+down”构式的延伸语义以及进入该构式动词的语义聚类，可进一步分析上述例句。

例（7）中“V+down”构式的语义为空间域，并且具有趋向义，强调动作运动的过程，因此

该构式的语义可细化为“空间趋向义”。例（8）中“V+down”构式的语义不再是空间域，而

是社会域，强调动作发生后的结果，因此可概括为“社会结果域”。例（9）中“V+down”构

式的语义延伸为心理域语义，并且强调动作发生的过程，因此该构式语义可概括为“心理趋

向域”。同理，例（10）中“V+down”构式在此处具有“生理结果义”。概括地来看，通过考

察“V + down”结构的语义并依据认知域概念，其语义可划分为空间域、社会域、心理域以

及生理域，其中每个认知域的语义大致可再分为趋向义和结果义两类。

本研究基于COCA，采用构式搭配分析法中的共现词素分析法对“V+down”构式中进入

V槽的动词与该构式之间的关联强度进行分析。通过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与构式具有

强烈互动关系的动词进行语义聚类，进而探究该构式的构式义。研究发现，进入“V+down”

构式V槽的动词多描述自然中发生的简单动作，可分为运动动词、状态变化类动词、放置动词、

创造转变动词、碰撞接触动词、所属变化动词、发送携带动词、存在动词、心理动词等。动

词进入到该构式后表达的概念语义可大致分为三类：（1）表示动作的结果；（2）表示动作的路

径；（3）表示动作持续的状态。同时，当表示结果状态时多具有消极含义。“V+down”构式的

原型语义是“向下运动义”，通过隐喻机制将其语义从空间域映射到社会域、心理域和社会域，

使该构式具有了丰富的延伸语义。

基于语料库的“V+down”构式搭配分析及其语义映射研究不仅有助于探究该构式的构式

义，也是对构式搭配分析法的拓展和应用，对我国外语教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外语教学

可以尝试以构式为单位，将主动加工的学习过程同认知教学法相结合，提高学习者主动解决

问题的能力，强化学生的隐喻思维意识，培养抽象思维能力及创新意识。此外，外语教学过

程可以以大型语料库为辅助，通过语料库进行数据及索引行分析，从而更科学有效地归纳出

构式语义的方法。限于课堂教学时间，教师可能无法当堂演示这一系列的操作，但可以将操

作方法传授给学生，学生课下进行操练，这样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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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代知识的爆炸性增长和技术的飞跃式发展对基础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为应对这

些要求，学科大观念应运而生。既有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基于学科大观念的课程教学有助

于学生在知识整合的基础上，构建有结构、有联系的知识体系，提升知识掌握度和应用度。

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特别是高中学段的课程改革，也将大观念作为学科教学的基本理念

写入课程标准。如《普通高中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以下简称《新课标》），首

次使用了大概念（等同于大观念），明确了高中课程要重视以学科大概念为核心，使课程内容

结构化；以主题为引领，使课程内容情境化；促进学科核心素养的落实。结合新课标的大概

念，众多专家学者围绕高中英语学科大观念进行了研究，取得了较多成果。但已有研究也有

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从概念辨析角度看，高中英语学科的大观念构建缺乏跨学科的比较融通，

因此在概念辨析层面有待进一步明晰；从路径建构看，缺乏多元的路径。有鉴于此，本研究

拟在系统梳理学科大观念的基础上，采用跨学科比较的办法，进一步对高中英语学科大观念

进行概念辨析，并以此为前提，拓展高中英语学科大观念的实施路径。

一、大观念和教育大观念

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康德最早提出了观念这一表述，并区分了观点和概念。康德指出：“人

类所有的认识都是以观察为起点，然后成了概念，最后以观念作为终站。”（544-45）在康德看

来，观念是概念的概念，因此观念构成知识的最高形态。换言之，观念已经不是具体的作为

概念的知识，而是由概念连接起来的知识体系。因此，观念反映了深刻的元知识性，体现出

对知识的连接和组织。

而最早将观念这一称谓引入教育领域的是杜威（John Dewey）。早在 1902 年，杜威就指出，

教师应该把知识“心理学化”，从而形成大观念，这样就可以摆脱既往教学中对具体事实和概

念的偏执，培养学生对知识体系和学习过程进行反思的能力（Smith and Girod 301）。这其中，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心理学化”的称谓，这表明大观念的形成过程是一个认知和心理的过程。

怀特海（A. N. Whitehead）进一步指出，教育中的大观念，就是通过关联将少而精的知识形成

体系（142）。怀特海所谓的教育大观念实际就是强调知识的体系。

当代教育研究对大观念也多有论述，如埃里克森（H. Lynn Erickson）指出，大观念是对

概念关系的表述，是指将离散的知识点联系起来，抽象出具有深层含义的重要概念（36）。而

克拉克（Edward T. Clark）提出，大观念是在理解和连接小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148）。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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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克森和克拉克对于教育中大观念的阐释仍然是基于知识体系和知识点的辩证关系。而哈伦

（Wynne Harlen）对于教育中大观念的阐释则更进一步，他指出，在教育理念层面，大观念是

有组织、有结构的科学知识和模型，能对较大范围内的物体、事件和现象进行解释和预测（8-9）。

本研究认为，哈伦对教育大观念的界定，在大观念本体属性（即知识点系统整合）的基础上，

阐释了构建大观念的目的，即将知识体系用于解释和预测。这种解释一方面符合科学的本体

特征——在零散的现象基础上探求普遍的规律（类似大观念），同时通过掌握规律认识和改造

世界。另一方面，这种对大观念的理解也更符合教育的本体特征。因为教育的本体就是引导

和发展：引导学生构建知识体系，同时发展学生运用知识体系进行解释和预测的能力（李金

辉 1-4）。

综观大观念从哲学理念到教育理念的转变，不难发现，教育大观念至少应该包含如下属性：

首先是系统性，诸多教育领域的大观念研究都认定大观念是零散知识的系统建构；其次是心

理性，大观念的构建过程本质上是认知和心理发展的产物，因此必须注重对大观念构建的心

理阐释；最后是应用性，大观念构建是为了能够对现实世界进行解释和预测。接下来，我们

将进一步分析学科大观念。

二、学科大观念

我们这里提到的学科大观念，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从学科本体出发，即从宏观的

学科教育层面入手研究大观念；另一个是从学科教学出发，即从微观的课程开发和教学设计

层面入手研究大观念。

先看前者，基于学科本体的大观念源于布鲁纳（J. S. Bruner）倡导的学科结构运动。他认

为，掌握学科结构就是在相信许多事物有意义且相互关联的前提下来理解该学科，习得学科

结构就是学习理解事物是如何相互关联的（7-8）。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本世纪以来，陆续有研

究者对不同学科的大观念进行了讨论。如哈伦编制了科学学科的大观念体系，明确了科学学

科的 14 项大观念，并着重探讨了学科本体层面大观念的标准问题，即如何遴选大观念。 他认为，

作为学科本体的大观念，必须符合下列条件：首先，学科大观念必须对学科内的现象有足够

的解释力；其次，学科大观念必须为理解学科内容提供基础；再次，学科大观念必须促进学

生对学科知识的兴趣和动力；最后，学科大观念必须具备社会文化意义，即对社会发展和文

化传承有意义（122）。与此同时，哈伦还讨论了学科大观念中“大”的标准问题。就学科本

体而言，大观念所谓的“大”必须承载学科本体知识的主要内涵，但不能无限扩大，必须保

持学科主体特色。如科学学科的 14 项大观念中，为生物学科设定的大观念就是“所有的生命

体都在细胞结构的基础上构建”，生命体的结构是生物学科的主体，细胞是所有生物结构的基

础，因此这一大观念在生物学科内具有普适意义，但并没有超越生物学科的本体特征（124）。

再看后者，有很多研究者和机构从教学设计和课程开发的角度分析了学科大观念。在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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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层面， 威金斯（G. Wiggins）和麦克泰（J. McTighe）在《追求理解的教学设计》（Understanding 

by Design）一书中，认为学科理解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使学科“大观念” 的含义成为现实，而

学科大观念就是学科的概念、主题或问题，是学生要理清自己的学习内容并将学习迁移到新的

课程和现实环境中，必须能够掌握重要的想法（233）。比安奇尼（J. A. Bianchini）认为，学科

大观念或是学科的基本概念或方法，或是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和困境，通过大观念设计教学，能

够帮助学生与日常生活建立联系（40-43）。博克瑟（A. Boxer）认为，学科大观念是学生认识现

实问题和困境的透镜（web）。无论是指引功能还是透镜功能，都要求在教学设计中引入学科大

观念，优化教学的效果。在课程开发层面，加拿大哥伦比亚省科学和社会课程标准指出，学科

大观念是用于组织学科知识的关键概念、原则和原理（Province of British Columbia web）；而美

国大学先修课程中的人文地理课程与考试框架则认为，学科大观念是抽象的概念或主题，是贯

穿整个课程的线索。 无论是前者的组织功能还是后者的贯穿功能，都表明课程开发者必须依据

学科大观念来开发课程。综上，结合学科大观念分析不难发现，从学科本体角度看，学科大观

念具有学科本体知识基础性和核心性的特征，是基础、核心的知识体系；从教学设计和课程开

发看，学科大观念具有方法性和指引性的特征，即通过大观念的设计方法指引学生掌握学科知识。

下面，将进一步结合国内不同学科大观念的概念，分析高中英语学科大观念的内涵属性，

并在此基础上分析高中英语学科大观念的建构路径。

三、高中英语学科大观念概念辨析

自大观念被纳入普通高中课程标准以来，我国高中学段许多学科对各自的学科大观念进

行了概念辨析和跨学科的比较梳理，有助于明确高中英语学科大观念的内涵属性。

（一）跨学科比较视野

迄今，高中学段的语文、数学、历史、物理、化学、地理、生物等都有涉及大观念内涵

属性的研究。本文限于篇幅，只选取研究较深入的地理学科和跟英语关联度较大的语文学科

加以分析。

相关研究对高中学段地理学科中的大观念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对高中地理学科大

观念做了明确界定，指出：“地理教师从启发学生与已有经验、真实世界建立联结以及指导教

学实践的视角，对处于地理学科中心位置的地理学科概念、地理要素间的抽象关系［……］的

一种情境化的理解，是要求学生通过地理课程学习养成的用于解释一定范围的地理现象、解

决具体地理问题的心理框架。”（苏小兵 118）上述高中地理学科大观念内涵的界定，是对既有

学科大观念的继承和发展。一方面，从知识的体系性和获知的心理性看，这一界定强调了大

观念是学科概念和学科要素的抽象体系；另一方面，从知识的情境性和实用性看，其对学科

大观念又做了一些发展。具体表现在：首先，大观念是基于情境的大观念，因此必须启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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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已有经验和真实世界建立联结，同时对于地理概念和地理要素的抽象关系，必须做出情

境化的理解。以具体情境为例，依据“河水冲击河岸，河岸沙土滑入河水，河水变浊，而在

下游 30 米，一个沙砾坝伸入河中”这一现实情境，可以构建“有些地质作用力会破坏地表形态，

有些地质作用力则创造新的地表形态”这一高中地理学科大观念（120）。其次，大观念不仅

具备传统意义上的解释、预测功能，也是解决具体地理问题的心理框架。

而就与英语学科属性相似的语文学科而言，既往研究对其学科大观念也进行了界定。如

李卫东认为：“对于语文学科而言，最为核心的大观念是围绕‘内容和形式’的概念性关系和‘语

言和思维’的概念性关系的理解，这是指向语文学科思想和学科思维的本体性的大观念。”（12）

本研究认为，李卫东对语文学科“内容和形式”“语言和思维”大观念的界定，也是对学科大

观念的发展，因为这一界定敏锐地捕捉到了语言类学科的特殊性，即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因

此，在分析语言类学科的大观念时，一方面要注重作为工具的语言本体的知识体系，另一方

面也要注重语言所承载的思维体系，而两者恰恰体现了作为形式的语言和作为内容的思维之

间的辩证关系。作为形式的语言有自己的一套知识，而作为内容的思维恰恰是语言的应用维度。

结合这两个高中学科大观念的界定，我们再来看高中英语学科大观念的内涵属性。

（二）高中英语学科大观念界定及内涵属性

陈则航教授曾指出，英语学科大观念应是英语学科最核心的内容，是上位的，是可迁移的

（15）。同时，英语学科在本质上也是语言学科，借助上文对地理学科和语文学科大观念的界定，

依据其中的系统性、心理性、实用性，还有内容和形式、语言与思维等核心概念，可以清晰界

定英语学科大观念的内涵属性。本研究认为，高中英语学科大观念，是师生对英语语言知识（语

音、词汇、语法、语篇）和英语语言技能（听说读写译）的一种情境化的心理构建，并通过教

学，在英语知识和英语技能情境化的基础上，构建思维能力和文化意识的心理框架。

上述界定综合考察了学科大观念和英语学科的本体特征。学科大观念首先是学科知识的

系统构建，而英语学科知识包括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因此，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的系统构

建是英语学科大观念的题中之义。我们在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层面加上了情境，主要是考虑

到语言的交际目的：脱离了具体情境谈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难以实现语言的交际目的。在

学科知识系统构建的基础上，学科大观念还强调学科知识对现实问题的解释、预测和解决，

即学科知识的实用性。而具体到英语学科，其实用性凸显为语言的工具性；语言是思维表达

和文化传承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高中英语学科大观念既是语言知识和技能的体系，

也是思维能力和文化意识的心理框架。

结合上述对高中英语学科大观念的界定，我们认为，高中英语学科大观念具有如下内涵

属性：系统性，体现在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的综合体系；情境性，体现在语言知识和技能必

须依赖情境构建；应用性，体现在语言知识技能体系的构建对思维发展和文化传承的作用；

心理性，体现在无论是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的体系建构还是实际应用，均是认知和心理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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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为心理构建和心理框架。下面，将结合高中英语学科大观念的构建分析大观念和《新课标》

的关联与契合。

四、高中英语学科大观念与《新课标》的联系

（一）高中英语学科大观念之于核心素养

众所周知，《新课标》在总论中明确了以学科大观念为核心的要求，而《新课标》在高中

英语课程的属性界定中，明确“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是高中阶段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英语学科核心素养、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基础文化课程”

（教育部 1）。既往研究指出，英语学科大观念是落实核心素养的重要抓手，也是核心素养的概

念锚点（王蔷、孙万磊等 13）。本研究认为，在高中英语学科理念层面，英语学科大观念和英

语学科核心素养相辅相成，前者统领后者，后者体现前者，如图 1。

▲图 1  高中英语学科大观念与核心素养之间的关系

具体来看，高中英语《新课标》明确了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四位一

体的英语学科核心素养，这是对既往单纯强调综合语言能力的纠偏。而四位一体的学科核心素

养构成，正是对学科大观念的具体实现。其中的语言能力是指在社会情境中，以听、说、读、写、

看等方式理解和表达意义的能力，以及在学习和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形成的语言意识和语感。这

体现了学科大观念中作为基础的语言知识和语言能力体系要素。同时，这也十分强调语言的社

会情境性，体现了学科大观念的系统性和情境性特征。学习能力指学生积极运用和主动调适英

语学习策略、拓宽英语学习渠道、努力提升英语学习效率的意识和能力。学习能力系统反应学

生在语言知识和能力体系学习中的心智发展，这体现了学科大观念中的心理性特征。思维品质

指思维在逻辑性、批判性和创新性等方面所表现出的能力和水平。文化意识指对中外文化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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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和对优秀文化的认同，是学生在全球化背景下表现出的跨文化认知、态度和行为取向。这两

个维度又恰恰是语言工具的两个主要功能，体现了学科大观念的应用性特征。因此，我们认为，

《新课标》中核心素养的设定，显示了学科大观念的核心和统领作用。

（二） 高中英语学科大观念之于课程结构与内容

如果说，核心素养在学科本体层面体现了学科大观念，那么新课标中关于课程结构、课

程内容的设定，则在课程开发和课程设计角度体现了学科大观念。比如，《新课标》中对课程

结构做了必修、选择性必修和选修的三级课程管理框架。其中的必修课程主要指向学科大观

念中语言知识和语言能力的系统构建，选择性必修课程则体现了学科大观念中心理架构的梯

度性，因为《新课标》明确了选择性必修课程要和必修课程形成递进关系（教育部 9）。选修

课更侧重于学科大观念中利用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的系统构建，实现英语的应用目的这一方

面，如《新课标》中将选修课主要设定为实用类和拓展类课程，实用类中的专门用途英语课

程体现了语言的交际实用性；拓展类中的文学文化课程、演讲辩论课程体现了语言的思维和

文化实用性。

同时，《新课标》对高中英语课程做了通过英语学习活动对六大要素进行整合的课程内容

设定。六大要素包括主题语境、语篇类型、语言知识、文化知识、语言技能和学习策略。《新课标》

明确指出，六要素整合的英语学习活动观，在课程内容上，就是在主题意义引领下，通过学

习理解、应用实践、迁移创新等一系列体现综合性、关联性、实践性的英语学习活动，使学

生基于已有的知识，依托不同类型的语篇，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促进自身语言

技能发展、文化内涵理解、多元思维发展、价值取向判断和学习策略运用（13）。这一过程既

是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整合发展的过程，也是思维品质、文化意识、学习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

六要素整合的英语学习活动很好地体现了英语学科的大观念，既强调了学科知识的系统整合，

也强调了英语学习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过程中的实际应用，同时还指明了知识和应用连接

的现实途径——英语学习活动。

综上，英语学科大观念作为核心，统领《新课标》。《新课标》中的英语学科核心素养在

课程本体层面体现了大观念，而《新课标》中的课程结构和课程内容部分则从课程开发和课

程设计角度体现了学科大观念。下面我们将进一步结合高中英语课程实际，对高中英语大观

念的建构路径进行分析。

五、高中英语学科大观念建构路径分析

既往高中英语学科大观念的建构路径研究认为，英语学科大观念主要通过设置主题语境

的单元整体教学实现，因为基于主题语境的单元整体教学有利于实现知识的整合和应用。本

研究认为，除了单元整体教学外，英语学科大观念的建构还有多种路径可以选择（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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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将结合实例进行分析。

（一）坚持语言知识、技能系统引导，增强语言元认知能力

上文已经明确，英语知识和英语技能的系统构建是学科大观念的基础，同时，学科知识

的系统构建是认知的、心理的过程。因此，在高中英语学科教学实践中，坚持对英语知识和

技能的系统引导，增强学生的元认知能力，是高中英语大观念建构的一条主要路径。

由于英语作为语言学科的特殊性，过去在英语知识和技能的教学中，往往强调简单识记

和机械操练，造成英语教学费时低效。在大观念的引领下，教师可以通过对语言知识和语言

技能的系统引导，帮助学生构建系统的学科知识。在语言知识层面，帮助学生构建语音、词法、

语法、语篇的系统知识，解决学生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难题，可以有效实现学习效率的提升。

例如，在英语存在句语法知识教学中，存在句只能使用非定指的名词短语。存在句的非定指

效应可以把占位主语 there的虚指性和非定指名词短语的虚指性匹配起来加以解释，而非通过

简单的语言规则，这样就无需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语言技能训练也是如此。比如，对应高考

阅读七选五题型，不能只注重阅读文本的简单梳理，而应该从语篇全局层面略读文章抓大意，

语篇局部层面分析空格上下句，以及标题结构、句子结构、词汇复现等层面加强阅读技能的

系统训练，提升学生的阅读能力。另外，基于学科大观念的心理和认知属性，可以加强学生

语言元认知能力的培养，这和高中英语《新课标》中学习策略要求的元认知策略存在内在契合。

应该加强对学生的引导，指导学生在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的学习中，不断反思知识、技能的

薄弱环节和方法、手段上的不足，以促进后续的改进提高。比如，可以鼓励学生通过自建电

▲图 2  高中英语学科大观念多元建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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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学习档案袋的方式，及时对自己的学习过程进行反思。

（二）坚持单元整体教学、适度多元推进，体现大观念的系统整合

既往研究指出，基于主题语境的单元整体教学是英语学科大观念建构的主要路径，因为

其有利于语言知识、语言技能的整合，也有利于学习、思维能力和文化意识的提升，这里不

再赘述。本研究认为，在坚持单元整体教学的基础上，学科大观念建构也可适度多元推进，

体现大观念的系统整合观。

例如，在特定情境下，对单个语篇进行基于大观念的整合，也能有效建构学科大观念。

以译林版九年级上册英语教材Unit 7 中的“Hollywood’s all-time best——Audrey Hepburn”语

篇为例，对该语篇进行基于学科大观念的教学整合，可以促进学科大观念的形成。在语言知

识层面，该语篇反映个人职业生涯，能在词汇层面加强对身份、职业语汇的系统学习，如

actress，humanitarian，work as，make her final appearance 等；在句法层面能加强对反应简历叙

事的过去、现在完成等时态的系统学习；在语篇层面能加强对时间线性推进手段，如 in 1991，

two years later等的学习，在语言技能层面可以加强对人物简历的复述性介绍等口语、书面语

练习。这些手段的综合使用，可以体现知识和技能的系统性。在思维能力、文化意识提升的

实用性方面，可以鼓励学生通过获取赫本的基本信息，梳理其早期生活、演艺生涯、晚年生

活的成就和贡献，形成信息结构图；基于信息结构图，推理、论证all time best 的不同境界层级，

助力学生思维品质和文化意识的提升，以此实现学科大观念的建构。再比如，现在逐渐得到

推广的读后续写教学模式，鼓励学生在对既有文本词汇、语法、语篇知识和阅读能力进行系

统建构的基础上，加强写作能力培养。学生在读的过程中提升了学习能力，在写的过程中锻

炼了思维能力，因此这种教学模式也是建构高中英语学科大观念的有效路径。

（三）坚持英语学习活动观，体现大观念的情境、实践、实用特征

《新课标》提出了指向学科核心素养发展、课程内容六要素整合的英语学习活动观，明确

了活动是英语学习的基本形式，是学习者学习和尝试运用语言理解和表达意义，建构文化知识，

发展思维品质，形成学习能力的主要途径（教育部 62）。 英语学习活动观取代了以往的“任务

型教学法”。从活动的前提看，英语学习活动观是指学生在主题意义的引领下，以语篇为依托

的活动；从活动的性质看，是通过学习理解、应用实践、迁移创新等促进语言、文化、思维

融合发展的活动；从活动的方式看，是帮助学生做到以主动、合作、探究学习，灵活运用所

学语言知识和听说读写看等语言技能及多种学习策略；从活动的内容看，主要包括获取文化

知识，理解文化内涵，比较文化异同，吸取文化精华，发展逻辑思维、批判思维和创新思维，

涵养内在精神；从活动的宗旨看，主要是指向知行合一，落实英语学科核心素养。

基于以上《新课标》对英语学习活动观的论述，本研究认为，坚持英语学习活动观，也

是建构学科大观念的重要路径。同时，王蔷等国内学者也指出要以英语学习活动观这一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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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的大观念统领教学活动设计（王蔷、周密等 106）。英语学习活动很好地体现了英语学科

大观念的情境性特征，学习活动的设计和展开，都要求在主题意义的引领之下，依托于语篇

进行。同时，英语学习活动的本质，更好地体现了学科大观念中对语言知识和技能的实践要

求，而从活动的方式、内容、宗旨看，则又很好地体现了大观念的实用性旨归。比如，高中

英语阅读教学中，在读前的导入阶段，教师让学生预测课文内容、介绍背景知识；读中，让

学生根据语篇内容描画思维导图；读后，让学生进行讨论、角色扮演、信息填充、纠错、读

后写作等，都能够促进学生对语言知识和技能的系统掌握，也能提升学生英语的实际应用水平，

因而能够对学科大观念的构建发挥积极作用。   

大观念的提出使以往零散的教学整体化。既往高中英语学科大观念的概念辨析及建构路

径研究形成了较多研究成果，但也存在如下不足：一是概念辨析缺乏跨学科的视野，二是路

径建构比较单一。基于上述问题，本研究通过梳理国内外研究对大观念的价值辨析与提炼，

并融合不同学科对大观念的探讨，指出高中英语学科大观念是英语语言知识和技能基于心理

的系统构建，同时要考察这种心理构建对思维和文化架构的建构意义，并提出多元建构路径。

总之，高中英语学科大观念的建构能够焕发高中英语教学课堂新的活力，使得外语教学有新

突破，引导教师走向工具性与育人性融合的高中英语学科育人体系。值得注意的是，高中英

语学科大观念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是当下学科教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和亮点，对其进行持续的

探索，能够真正助力高中英语教学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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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2 月，我收到湖南师范大学曾艳钰教授寄来的蒋洪新教授新作《T. S.艾略特文学

思想研究》，马上秉烛达旦。读着读着，我突然萌发一个念头：何不写篇书评呢？有了这个想

法后，我由原来的泛读变成细读，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走进了洪新教授构建起来的艾略特文学

思想研究这一宏大叙事空间。

T. S.艾略特（T. S. Eliot）是英美文学史上极具世界影响力的诗人、剧作家和文学评论家，

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构建了宏大的文学思想体系，为世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学宝藏，一直

都是国内外文学研究的热点。因此，要在浩瀚的艾略特研究成果中异军突起，实非易事。然而，

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 世纪美国文学思想研究”的首席专家，洪新教授积极探

究 20 世纪美国文学思想百年间的发展历程、现实语境、内涵特色和现实影响等，对艾略特文

学思想展开立体式全方位研究，从选题、内容和方法上实现开拓创新，为世界艾略特研究贡

献中国视角和中国智慧。

一

从选题上看，该著作聚焦艾略特文学思想，展开了立体化、全方位的深入研究，为国内外

艾学研究提供新尝试。自从 1923 年艾略特这个名字首次进入中国学界（董洪川 89），从早期的

叶公超、赵萝蕤和卞之琳等学者，再到如今的冯至、梁宗岱、郑敏、王佐良、袁可嘉、杨周翰、

陈嘉、周珏良、裘小龙和张子清等专家的翻译和研究，国内学界相关成果不断涌现，硕果累累。

90 年代中后期，张剑教授的《艾略特与英国浪漫主义传统》和蒋洪新教授的《走向〈四个四重

奏〉——T. S.艾略特的诗歌艺术研究》开启了艾略特研究专著出版的大门。紧接着，刘燕、董洪川、

李俊清、陈庆勋、邓艳艳、江玉娇、陆建德、章晓宇、秦明利、赵晶、林季杉、周亭亭、李兆前、

虞又铭、黄宗英等纷纷著书立说，从艾略特的文学创作、影响源头、哲学语境、文学批评和译

文比较等视角加以分析，再加上 200 多篇相关学术期刊论文和 11 篇博士论文（根据知网查询，

这 11 篇博士论文已有 9 篇经过修改完善，以专著形式出版），可谓规模宏大，精彩纷呈。尽管

如此，对艾略特文学思想的整体研究尚需跟进。［1］

跟国内相比，国外的艾略特研究不管是时间上还是规模上，都遥遥领先。国外研究呈现

如下四个特点。首先，时间较早。早在 1935 年，文学评论家马西森（F. O. Matthiessen）就出

版了《艾略特的成就：论诗歌的本质》（The Achievement of T. S. Eliot: An Essay on the Nature of 

Poetry）一书，这是早期艾略特研究中较为全面论述艾略特诗学的著作。其次，机构齐全。在

美国，设有专门的艾略特研究会（T. S. Eliot Society），英国、日本和韩国均设有分会，哈佛大

学、纽约公共图书馆均收藏艾略特手稿书信等档案；在英国，设有艾略特遗产管理学会（T. S. 

Eliot Estate）和艾略特基金会（T. S. Eliot Foundation）；英美均设有“T. S.艾略特诗歌奖”（T. 

S. Eliot Prize for Poetry）。第三，系统全面。国外艾略特研究系统全面，类型大致如下：（1）生

平传记，它们为艾略特研究奠定了更为扎实的基础，如比较通用的阿克罗伊德（Peter Ackroy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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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艾略特的一生》（T. S. Eliot: A Life）等；（2）研究论文集，为该研究提供思想火花碰撞的

平台，如 20 世纪末较权威的穆迪（A. David Moody）编的《T. S.艾略特剑桥文学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 S. Eliot）等；（3）文学批评研究，聚焦艾略特作品分析及其批评观

点，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洛布（Edward Lobb）的《T. S.艾略特和浪漫主义批评传统》（T. S. Eliot 

and the Romantic Critical Tradition）等；（4）思想研究，涉及艾略特与基督教、印度教、神秘主

义、反犹主义和政治意识形态等，如穆雷（Paul Murray）的《艾略特与神秘主义：〈四个四重奏〉

秘史》（T. S. Eliot and Mysticism: The Secret History of Four Quartets），探寻艾略特神秘主义思想

和诗歌灵感来源，分析其在《四个四重奏》（Four Quartets）中的运用和体现。［2］第四，活动频繁。

1980 年至今，艾略特研究年会已召开了 43 届，艾略特国际暑期学校也已举办了十多届。纵观

国外研究情况，我们欣喜地看到：研究内容持续扩大，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影响愈加深远。

但是，这些研究都是基于西方视角，缺少中国视角的参与和互动。

该书在吸收国内外艾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文学思想”为轴，整合“文学创作”“文

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研究，从美学、哲学、政治、文化、宗教和道德层面来充分揭示博

大的艾略特文学思想体系，填补了国内尚无艾略特文学思想整体性研究的空白。同时，该书

充分利用作者雄厚的中文功底，运用中国传统诗学理论阐释艾略特文学思想，丰富了具有中

国特色的艾略特研究，有效克服了世界艾学研究中缺少中国视角的不足，为世界艾略特学术

研究共同体的形成添砖加瓦。

二

从内容上看，洪新教授积极开拓创新，以系统的思维全面分析艾略特文学思想，以发展的

眼光客观评价艾略特文学思想。

第一，以系统的思维全面分析艾略特文学思想，首先体现在艾略特文学思想内容的整体性。

作为 20 世纪西方新旧文化转型时期最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一，艾略特不仅仅是诗人、剧作

家，而且也是文学批评家。他的文学思想博大精深，引领着英美文学，乃至世界文学思潮的发

展。因此，如何在研究过程中做到系统全面而又避免一概而论、深入细致而非蜻蜓点水是该书

最为关键的问题。从篇章结构方面看，该书共分十章，另加绪论和结语。绪论部分阐释艾略特

文学思想研究及其独特地位，为该研究拉开了序幕。第一章着重探讨艾略特的思想历程，为该

研究做了铺垫；第二章分析艾略特传统观与文学思潮的变迁，开启了宏大叙事；第三章深入剖

析艾略特文学思想的核心——非个性化理论；第四章剖释艾略特的诗歌语言观和诗学实践；第

五章阐释艾略特的文学批评功用观；第六章通过艾略特与白璧德（Irving Babbitt）、马修 •阿诺

德（Matthew Arnold）的对话阐明文学与道德的关系；第七章剖判艾略特文学思想中的宗教色彩；

第八章比较艾略特与庞德（Ezra Pound）的文学思想；第九章阐述艾略特与新批评派在文学理

念上的异同；第十章阐析艾略特文学思想与中国文论之间的对话。结语部分简要梳理艾略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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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思想与后来诗歌流派的关系。这些章节逻辑清晰，层层递进，形成了艾略特文学思想的整体

观照。从研究维度方面看，该书以艾略特文学思想为统摄，整合吸纳了传统的“文学创作”“文

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研究，涵盖了文学活动的特点、风格、类型和理念等，从美学、哲学、

政治、文化、宗教和道德层面入手，多路进发，细微考辨，全方位地解析艾略特文学思想的深

度和广度，充分揭示其丰富内涵。

其次，体现在艾略特文学思想发展的历时性。艾略特文学思想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

是经过他长期的认知和实践得来。“因此，研究艾略特的思想和作品不能采用切片式或断层式

的方法，否则会有见木不见林的障目之感；亦不能采用鸟瞰式的方法，否则会有囫囵吞枣、以

偏概全的危险；而是要以‘致广大、尽精微’的思维和发展动态的眼光去明澈艾略特文学思想

的脉络走向，从而更好地理解和阐释其诗歌和批评理论”（蒋洪新 17）。该书根据孟子的“颂其

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的观点，穷源溯流艾略特的生活轨迹，深入探究了家庭、教育、

婚姻、社会等不同语境因素对艾略特文学思想的影响，重点阐述了白璧德、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伯格森（Henri Bergson）、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布拉德利（F. H. 

Bradley）、庞德等人在不同阶段对艾略特的影响，分析了其文学思想的源头、发展和特征。艾

略特的文学思想是宗教、哲学、文学等多股力量综合影响的结果，并且体现了当时欧美社会思

潮和文学思潮的基本状况。这一思想又对后来诗歌流派，特别是英美后现代诗学产生影响。因此，

这个成果上溯其思想之源流，又下探其思想之流光，形成了一个闭环的纵向研究脉络。

再次，体现在艾略特文学思想理论实践的结合性。艾略特既是诗人，也是理论家。他从自

己的创作实践中不断进行思想探索，将其升华为批评理论，然后再将这些理论运用到自己的文

学创作实践，使理论和实践相得益彰。因此，要做好艾略特文学思想研究，就要注意把握其诗

人与批评家的结合、实践与理论的结合，即做好理论研究和文本阐释相结合。该书很好地做到

了这一点。它通过对艾略特诗歌作品具体特征和美学价值的阐发，明晰其文学思想与诗学实践

互为支撑、相互观照的关系，促进文学理论与具体文本的充分互释，挖掘其文学思想的深刻内

涵和革新意义。例如，关于诗歌语言，艾略特有独特的见解。他在《诗歌的三种声音》（“The 

Three Voices of Poetry”）中阐释诗歌叙事方式：诗人的自言自语，诗人对读者说话和诗中角色

的对话（转引自蒋洪新 108）。这三种叙事方式通过日常生活语言完成。艾略特看到了日常生活

语言所隐含的力量，非常看重日常语言对诗歌创作的作用，提出“诗不能过分偏离我们日常使

用和听到的普通的日常语言［……］诗不能同人们彼此间交流所使用的不断变化的语言失去联

系”（106）。他这样主张，也这样实践。《荒原》（The Waste Land）中部分语言风格就是如此。

“那是什么声音？”“是门下面的风。”“这会儿又是什么声音？风在干什么？”“没有什么，是没

有什么。”（108-109）这种带有明显对话体叙事特征的诗行，如果单独拿出来读，很难看出是诗

歌。然而，艾略特就是在这样实践自己的理论。由此可见，诗句就是由日常语言构成的。艾略

特凭借自身无与伦比的文学才能，在自己的文学创作过程中不断总结提炼文学理论，从感性认

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然后再将其运用到新的文学创作实践中，得到补充发展，从而实现新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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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阐释艾略特文学思想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做法在书中比比皆是。

最后，体现在艾略特文学思想论证的严谨性。文学思想研究必须科学严谨，不仅需要阐

析过程抽丝剥茧的严密科学，也需要论证过程旁征博引的翔实可信。该书在这方面做出了榜

样。首先是论证的科学性。一方面，全书十个章节紧紧围绕艾略特文学思想展开，从十个方面

进行细致深入分析（可详见本部分第一点“艾略特文学思想内容的整体性”）。这些章节既是相

对独立的分析，又在逻辑上前后呼应，环环相扣，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另一方面，每个

章节的论述都是论点鲜明，分析透彻，论证流畅。这里仅以第三章“非个性化理论”为例。该

章先简要阐明艾略特所处时代背景——精神分析理论兴起，读者的兴趣开始转向作者的创作心

理——指出非个性化是直接对抗精神分析的有效手段。接着，从哲学角度阐发“非个性化理论”

的哲学观念，从文学角度窥探这个理论产生的重要推力，通过文本对照、意义解析，分析了“客

观对应物”的源流、内涵和功能等，比较了“客观对应物”与象征主义、意象派和中国诗学传

统中的“克己”和“物化”。在此基础上指出，该理论是现代主义对浪漫主义的反思，凸显艺

术自足性和审美自律，最大程度地降低诗人的存在度，而不是消解诗人。这种阐析有理有据，

一环紧扣一环，有让人爱不释手之感。其次是论证的全面性。该书参考书约 300 本左右，提及

的作家、批评家、哲学家和学者等多达 292 人（包括引用），直接引用的书目就有 296 本。这

组数据令人惊叹：作者的博览群书、旁征博引为该书论证的翔实性打下坚实基础。

第二，该书的开拓创新体现在以发展的眼光客观评价艾略特文学思想。艾略特文学思想

不是直线形发展的，而是经过艾略特“大量的回旋和反复”以及不断修正得来的。艾略特曾

经因为别人引用他很久以前说过的话而大为光火。“经常有人引用我的话，可能是我三四十年

前说的，却当作我昨天才说的，这让我很恼火”（转引自蒋洪新 17）。艾略特的“恼火”折射

出他可能因为学术观点前后不一致而显得尴尬的事实，因为“艾略特的文学思想是一种复杂

的递嬗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艾略特一贯的怀疑主义和不确定论使其不断地对各种源于宗教、

哲学、文学的思潮力量进行汲取、扬弃、修正和融通”（17）。这说明，要以发展的眼光客观

评价艾略特文学思想，才能从其前后不太一致的论述中窥探其思想发展轨迹。该成果成功地

做到这一点。艾略特关于文学批评功能的理论就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扬弃修正的例证。年

轻的艾略特和晚年的艾略特所持的观点大不一样。他因早年在《传统与个人才能》（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中提出文学批评要“不注意诗人，而注意诗”而被当成新批评派的

鼻祖。1945 年，他在《诗的社会功能》（The Social Function of Poetry）中写道，“我认为如果诗——

我指所有伟大的诗——在过去没有社会功能，那么在将来它可能也不会有”（转引自蒋洪新 

130）。此时的艾略特仍然坚持文学批评的文学性，认为诗歌评判的标准在于文学性，而不在

于其社会功能，就像布鲁姆（Harold Bloom）坚持美学标准一样。而到了 1961 年，艾略特敏

锐捕捉到文学批评的发展趋势，发现批评家、批评流派和文学受众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

学批评呈现跨界性特征。所以，他在《批评批评家》（To Criticize the Critic）中指出，“不可能

把文学批评单独圈起来［……］孤立地单论文学特征，是一种幻想”（131）。同时，该书还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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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在第九章“艾略特与新批评”分析了艾略特的文学整体论、非个性化理论和批评风格对新

批评的影响，指出晚年的艾略特将批评重点转向社会文化批评，逐渐淡化文学本体批评。诚然，

艾略特在经历不同时代的洗礼之后，在不同时期关于文学批评理论的观点有所不同，甚至说

是前后不一样。该书能引经据典，翔实地勾勒出这个理论的发展轨迹，将其客观地呈现在读

者面前，让我们仿佛看到类似《典籍里的中国》中的虚拟现实画面，以鲜活的历史感再次感

受艾略特的文学批评构建历程。

“非个性化理论”也是艾略特不断修正自己理论的一个明显例子。每个作家、批评家都具

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他这个理论的鲜明时代背景就是 19 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高举表达自我、

宣泄情感大旗最为热闹的时代，是现代主义呼之欲出的时代。当时年轻的艾略特提出这一理论，

确实是引领时代潮流。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晚年的艾略特觉得，自己年轻时提出的“感

性的脱节”和“客观对应物”这两个术语不知还能否站得住脚，并建议读者不要过于纠结某

个术语。作者此时恰到好处的点评让人眼前一亮：“艾略特虽然对之前观点有所背离，底气也

一再减弱，但并不能作为攻击者的把柄。因为，用几十年后的眼光去评价之前的观点，本身

就是语境的错位。艾略特想要传递给年轻人的是，不要过度地沉溺于术语的解读，用一成不

变的标尺去衡量所有的学说。”（95）

艾略特反对别人一成不变地看待他的理论。他也同样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不同时代的理论。

他在构建自己的文学批评体系过程中不断吸收借鉴前人的成就，从而使其更加包容和开放。

那么，如何对待前人的成就呢？或者说，以什么样的立场和视角看待前人的观点呢？艾略特

这样说道：“评判过往时代的任何批评家的判断，都要回到他所处的时代背景，竭力站在他的

时间上看问题。”（转引自蒋洪新 134）确实，作家、批评家身上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这就

决定了每个理论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因此，要以发展的、客观的态度对待前人的理论成果。

这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提的“两个不能否定”；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

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三

从方法上看，洪新教授大胆尝试、认真求证，以我国传统诗学理论剖析艾略特文学思想，

为外国文学研究探索出一条中西对读新路径。不同于庞德，艾略特对中国和中国文学无甚了解。

尽管他曾写信给瑞恰兹（I. A. Richards），表示他对中国“十分感兴趣”，但他在《荒原》中的

六种创作语言却没有中文；他的诗作中唯一提及中国之处是在《四个四重奏》中用中国花瓶

暗指语言的静动辩证关系。因此，要从中西比较来对读艾略特文学思想难度极大。然而，“世

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洪新教授十分睿智地做到了。他不仅将艾略特文学思想系统科学、

发展全面地置于整个西方文学思潮体系中进行考察，而且还将其放在中西文学互动的宏阔框

架中，以个体比较、中西对话的方式，在横向并置的研究空间对读艾略特文学思想，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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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立体的视角的同时发出中国声音、投射中国智慧。

首先，要想更好理解《T. S.艾略特文学思想研究》，很有必要先了解洪新教授前期主要学

术成就中一以贯之的中国视角。洪新教授一直从中国视角出发，以深厚的中西文学修养，将

中国学术话语权建构贯穿于他的美国文学研究全过程，致力于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国文学

研究话语体系。1998 年，他的处女作《走向〈四个四重奏〉——T. S.艾略特诗歌艺术研究》

结合艾略特的家庭、社会、历史等背景，探析了艾略特的宗教信仰演变对其诗歌理论的影响，

并从学术渊源、文化意识上全面考察了以《情歌》（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为代

表的早期创作，中期的《荒原》，以及晚期的《四个四重奏》等作品。他专门将“远游的诗神：

艾略特与中国”单独成章，着重介绍了“艾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以及国内“艾学”研究

的逐步繁荣。他以新诗歌运动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了艾略特对中国诗歌艺术产生的深远影响，

并以卞之琳和穆旦的诗作为例，重点分析了“艾学”对两位中国诗人新诗创作的影响，具有

鲜明的中国视角。基于庞德与艾略特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文学批评关系，随着对艾略特研

究的逐步深入，洪新教授转向了艾略特和庞德两位诗人的诗学理论和文化批评研究，于 2001

年 4 月出版《英诗新方向——庞德、艾略特诗学理论与文化批评研究》，着重分析了艾略特

的象征主义诗学理论和庞德的意象主义诗学理论，探究了两人的诗学理论、政治主张、宗教

信仰和文化批评的思想渊源，并在第二章“庞德与中国”中，梳理了庞德与中国的因缘关系，

重点探讨了中国古典诗歌对以庞德为首的西方现代诗人乃至整个英美新诗运动产生的不可估

量的影响，凸显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的贡献。随后，洪新教授十年磨一剑，于 2014 年出版了

《庞德研究》，将抽象的庞德理论研究融入对其具体作品、社会历史背景和个人经历的分析解

读中，从庞德浩瀚的诗作和论文中进行精选，将最能体现其艺术风格的诗作进行翻译和分析，

总结了庞德的文学理论和文艺思想，并在最后一章中延用了“庞德与中国”这一章节的内容，

补充了庞德与中国的情缘以及东西方诗学的相互借鉴、影响，将我国对庞德的研究推至新高度。

紧接着，笔耕不辍的洪新教授与郑燕虹教授联袂在 2014 年 12 月再出新作《庞德学术史研究》，

从学术史的角度对庞德的文学观进行再梳理，详细整理了庞德作为诗人、评论家、译作家的

学术史，并回顾了学术界对庞德的诸多学术评论，使关于庞德的学术发展呈现出完整清晰的

脉络结构，并一以贯之地将“中国的庞德研究”和“庞德对儒家经典的翻译”等章节融入该书，

围绕庞德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痴迷、庞德数目繁多的对中国诗歌和经典的译注、庞德诗

歌理论中众多的中国元素，以及由此引发的西方读者对中国的兴趣等进行挖掘，并指出中国

学者在庞德研究中的先天优势和独特视角。［3］洪新教授的这些研究尽显中国学者的独立创新

观念与责任担当意识，为更加全面对读艾略特文学思想打下坚实基础。

其次，该书从始至终都将艾略特文学思想与我国的相关经典论著进行对比，从比较研究

的角度对艾略特这一经典文学家进行创新性的研究。这里略举一二，加以阐明。绪论部分在

概述文学思想时嵌入我国文学思想的内涵和六个时期的文学思想简况。第一章谈及“客观对

应物”时将其与中国的“比兴”手法进行类比，并在结尾处引用苏东坡行云流水的文章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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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评价艾略特深厚的文学积淀和境界。第二章阐述艾略特之所以能够奠定现代主义基石是因

为他深刻认识、继承西方文学传统，形成“传统与现代融合的思想综合体”（蒋洪新 58），指

出这种传统观与中国古代文论家刘勰的观点相似。第三章辨析非个性化理论中如何隐蔽和舍

弃个人情感时，将其与中国诗学传统中的“克己”“物化”和“比”进行详细对比。第四章在

探析艾略特如何划分重要诗人和次要诗人时指出，这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家钟嵘的评判做法

类似。第五章在阐明文学批评发展历程时引用《文心雕龙》加以佐证。凡此种种，不仅提升

论证的说服力，而且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艾略特文学思想。

最后，该书专辟一章“艾略特文学思想与中国文论的对读”，从跨文化视角构建艾略特文

学思想与中国文论之间的对话互动关系。该章从艾略特与叶公超、赵萝蕤、吴宓、钱钟书及卞

之琳等中国学者之间的交流入手，揭示了艾略特对中国现代诗派的影响，引经据典地以中国诗

学理论中的“通变”思想阐发艾略特关于传统与革新、经典与批评、情感与表达的辩证关系的

看法。接下来，从《文心雕龙》的由“道”至“心”再至“文”的视角详细剖析艾略特诗学批

评文章《但丁》（“Dante”）中关于批评过程的三个阶段：从“心灵感受”出发，发展到“熔铸

历史与现实”，最后升华至“熔铸自我与文本”。紧接着，分别用我国诗学理论“虚静说”和“象

外之境”阐释“非个性化理论”和“客观对应物”等。这种鞭辟入里的中西对读展现了艾略特

在文学思想的各个层面与中国文论不约而同的相似性，表明了不同社会和时代语境下的文化思

想共鸣现象，昭示了中西两个宏大批评体系中的跨文化适用特征，有力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的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的重要论断，为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提供了新范式。

这种中西对读的创意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第一，它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

艾略特文学思想。从内容方面看，艾略特文学思想确实融古通今、经天纬地，内涵十分丰富。

从形式方面看，由于艾略特认为经典的成熟标志之一就是复杂的句式结构，这就使得他的创

作显得晦涩难懂，让人望而却步。面对这种较为陌生的理论，如果辅之以某种较为熟悉的理

论作为参照物，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书中运用我们比较熟悉的中国传统文论阐发我们比较陌

生的艾略特文学批评就是一个例证。艾略特关于传统与革新、经典与批评、情感与表达的辩

证关系的观点让读者有点雾里看花的感觉。然而，该书通过中国诗学中“通变”思想对此加

以阐释，马上让人眼前一亮。“艾略特诗歌中的‘故实（神话与历史）’与‘新声’（时代性的

情感和主题），在文本内外互为依凭，显现着理解和阐释的巨大空间”（蒋洪新 228）。“实际

上《文心雕龙》指出了由‘道’至‘心’，由‘心’至‘文’的三个基本要素，这与艾略特对

经典的定义所强调的‘心智’‘情感’‘诗学形式’这三个要素是相对应的”（230）。这种阐释

方式由中及外，由易及难，从熟悉到陌生，能很好地帮助中国读者进一步了解认识艾略特复

杂的诗学体系。第二，这有助于在国际学术舞台弘扬中国文化。该书中的中国视角不仅有利

于中国读者更好地认识艾略特文学思想，而且还能帮助外国读者进一步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

该书在分析艾略特文学思想的过程中，植入中国视角和中国诗学传统，不仅可以进一步促进

世界艾略特学术研究共同体的形成，而且还能悄无声息地推动中国诗学传统“走出去”。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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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将来如若入选“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必将引发越来越多的外国读者像当年的艾略特一样

对“关于中国研究的任何结果都十分感兴趣”（蒋洪新 103）。

“一编在手君无怪，曾典蓬山四库书”。手中一本好书足可化解无尽工作压力、消除诸多

学术盲点。洪新教授的《T. S.艾略特文学思想研究》“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它不仅融合西

方文学传统，系统深入研究艾略特博大精深的文学思想，而且打通中西经典对读，用中国传

统诗学理论阐析艾略特文学思想，以寻中西文论同筑之鉴，以探世界文心共通之缘，从而在

国际学术舞台上发出中国学者声音，构建世界艾学研究中的中国学术话语权，为我国的外国

文学研究再添新佳作，为世界艾学研究再作新贡献。

（致谢：本文的完成得益于湖南师范大学曾艳钰教授寄来蒋洪新教授这本新作和我的博士

生王赟与牛培帮忙查阅相关文献研究资料。特此致谢。）

注释［Notes］

［1］参见张剑：《T. S.艾略特：诗歌和戏剧的解读》。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蒋洪新：《走向〈四个四

重奏〉——T. S.艾略特诗歌艺术研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陆建德：《破碎思想体系的残编：英美文

学与思想史论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陈庆勋：《艾略特诗歌隐喻研究》。上海：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林季杉：《T. S.艾略特基督教思想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2］参见F. O. Matthiessen, The Achievement of T. S.Eliot: An Essay on the Nature of Poetry. Houghton Mifflin, 1935; Peter 
Ackroyd, T. S. Eliot: A Life. Simon and Schuster, 1985; A. David Moody,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 S. Eliot. 
Cambridge UP, 1994; Edward Lobb, T. S. Eliot and the Romantic Critical Tradition. Routledge, 1981; Paul Murray, T. S. 
Eliot and Mysticism: The Secret History of Four Quartets. Palgrave Macmillan, 1991.

［3］参见蒋洪新：《英诗新方向——庞德、艾略特诗学理论与文化批评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蒋洪

新：《庞德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蒋洪新、郑燕虹：《庞德学术史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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